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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
引言：陆海古城
民国二十年的秋天，我初次负笈北上，自济南而北，火车竟日奔驰于华北大平原上。那正是秋收就要开始的时候，阳光潋滟，万里无云。从车窗中望去，遍野都好像泛滥着一阵浅碧又一阵澄黄的波澜，恰是一幅陆地海洋的景象。时远时近若断若续的农庄田舍，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也都一齐淹没在这无限秋禾的波澜中，只见屋顶不见庭院，只见树头不见树身。这正是一个大好丰年的预兆，我眼前立刻浮起了“金颗玉粒，遍地嘉禾”的字句。预备收获忙碌的无数农民，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已经开始向田间散去，就使这辽阔而宁静的大原野上更平空煊腾起无限生气。这幅景色一直继续着，在南北千里乡间，竟然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风驰电掣的列车尽管一小时一小时的奔驰着，而窗中所见仍然是那同一的一幅图画。时间久了，心中未免起了一种茫无依归的厌烦，这平原委实是太大了。
但是一到黄土坡车站，情形立刻改变了。这时我从车窗中望去，在绚烂的夕照中，突然看见西北一带平地崛起一列高山，好似向列车进行的方向环抱而来，于是我又不由的想到：“那应该就是这大平原的边际了吧！我们的行程也该告一结束了。”果然，列车一过丰台，便蓦地转了一个弯子，渐渐在灯火灿烂中安定下来，正如一艘远涉重洋的巨轮，舶入了它最后的港湾——这就是北京。
我用“港湾”两个字，只在描写我当时的心情，事后才知道，原来美国地质学家维理斯氏，在他考察过北京及其附近的地形而后，就早已给它起名叫做“北京湾”了。
既到北京而后，那数日之间的观感，又好像忽然投身于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的洪流中，手触目视无不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觉到这古城文化空气蕴藉的醇郁。瞻仰宫阙庙坛的庄严壮丽，周览城关市街的规制恢宏，恍然如汉唐盛时的长安又重见于今日。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于我的感官，而且诉诸于我的心灵，我好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实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这实在是我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最伟大的一课历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难忘怀的。
但是，我始终不能无所疑惑的，就是这座古城的存在，是否纯粹为历代帝王意志的产物。如其不然，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历史都会的地理原因，就应该是一个极有兴味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本文只想从两点出发，加以解释：甲、北京的地理地位，乙、北京的水道与给水问题，分述于后。
……



狱中腹稿注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翌日清晨，燕京大学被封，师生二十余人被捕，其中教职员11人被关押在北京东直门内日本陆军监狱，包括父亲侯仁之在内。父亲身陷牢狱，思念故都，以“北京都市地理”为题构思专著。1942年6月，父亲被日本军事法庭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罪名判刑，后取保开释。缓刑期间，遁迹津门，移记狱中腹稿于纸端，以为后日续作之张本，其时当在1942年下半年。
2010年4月26日，我在清理家中堆积在阳台上的资料时，在一方纸盒内见到几叠宣纸稿本。其一封面有“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字样。稿本大体完好，仅封面边缘有缺损。我立即捧到母亲面前，请她辨认文稿毛笔字迹。母亲凝神细读，确认为父亲亲笔。当天下午，携“狱中腹稿”稿本到医院病房看望父亲，简述寻见的经过后，为父亲读“引言”部分。父亲闭目静听，并无言语，只是在几次被问到要不要继续读下去时，都回答：“要。”如此连读三天。第三天，见父亲精神较好，我将稿本翻开至目录页呈送他面前，父亲双眼大睁，目光自上而下缓缓移动，再自右至左，扫过全页。
《北京都市地理》写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刻。它不仅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正值30岁的父亲更是以此明志：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确立以北京研究为安身立命的事业、为生活的重心，以事业寄托性命；坚信矢志不渝、终生不悔的“献身”将使国家和社会受益。
父亲坚守着中国读书人最重视的坚韧不拔的“士节”，在“献身”的道路上走下去，七年之后，完成了本书呈现的《北平历史地理》。
2013年9月24日，一部赶印出来的《北平历史地理》试读本送入父亲病房，置于枕旁，伴随他人生历程最后的跋涉。
侯馥兴　　
2013年11月11日



导言：地形地貌及地理关系
1　北平湾
北平城，位于呈巨大三角形的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图1）。对于生活在这片平原上的人们来说，北平城凝聚着他们的深厚情感，如同始终闪耀在北方夜空中的北极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座辉煌的城市。如果我们对这座城市周边的地形特征进行仔细的观察（图2），就可以看到一个重山环绕的半封闭小平原。美国地质学家贝利·维理斯（Bailey Willis）曾生动地将这片三面环山、一面开敞的小平原称为“北平湾”。1

图1　华北地区地形图

图2　北平城与北平湾
按照大沽基准面2量算，北平城的平均海拔高度为145英尺（约44.2米），然而紧邻北平湾的山脉通常高达3000英尺（约914.4米），即使是海拔较低的山脉也不低于1000英尺（约304.8米）。平原与山地的界限常常是150─300英尺（约45.7─91.8米）的陡坡，从山区到平原的高度下降得十分突然，几乎没有任何的山麓丘陵带。小平原向南面和东南面开敞的方向缓缓倾斜，周围山脉的基岩陡坡间或向平原中伸出，如同海岸边的岬角，此外，还有在平原沉积层上孤立的丘陵，如同在大海中升起的小岛。如果将被沉积层掩埋的地下景观挖掘出来，应该和周围暴露在外的山体表面没有太大的区别。
填充在北平湾里的沉积物是砾石、沙子、黏土和黄土，具有明显的水平层理。平原上开凿的每一口水井都要穿过许多不同的水平沉积层。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估算出这些沉积层的厚度，北平东城协和医学院的一口水井，虽然已被挖至708英尺（约215.8米）的深度，但尚未达到下面的基岩。3据估算，北平城下的沉积层与基岩之间至少有1000英尺（约304.8米）的厚度。
大体说来，平原在紧邻山区的地方，是一个粗砂砾区，紧邻粗砂砾区的外侧是河流冲积形成的沙带，广大平原的中心地区则由黏土和黄土覆盖，这成为了北平这座古老城市的基础。4



2　两河之间的土地
在北平湾内部，北平城区建于（1）向大平原的开口处，（2）浑河与白河两河之间。5如果说这一湾状地区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北平湾”，那么，笔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经典的地理名词也可以用来形容这片土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浑河与白河分别流经北平城两侧，流向大体一致，交汇之后最终注入渤海湾，正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并行在两河流域，最终汇成一河注入波斯湾一样。6（图3）

图3　北平小平原及其河流分布图
如果以北平城内故宫的中心作为参照点，北平城位于浑河以东14英里（约22.5公里）、白河以西15英里（约24.1公里）的地方。沿一条穿过故宫参照点的东西线测量，地形的海拔高度从浑河东岸的260英尺（约79.2米）下降到白河西岸的70英尺（约21.3米）。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平城是建在一个两河之间比降约为1∶806的缓坡之上。（图4）

图4　浑河与白河之间的垂直比降剖面图
浑河与白河在其发源的山区均有众多的小支流，白河从北平湾的北端流入平原，并将北平湾中心地区一分为二。湾内西面所有的小河流汇成温榆河7，在通县8以北流入白河。
浑河的流程比白河长很多，从北平湾的西南角流入平原。在西山一带，浑河河谷十分狭窄，如同穿过峡谷。随后，河谷变得稍宽，但仍须在山间穿流，一直到三家店村一带流入平原。此后，浑河在平原上时而分流，时而合流，河道时常变化。因其流经的是黄土覆盖地区，浑河河水总是呈浑浊的黄色。9在冲积平原上，由于河流中泥沙沉积很快，河床通常高于附近的地表。在地质时期，浑河对北平湾以及华北平原北部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北平湾的平原表面从浑河的出山口至北平城是有一个坡度的，但在历史时期，由于浑河下游河道总是在不停变化，浑河对平原上的居民始终是一个威胁。
在北平城悠久的历史上，浑河与白河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两条河流不止一次由人工修筑的水道相连通，用于水利或交通。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论及。



3　地理关系
北平城不但是北平湾的核心，也是华北平原与北方的山地和高原之间绵长的南北陆路交通线的天然焦点，也可以说是连通着中原与塞外之间的要塞。北平城以南是华北大三角平原，平原向南延伸数百英里，直至长江低平的河谷及三角洲地区；东面除却与山东丘陵接壤的一部分外，直抵大海；西面则与崛起的太行山脉东麓和秦岭东部余脉相接。北平城坐落在北平湾的端口，也恰好位于三角形大平原的顶点，所有交通线都经过这里，它是从北向南的起点，也是从南到北的会合点。
横亘于北平城北面和东北面的是燕山山脉，燕山也正是环绕北平湾的群山之一。10有史以来，从山西高原绵延至渤海湾的燕山山脉，就在南部华北平原与北部蒙古高原及满洲平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屏障。分布其间的一些峡谷隘口，为南北沟通提供了天然孔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
南口位于北平湾的西北角，沿着这条通往西北方向的古道，可以到达张家口以北的山地的最北端，也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蒙古高原到了这里地形突然改变，其边缘以下崎岖的山地和陡峭的峡谷骤然变成广阔的平地，延伸至遥远的地平线。11（图5）

图5　横亘于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山地（据G. B. 巴伯）
古北口位于北平湾的东北角，从这里可以通往今热河省的省会承德。横贯的山脉在这里漫散开来，众多崎岖的浅山丘陵在这里发育。即便如此，这片山区与满洲平原的界线仍像它与北平湾的界线一样清晰。从承德出发，天然山谷通道可以向西北或东北方向辐射，到达蒙古高原地区和地势较低平的满洲平原地区。此外，还有一条通往正北方的道路可以到达西拉木伦河，即辽河上游河谷地区的辽阔草原。辽河上游本身即是一条自西向东的通道，由蒙古高原向满洲平原缓缓倾斜而下。
最后，还有镇守万里长城最东端的著名关隘山海关。顾名思义，山海关正是位于山海之间的关口。途经山海关的这条狭窄的沿海通道，正是连接华北平原与满洲地区的交通咽喉。
如上所述，这些山口的位置使得北平成为从蒙古地区及满洲地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途经山海关的北平至辽宁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取道天津，偏离了位于天津西北80英里（约128.7公里）的北平。实际上，在历史时期，北平与山海关之间的古代交通是靠近北面依山而行的，并未向南绕道至天津。12
天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尽管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引人注目，但它仅仅是一个新兴之地，在古代陆上交通中并没有任何地位。13另外，从北平向外辐射的现代铁路干线也可以很好地阐释这里作为区际交通中心的地位（图6）。

图6　会聚于北平的交通网络
此外，作为天然屏障的燕山不仅对于南北交通十分重要，而且对居民生活的基础有重大影响。燕山以南地区降雨丰富，冬季温度相对较高，农耕生活占主要地位；燕山以北则有大片地区由于水热条件限制，时至今日仍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唯一的例外是满洲地区，那里的降雨量可与华北相比，但由于冬季的漫长及一些政治原因，满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直到近期才发展起来。14
造成这种根本差异的物质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无须作进一步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南北屏障的燕山山脉对于北平城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事实上，燕山山脉只是历史上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界线的一部分。虽然这一界线应该是一个地带，然而长城成为了这一地带的具体象征。这条农牧交界带西起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东迄太平洋海岸，长达一千五百多英里（约2400公里）。罗士培（P. M. Roxby）教授曾写道：“这条界线，标志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分水岭之一——它分隔了大草原与农耕区，也就是由无数小农家庭组成的中原地区与广泛分布着掠夺性游牧民族的北部边疆地区，而后者只在最强盛的中原王朝统治下曾一度臣服。”15
不管怎样，并非沿这条界线分布的所有地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位于北平北部及东北部的燕山山脉正是这一界线中的要害部分。这是因为，这里有整条界线上从游牧草原至农耕平原的最短的天然通道。16也正是因为扼守着如此重要的门户，北平城的地位才格外重要。
注释
1　Bailey Willis, Elliot Blackwelder and R. H. Sargent, Research in China,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vol.1, part 1, 1907, p. 197.
2　大沽基准面，约为平均海平面（Mean Sea Level）以下1.3米。这一基准被“顺直水利委员会”用以绘制1928年北平和天津地区的地图。大沽在今天津塘沽港附近。
3　翁文灏：《锥指集》，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1930，第62页。北平城内有许多其他钻孔，但是没有记录。
4　有关北平湾的地质变迁，见叶良辅：《北京西山地质志》，《地质专报》，甲种，第一号，1920，第63─64页。
5　关于市区相对北平湾的精确位置，在下一章会有讨论。
6　当然，这一类比有其局限性。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有许多灌溉渠道，然而在浑河与白河之间，灌溉系统从没有达到那样的发达程度。此外，北平周围也没有两河流域那样广泛分布的沙漠，只有一些因河道废弃而形成的沙地。
7　温榆河的一条源头为大沙河，元朝时大沙河曾转而南流，注入今昆明湖。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见第七章注61。
8　通县，在民国初年之前被称为通州。州，作为历史上长期以来省与县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直到民国才被废除。此后，所有的州都降级为县。
9　浑河正是因此得名。公元六世纪时，该河又被称为水或清泉河。以后，又曾叫做桑干河。详见附录四。1689年后，正式命名为永定河。
10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afen）将这条横贯山脉的西部称为Peking Grid（China Proper, Geographical Handbook Series, vol. 1, 1944, p. 69）。燕山通常指华北平原北部隆起的陡峭山脉。“燕”是这一地区的古老名称，详见第一章论述。
11　George B. Cressey (葛德石),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1934, p. 251. 从南口进入山中古道后还有一条岔路，可以向东北方向到达蒙古高原的另一边缘独石口。易恩培（Lawrence Impey）曾在他的文章“Shang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Kublai Khan”中对这条通往独石口的道路进行过生动的描述。（The Geographic Review, vol. XV, Oct. 1925, no. 4, p. 586.）
12　关于这一问题后面的章节会有详细论述。
13　侯仁之：《天津聚落之起源》，载《天津工商学院特刊》，1945，第8—14页。
14　清朝（1644—1911）时，汉族人几乎始终禁止向满洲移民，尽管辽河下游谷地早已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参照“English Pale”（十二世纪后归英国统治的爱尔兰地区）这一古老称谓的意义，将辽河下游谷地称为“Chinese Pal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eries, no. 21,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108）。这一地区被当时的统治者满洲人视为保留地。除了这一政治因素，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也制约着平原北部的农业发展。沃恩·科尼什（Vaughan Cornish）指出，“影响辽河下游平原南北的自然差异不是降水而是气温。北平的年均气温为53°F（约11.6°C），沈阳的年均气温则为45°F（约为7.2°C），而且，……这种温度差异在整个亚欧大陆恰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差异相一致。”（The Great Capital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London: Methuen & Co., 1923, p. 27）
15　P. M. Roxby (罗士培), China, Oxford Pamphlet on World Affairs, no. 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4.
16　这条界线上重要性仅次于燕山山脉的是长城最西端的边界，因为游牧民族可以轻易从这里进入长安所在的渭河谷地。当游牧民族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方时，长安作为中国历史早期都城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唐朝末年（公元十世纪初），当游牧民族的威胁主要聚集在东北边疆而非西北时，北平的政治、军事意义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中国王朝后期的国都。这一观点将在后文详细论述。亦可参见注14引沃恩·科尼什书，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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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代（约公元前1122─前221）的蓟城
燕的国都



1　燕的建立及其扩张
如前文所述，北平是一座边疆城市，位于华北平原尽头的北平湾，标志着中国早期疆域范围的北界。可以肯定的是，北平湾在周代（约公元前1122─前221）1初期已属于华夏文化区的一部分，但是，它融入华夏文化区的确切时间则不能确定。蓟城是今北平城的前身，要了解蓟城，就必须先对诸侯国燕有所了解，因为蓟城正是燕国的国都。因此，本节首先论述分封制度下的燕国，下一节再专门论述其都城蓟城。在周代的漫长统治时期，华夏族在文化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地域上也进行了扩张，同时，其社会政治形态也由奴隶制发展为封建制。周天子并不直接管理整个国家，而是只统治他自己的领地，即王畿地区。除此之外，国家由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国进行统治，最初的诸侯王多为宗室子弟，只有少数几个例外。
商代（约公元前1766─前1122）在统治华北平原中部数个世纪后，被周武王率军征服。武王定都镐京，其王畿地区位于以镐京为中心的渭河谷地，随后他立即对新征服的土地进行分封。最早的八个诸侯国正是在此时产生的，其中就包括燕国。2周代的第二位统治者、武王之子成王，也承袭了分封这一传统。根据各种资料，周代前十年就至少分封了30个诸侯国。3从下图（图7）可以看出燕国及其他诸侯国与王畿地区的相对位置。

图7　周代主要诸侯国的分布
图上的黑点所表示的各诸侯国实为城市，而不能表示各诸侯国的领土范围，因为诸侯国之间的边界并未确定过。
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多数诸侯国集中在中心区域，燕国距王权中心最远，距王畿地区也最远。因此，燕国从分封之初，便是一个边陲封国。诚然，位于版图最南部的聃国也与中心区域相距甚远，与地处遥远的北部边境的燕国似乎形成一种南北相对的平衡。但是，当时周代的南部边界并不与任何自然地理界线相重合，尽管淮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山脉从某种程度上给南北交通造成了一定阻碍，但并非难以逾越。况且不久之后，位于这道障碍以南的地区也被并入华夏控制区，使得日后华夏族向更南部地区的扩展得以实现。简而言之，历史上中国疆域向南方的发展没有因为天然的、决定性的屏障而受到阻碍。现在，中国的南疆已经位于南方的南海岸线。
而在北方，燕国作为边陲城市的这一性质，则比南方的聃国更加持久。如导言所述，由于燕山分隔所造成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奠定了南方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的草原游牧区之间的差异。4因此，这一原本地理意义上的界线便开始具有了显著的政治、社会内涵，而北方边疆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也由此确定，即主动进犯的游牧民族与被动防守的汉族之间的持续斗争。5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一个巨型防御体系的修筑，标志着汉族的这种被动防御达到了顶峰，这一防御体系正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长城的前身。燕国也是最早兴建长城的诸侯国之一。
对于燕国从分封建国至公元前五世纪这段时期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只知其历代同族统治者的名字及一系列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仅有一处明确提及燕国遭受北方山戎的入侵，并在邻国齐的协助之下将其击退。齐国的早期疆域范围位于今山东省的东北部。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它发生在公元前664年。6
毫无疑问，燕国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出现的时间是很早的，并且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大而日趋激烈。公元前四世纪，北方边疆第一次出现骑马的入侵者，这也标志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大。或许正是这些骑兵的入侵，使得中原地区不得不修筑长城。7
当位于北方边疆地区的诸侯国为了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入侵而陆续开始修筑长城时，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也从这时起拉开序幕，比较可靠的战国时期起讫年代是从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221年。燕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极具地理意义的资料，将在下文论及。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战国策》中的描述大致圈定燕国的地域范围，《战国策》是收集战国时期关于政治斗争论述的著作，其中有这样一段引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8虽然此处直接叙述了燕国地域范围，但四条边界实则无一可以准确界定。在此不具体论述上述地名，即使论述一二，想必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依照人们对于前六个地名的传统解释，大致确定燕国的范围：
 
	朝鲜： 	现代朝鲜 
	辽东9郡： 	现在的南满 
	林胡和楼烦： 	游牧部落，大约占据今山西省北部和察哈尔省南部 
	云中郡： 	今山西省最北部及绥远省东部的中心地区 
	九原郡： 	今绥远省西部的中心地区 

这些地名在图8中作了大致的标识。引文最后提及的滹沱河（即古呼沱河）与易水，河名从古代一直保留至今，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易水是大清河的一条支流，燕国曾沿易水修筑过一段南长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他的著作《水经注》中记载过这段长城的遗迹。10于是，燕国在战国时期的南部边界可以大致确定下来。11（图8）

图8　战国时期燕国地域扩张示意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战国（公元前480─前221）前期燕国的领土仅局限于今易水、大清河以北的平原，并沿海岸低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到辽东地区。我承认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燕国很有可能已经占据了临近的山区，但是尚未深入。
直到战国后期，燕国才在北方和东北方取得了比较重要的地域扩张，这一时期的扩张也使得修筑长城成为必然。燕国修筑的长城在今长城以北，并延伸至南满地区。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这样的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2造阳被认为是今天的怀来城，位于南口镇的燕山北麓，襄平则位于今南满的辽阳以北25英里（约40.2公里）处。这五个边郡地区的位置如下表所示。

以上的讨论内容可以综合地表示在图8中。



2　蓟城，燕国的都城
不管怎样，本研究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燕国本身当时的一般性的地理情况，而是其具有特殊意义的都城——蓟。蓟是今北平城所在地或其附近最早形成的居民点。
可以假设，燕国的都城最早就设在蓟。但这只是一个假设，没有任何当时的资料可以证明。13据我们所知，可以确定蓟城为燕国都城的最早记载出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著名思想家韩非子。他在论述天下大事时，有这样一段话：“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14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都城蓟与燕国在公元前三世纪与南方及西南方邻国进行的一系列声名赫赫的军事胜利一并提及。或许正是这些军事胜利，使得蓟城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里再引述一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关于燕国及其都城的记载，很有意思。《资治通鉴》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史著作，虽然成书于公元十一世纪，但被认为是基于可靠史料来源编纂的。这段记载是这样的：
齐人食邑于燕（国）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城）者百有余人。（公元前284）六月之间，（燕国军队）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当时的行政单位）。15
这里所提及的燕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情况与前引韩非子的记述完全一样，在蓟城有爵位的齐人人数，也反映了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诸侯国都城政治重要性的提高。



3　古代大道与蓟城的兴起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能意识到的最有趣的问题，还不是蓟城什么时候成为燕国的都城，而是其成为燕国都城的原因，以及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边疆国家的都城，蓟城是如何履行其职能的。它是最适合的边疆统治中心吗？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如果不对当时的地理状况作一个清楚的了解，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满意的回答。对现有史料进行研究之后可以清楚地发现，蓟城的兴起与华北平原最重要的古代交通道路的发展密不可分。这条古道沿着气势雄伟的太行山─燕山山麓发展起来，与山脉平行，起自大平原的中西部——中华文明首先在那里发展起来，直至大平原的北端——中国疆域第一阶段的扩展在那里被阻挡。平汉铁路的北段即为这条古代道路的现代版。
然而，我们对这一古代大道的了解，并非直接源于任何当时的史料记载，也不是来源于古地图。如果有此类文献得以查阅，想必是本研究最珍贵的资料来源，可惜并没有这样的资料留存下来。关于这条大道的悠久历史的证据，将在下文进行简短的论述，不过，它在其后的历史时期乃至今日的意义仍是毋庸置疑的。16这条道路历经了世纪的洗礼、朝代的更迭，直至十九世纪末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结束、现代铁路时代的到来、中国最早的铁路干线平汉铁路的诞生，才不复使用。因此，如果一名旅客要从香港，或者是从广州出发乘火车到北平，一过郑县（今郑州）北面的著名黄河大桥，便会踏上这条数千年前众多古代先民前往同样目的地时所走的道路。这条古代大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直到十四、十五世纪第二条通衢在华北平原东面建成之前，从未受到过挑战。这第二条交通线路并非陆路，而是一条人工水道，即著名的大运河。有关大运河的专门论述将在最后两章进行，这里我们先将注意力放在这条最早的陆上交通道路上。
A　自然地理环境与古代大道的发展
为什么会沿这条线发展起来一条古代大道呢？首先就要归因其自然地理环境。如前文所述，这条线的西面是在华北大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太行山脉，它与耸立于北平湾北部的燕山山脉可谓异曲同工。太行山的东麓十分崎岖陡峭，只有通过少数几个天然山口才能够进入太行山区。17位于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地形崎岖不平，对于中国古代先民而言，并没有多少吸引力。18因此，一直到周代的中期，这里的文明发展程度仍旧较低。19位于这条线以东的大平原，夏季常常遭受洪水的影响，并且由于排水不良，其影响还可能持续数年之久。因此，这片平原也并不像地形图上显示的那么容易穿越。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西面的高山与东面的平原之间发展起来一条大道的必然性，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位于150英尺（约45.7米）等高线的位置。（图9）

图9　古代太行山东麓大道示意图
此外，这条大道截断了数以百计从山中流向平原的大小河流。大道以西，是位于上游的山区河流，水流湍急，而随着流入地势平坦的平原，水流便开始趋缓，河床泥沙淤积，河道也逐渐变宽、变浅、变曲折。冬季，多数较小的河流都会干涸，但是，夏天雨季时，几日甚至几小时的降雨就可以使这些河流下游泛滥，河流之间的低洼处也会形成大片浅湖。20因此，在这条古代大道通过的地方，既没有上游河流的湍急，也没有下游河流的宽阔河面和容易泛滥的威胁，这一线正是最容易渡过每条河流的地方。换言之，这条道路实际上揭示出了从南部的早期文化中心到北部的北平湾之间所要经由的一连串渡口的位置，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难以越过的，就是浑河渡口，著名的卢沟桥（西方人称其为马可·波罗桥）就坐落在这里。卢沟桥始建于十二世纪，现已成为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它足以证明这一古代渡口作为北平湾南大门的重要意义。
上文所述的情况古今并没有什么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平原本身及流经平原的水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随时发生变化。尽管平原面积广大，但它基本上是由河流塑造而成的。自更新世以来，曾经拍打着太行山麓的海水逐渐向后退去，携带着大量泥沙的河流逐渐占据了这个地区。21陆地面积持续增长，日益推进，海洋则日渐缩小、后退。自中国历史开始之时，今日的华北平原轮廓已大致形成，只是海岸线要比现在靠西很多。至于三千年前的海岸线究竟位于何处，现在还很难确定，因为从未有人对陆地推进的速度作过科学研究。如果以长江三角洲作为参照，它每60至90年向大海推进1英里（约1.6公里），那么，燕国建立时，华北平原海岸线则大概位于今天津港附近。22那时，黄河河道位于历史上的最北端，在天津附近某处入海，这一河道在中国最早的地理文献《禹贡》中有所记载。23公元前602年，黄河的河道向南有所偏移，但还是从旧入海口注入渤海，这条新河道一直维持至公元初年。（图10）因此，从中国历史开始之初，至公元纪年开始之间的两千多年里，黄河主要流经了华北平原北部的中心地区。由于流经平原的河道绵长，平原地势极为平坦，河水本身挟带大量沉积物，想必洪水时常发生。这或许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大洪水的由来，传说所反映的正是平原上大部分地区早期居民所要面对的险恶的自然环境。因此，平原的开发要晚于黄土高原脚下的边缘地带，上述古代大道也正是沿着这一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

图10　古代南北大道及华北平原湖泊分布图
以上论述可以由平原上的一个大湖泊——大陆泽的演变得到进一步证实。据记载，该湖曾存在于今河北省南部的大平原上。公元前602年之前，当黄河一直在其故道中流行时，在《禹贡》中，大陆泽作为黄河的一个支流湖第一次被提及（见图10）。大陆泽是由于黄河洪水泛滥，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形成的，并不能确定。我们确知的是，大陆泽的湖水补给确实来自不断泛滥的洪水，而且直至近代才干涸。241863年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中清晰地标注了大陆泽，而现代地图中仅有湖名表示其先前的位置。25据《大清一统舆图》标注，大陆泽东北方另有一湖，名为宁晋泊。26这两个湖在1884年出版的《畿辅通志》中又以南泊和北泊的名字出现，据该书编者按，两湖均为古代大陆泽的遗迹。事实是否如此，目前我们至少还无法加以否定。倘若如此，那么这条古代大道便正好穿过了山脉和湖泊之间的地区，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更易于穿行的地方了。27
在今河北省北部，还有另一个湖，名为西淀，它与这条古代大道及西面群山的距离与大陆泽相当。此湖或许形成很晚，而且明显是由于多条河流的洪水汇聚所致，它的形成恰好反映了平原地区排水的缓慢。而如果这一情形在今天发生，在古代也同样可能发生。
西淀这一名称显然源于其姊妹湖——东淀。东淀在《大清一统舆图》中便有标注，但现已干涸。28西淀东北有一片大沼泽，名为文安洼。文安洼东北，有另一浅湖——三角淀。这两者在《大清一统舆图》及现代地图中均有标注。无论形成早晚，这些湖泊的存在都足以表明，当中国古代先民沿着这条日后注定要成为交通要道的狭窄低地向北行进时，可能曾有更多湖泊沼泽在大平原上星罗棋布。前面提到的大陆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所以特别值得一提，其他的则被略去了。在过去两三千年中，平原上的大规模开垦及集约种植等农业活动，必定对古代湖泊、沼泽的排水发挥过重要作用，尽管在夏季时，洪水作为一种反作用力会不时在平原上形成一些季节性的湖泊。29
B　平原上早期居民点的分布与古代大道的关系
可以推测，大道发展起来以后，便有永久居民点自然而然地相继形成。另有一些资料可以用来确定这些早期居民点形成的时间。举例来说，如果逐一追溯今天大致均匀分布在平原上的县城30，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沿着大平原西部边缘地带分布的县城较之平原中心地区的县城，其出现时间早出很多。下面的地图（图11）中特别标出了那些可以上溯到早期历史阶段的商周两代的县城。无一例外地，它们全部沿这大平原西部边缘地带集中分布。31正是从这一边缘地带开始，古代先民不仅向北行进，还向东进入到平原的中心地区。在弄清这一事实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大平原上最早兴起的重要城市，都相继在这条大道经过的狭长地带上诞生。在这些重要的城市中，商代后期重要的都城殷、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邯郸、周代早期的地方政治中心邢台和定县，以及燕国都城蓟城，尤为著名。

图11　古代南北大道及华北平原居民点分布图
C　古代大道的进一步发展与蓟城的兴起
在所有沿古代大道兴起的重要城市中，尽管蓟城32位置最为靠北，但它绝不是这条大道的终点。公元前三世纪，燕国已经占据大平原北方和东北方的领土，建于这片新领土外围的燕长城也已完工。在早期历史上，要到达这些边远地带，大平原北部必定修筑过道路，但是，如导言所述，由于这一地区地形条件限制，在早期交通条件下，只有三条主要道路易于穿行：（1）西北路，由今南口通往燕山山脉中的山谷；（2）东北路，由古北口进入今热河省；（3）东路，与蓟城南部的古道相似，这条道路一面为燕山山脉所限，一面为洪泛平原所阻。（图12）

图12　经过北平城的古代道路
这三条主要道路中，最后一条尤为重要，因为沿着这条道路，可以到达海边，即今山海关所在地，接着可由沿海低地进入辽河谷地，即燕国领土最远的角落。如果没有这些道路的充分发展，燕国便不可能征服并巩固其北方及东北方的边疆领土。直到这一地域扩张时期结束后，才有蓟城作为燕国都城的正式记载。因此，我们便可以推测，蓟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位于太行山脚下的第一条古道旁，其后来的发展自然得益于向北方和东北方边远地区辐射的新道路。这样一来，蓟城就不再是古道大道的一个终点，而成为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交通枢纽。因为这样的地理优势，蓟城成为一个兴起的边疆封国的政治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章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的蓟城
商业拓展阶段



1　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
燕国的辉煌岁月自公元前三世纪初开始，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战国七雄中另一个位于边疆的诸侯国秦日益强大，开始有计划地扩张，首先侵占了周人最初兴起的渭河谷地。随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秦国所向披靡，逐一吞并了其他诸侯国，包括以洛阳为中心的周天子王畿地区。秦军于公元前226年占领蓟城，33燕国于公元前222年向秦国投降。34一年之后（即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全国，在都城咸阳35称帝，为秦始皇帝。在中国，由此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延续至二十世纪初才彻底结束，但秦朝本身只存在了短短15年（公元前221─前207）。秦朝灭亡后，天下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时期，汉朝的建立又恢复了国家秩序，并维持统治长达四百余年，其间，仅因王莽篡权在公元9年至公元25年间有一个短暂的中断。汉朝的前半段一般被称为前汉或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定都于距秦咸阳仅数英里之遥的长安；而由于汉朝的后半段将都城东迁至周代晚期的王畿地区所在地洛阳，所以被称为后汉或东汉（25─220）。
在秦汉两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下，与蓟城地位及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值得注意。首先，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他不再将地方行政权力交给宗室子弟，而是创立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复杂官僚体系。秦始皇将国家划分为若干郡，郡下设县，每一郡、县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管辖。虽然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并不算创新，但是，秦始皇首次将这些地方行政单位纳入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并统一运用于整个国家。36此时，蓟城成为广阳郡的郡治，广阳郡恰好处于北平湾内，位于平原之上，这片地区可能就是原燕国的核心地域。曾置于燕国辖下的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为秦沿用，与广阳郡同属中央直接管辖。37郡，因此成为了有别于分封诸侯国的另一种地方行政单位。
然而，汉朝时曾经重新实行分封制，后世一些朝代也加以效仿，只是都不像周代时那样完全采用分封，而是郡、国并行。汉朝时蓟城先后三次作为分封诸侯国的治所，诸侯国先是采用旧国名燕（公元前202─前127、公元前117─前80），后又改用新国名广阳（公元前73─公元37）。38其地域范围与秦广阳郡大致相同，实际政治地位也与郡相当，虽然依然称为“国”，但其地位与战国时期的燕国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诸侯国与郡还是不同的，因为它的行政长官并不是普通官员，而是宗室子弟。
汉朝时的另一行政区划变动，是将郡国合并为数州，即今天省的最初形态。39封国燕及另外九郡组成了幽州，其地域范围与战国时期的燕国几乎一样，只是增加了新征服的朝鲜北部领土。40与此同时，蓟城也变为州治所。41但是，州牧只是司监察之职的官员，并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州治所的地位对于当时的蓟城来说，并没有提升其政治的重要性。
秦始皇的统一不仅限于政治上的统一。在称帝后不久，他便采取一系列新措施，如统一全国度量衡，规定器物制作标准，统一马车轨距，统一文字及书写方法。这些措施达到了双重目的，既巩固统一，又促进繁荣。如同罗马帝国一样，秦朝修筑了宽阔的驰道，方便皇帝出行、军队调动，以利商业发展。有记载说：“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42汉朝时，陆路交通进一步发展，蓟城在秦汉时期的国家道路网中明显占据重要地位，但其政治地位仍旧只是一个边疆城市而已。
此外，秦汉两朝四面出征，攻占新的疆域，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与早期诸侯国燕相邻的地区。上一章中已经提到，燕国疆域已包括辽河下游地区，秦朝在东北方向没有什么疆域拓展，只将燕长城东段延长至鸭绿江口。43西汉初期，朝鲜在辽河下游兴起，出于政治、战略上的考虑，汉武帝派军于公元前108年攻占朝鲜，将其领地划分为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见图13）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汉族移民及文化渗透。位于今平阳附近的原朝鲜国都城变为乐浪郡的郡治，并建起了汉族富人居住区。在那些居住区的墓葬中，发现了众多反映当时文明发展的陪葬品，包括官府监造的精美漆器，它们都是当时王朝边疆地区鼎盛时期的见证。44

图13　西汉时期东北边疆示意图（据艾伯特·赫尔曼）



2　边疆都会
在大一统的秦汉两朝，商业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先秦分封制度的消亡加速了商人阶级的兴起。周代后期，也就是战国时期，曾经兴盛的分封制开始衰落，中国开始了早期商业的发展，但是直到西汉全国规模的国内贸易才开始形成。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的总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45
这一新发展在地理上的反映，就是在全国各地自然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这在当时另一部经济著作《盐铁论》中有专门记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46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当时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下图显示了其分布的情况。（图14）

图14　西汉时期商业城市分布图
图14　中的一些城市在周代晚期便已因发达的商业而闻名，如临淄、邯郸、郢、陶等地，然而大部分还是新兴的商业中心，蓟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盐铁论》记载，“燕之涿、蓟，富冠海内，47为天下名都。”48更详细的描述仍可见于《史记》，司马迁用“燕”这个名称取代了“蓟”这一城市名，他记载道：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馀，东绾貊、朝鲜、真番之利。49
这段话十分有趣，不仅描述了蓟城是一个商业都会，而且还概述了促使其成为商业都会的诸多因素。首先，最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的物产资源。按书中所列，鱼、盐、枣、栗是该地区盛产的主要产品。这些物品都是当地的特产，因此得以提及。50枣和栗子若非了解其真正的重要性，哪一样似乎都没有什么价值。其实，汉代以前很长时间，燕这个地区已经因出产枣和栗子而闻名，这在《战国策》中便有记载：“［燕］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51到了汉朝，栗树种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兴旺的产业，对此司马迁也有记载：“燕秦52千栗树，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53原因便是此时枣、栗和鱼、盐一样，人们都拿来进行贸易，都是因在别处有所需求而具有商业价值的当地产品。
然而，蓟城发展成为商业都会，主要原因还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其物产资源。其区位优势有二，一是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关系，一是与东北方南满及朝鲜北部的关系。蓟城位于北方边疆，易于从山口进入游牧民族地区，因此可以与草原游牧民族进行贸易，这一点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地处平原地区的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当时，如马、牛、羊、毛毡等畜牧产品被视为北方游牧地区的重要财富，其价值被汉人看重，也被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与此同时，中原的农产品以及其他奢侈品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有很大的需求。虽然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市场应当位于边界附近，但蓟城必定是一个集散中心，汇集了来自平原地区的中原货物，同时又将北方的畜牧产品分销到平原各地。《后汉书》记载，由汉朝官员监管的官方贸易市场位于今南口和张家口之间谷地中的上谷郡，54蓟城控制着通往这个市场的唯一道路。建立这些官方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原因，55但是这些市场其实并不能作为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贸易关系开端的反映，因为自由贸易在此之前必定已经长期存在了。
此外，汉朝在东北地区领土的扩张大大开拓了蓟城的贸易前景。来自新征服领土的物产，如东北森林地区盛产的皮毛，在中原市场极受欢迎。因此，司马迁才会有“东绾貊、朝鲜、真番之利”的说法。另外，前文所述及的迅速兴旺的汉族移民聚落也必定促进了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商品交流。当时，可供商人们行走的、来往边疆地区的唯一通道，就是那条穿过今山海关沿着滨海低地由蓟城通往辽河下游的道路，此外再无其他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与沿太行山东麓修筑的南北大道通过蓟城相连接，并在秦始皇时期得到大力修缮。56此外，秦朝国都与蓟城之间还有一条捷径可以联系，这条支路在秦朝得到充分发展。这条支路很可能是在距渭河流入黄河的河口不远的地方跨过黄河，然后沿着汾河河谷向东北方抵达太原，从太原转而向东，穿过井陉关以后，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在正定交汇。57这样我们便发现，在那一时期，帝国中心与东北方遥远的边疆地区便由这条古代大道及其支路绝妙地连接了起来。（图15）

图15　历史上华北地区的古代道路和山口分布图
此后，蓟城不仅成为与北方游牧区往来道路的交汇点，而且成为帝国中心与边疆地区之间交通线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正是这条大道，在王朝统一前便使蓟城开始兴起；也正是这条大道，在统一之后的和平年代里，给蓟城带来了商业的繁荣。58



第三章　隋统一前黑暗时期（221─589）的蓟城
蓟城与地方水利建设



1　政治地理
公元二世纪初，大汉王朝开始衰落，并最终于公元220年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内战及外族入侵，乱世持续了长达四百年之久。为了确切了解蓟城当时的情况，必须对这个时期那些相继出现的小王朝作一个总体的概述。
首先，是近半个世纪的三国时期59，魏（220─265）、蜀（221─263）、吴（222─280）三足鼎立，并最终在280年由西晋统一。西晋定都于洛阳，其统一十分松散。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西晋灭亡，国家又处于分裂之中。随后，西晋统治者向东南退守，于长江流域建立起东晋王朝（317─419）。此后，从420年至589年，南方又有四个短暂的朝代先后出现，60在中国历史上统称为南朝，它们都已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北方的政治背景比南方更加复杂多样。301年至440年，十六个小国在北方相继建立，由于这些小国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建，史称五胡十六国。61最后，在混乱中兴起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386─534）统一了中国北方，并维持了近一百年的统治（440─534），其都城先定于平城（今大同），后迁往代表当时地理中心的洛阳。62北魏于534年灭亡之后，其疆域一分为二，由东魏（535─550）和西魏（535─556）分别统治，后又为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所替代。这些朝代统称北朝，与南朝相对应。这个北方多国混战的漫长时期可谓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最后，隋朝于589年统一全国，终于结束了分裂的状况。就本文而言，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在这个战乱的年代里，蓟城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政治方面，蓟城先后处于不同的政权统治之下：三国时期的曹魏（220─265）、西晋（265─316）、羯族建立的后赵（319─351）、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321─370）、氐族建立的前秦（351─394）、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后燕（384─409）、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386─534）、东魏（535─550）、北齐（550─577），最后是北周（557─581）。在不同政权统治之下，蓟城的地方行政地位可参见附录中的《北平历史沿革表》，此处不再赘述。在此期间，蓟城曾短暂地作为前燕的都城（352─357），这一史实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接下来的历史中，蓟城又多次成为都城。前燕由鲜卑族慕容氏建立，其最早定都今朝阳市（当时称为龙城或和龙），位于满洲平原的西南边缘。随着前燕的南侵，它的都城也于352年迁至蓟城，接着又于357年南迁至邺城（今安阳）。前燕都城的这一迁移路线，不仅反映了慕容氏入侵的方向，而且显示了其入侵的路线。最初的都城龙城非常靠近海岸低地的北端，由此可以通过山海关进入满洲平原，这一线的交通道路很早就已经开辟了，慕容氏的主力也正是取道这里南下的。当然还有一些兵力可能是取道燕山山脉当中的小径。蓟城之所以一度成为慕容氏的临时都城，无疑与这条为其南下提供便利的东北道路相关，而这条道路在后来几个世纪中也愈发重要。63此外，蓟城不仅仅是北方、东北方各条道路的汇聚点，更是通往平原心脏地区的古代大道的起点。因此，慕容氏在蓟城短暂停留后，从此处出发继续其征服之旅，直至完全占领黄河下游与山西高原。征战结束后，前燕都城便沿古道向南迁移至了较为中心的地方。（图16）这里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游牧民族沿古代大道的入侵过程，恰好是中原王朝向北方和东北方扩张领土过程的反转，蓟城在这两个过程中均保持着其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中原王朝统一、强大时，蓟城是中原民族向边远地区扩散的通道；而当中原处于分裂、虚弱状况时，蓟城便容易被北方入侵者控制，继而成为其征服大平原其他地区最便捷的军事基地。在之后几个世纪里，随着边疆形势的发展，这种情形愈发明显。现在，我们还是先转移一下注意力，看看在这个黑暗时代，蓟城发展的另一侧面，即当地水利的发展情况。

图16　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分布与迁移图



2　地方水利建设的开端
水利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因为这里不仅年均降雨量较少，而且降雨量与降雨时间的波动都很大。64华北地区干旱频发，直接后果便是庄稼无收，百姓饥荒；夏季降水过量则会导致洪灾，同样会引起饥荒，但洪泛区主要局限于平原上河道之间的低洼地区。因此，华北的大部分地区，有水利建设便能确保农业的持续发展，哪里有成功的水利灌溉，哪里的繁荣便有了保障。65这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农业地区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66尽管北平湾自古以来即为汉族定居地，尽管这里种植庄稼的历史悠久，但是，人们并没有像种植水稻所需的那样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来发展本地农业。公元三世纪中叶，蓟城第一次开始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蓟城当时是曹魏分封国燕国的都城。67公元250年，驻守蓟城的镇北将军刘靖设计了一个新的灌溉方案，在他的组织下，整个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工程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沿浑河（当时称为水或清泉河）东岸，在今石景山（当时称为梁山）脚下修筑戾陵堰；第二，修筑人工水道车箱渠，在戾陵堰将浑河与蓟城东北的高梁河连接起来；最终，使高梁河成为运河，以利灌溉。从此，蓟城的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均开始了水稻种植，当地人民大受其益。68
十二年后（262），戾陵堰重修，工程大大拓展，从城东北穿过昌平区，直抵东边的潞水，灌溉总面积数倍于原工程。69扩建三年后（265），魏国为晋朝所代，但蓟城仍是分封国的都城。70西晋（265─316）期间，在镇北将军刘靖幼子刘宏的领导下，戾陵堰于295年又进一步作了大规模修缮。71
晋朝持续时间并不长，北方游牧民族很快相继入侵中原，晋朝短暂的统一结束，由此开始了十六国的动荡时代。在那些黑暗岁月里，没有关于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任何资料留存下来。直至北魏（386─534）晚期，公元521年，北魏幽州刺史裴延俊再次修复了这项早已被人遗忘的工程。72继裴延俊之后，是另一位幽州刺史、北齐（550─577）的斛律羡，或许是因为戾陵堰已修复无望，他放弃了原先的工程，而将高梁河水与北面的易荆水连接起来，代替原来导引自西面的浑河，从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水利灌溉体系。73从历史记载看，这项工程是在那个黑暗年代里人们为将蓟城发展成为灌溉农业区所作的最后尝试。
对水利工程的发展作了简要的了解之后，有必要考察一下这项工程的地理基础。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河流水系与今日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参见重新绘制的地图，图上标识了当时蓟城所处位置及水系。74如今的浑河河道当时位于蓟城的正南方，在城东南与高梁河汇合后，再向东南，分为数支，最终于今武清地区汇入笥沟。75如果主要考虑蓟城及周边的灌溉需求，浑河确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水源，然而，由于水流湍急，很难被导引和控制。另一方面，高梁河只是由城西北郊的几条小溪发源的一条小河，无法为大规模灌溉提供足量的水源。在石景山脚下修筑戾陵堰，将浑河河水较容易控制的一段引流，便使这个难题得到了解决。过了戾陵堰，浑河河水被引入了与之几乎垂直的人工河道车箱渠。76车箱渠是沿平原的缓坡开凿的，由西北至东南向蓟城倾斜，可能流经零散分布在蓟城和西山山脉之间的平原上的低矮丘陵，如今天的八宝山。77浑河水通过这一人工渠道，流入高梁河的天然河道。这项重要的灌溉工程也正是沿着高梁河规划的，当时一定开凿了无数沟洫和排水渠，多余的水流会很容易地排回到浑河主河道中。整个水利工程及其后来的进展大致可以从下面两幅图中看出（图17、18）。最后，当斛律羡在六世纪下半叶重新规划地方灌溉工程时，将高梁河与北面的易荆水连接了起来，或许因为当时车箱渠已经完全淤塞，所以就没有利用这条人工水道。由于资料缺乏，这项新的水利工程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并不容易说清。但是，这一新工程不可能像早先的工程那样规模浩大，因为易荆水也是一条小河，没有大量的水源可供使用。

图17　三国时期北平平原上水利工程分布图

图18　北魏时期北平平原上水利工程分布图
如果考虑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便不难发现，修建这一水利工程与北方军事形势是息息相关的。自大汉帝国衰落以来，北方边界一线游牧民族时时进犯，带来的威胁不断加剧。要捍卫北方边疆，蓟城的位置就变得格外重要。和平时期，这里一直是交通的枢纽；在战争年代，这里则是最便捷的军事行动基地，对处于防御地位的中原如此，对进犯的游牧民族亦然。然而，对于中原方面来说，有一个大为不利的因素：要防御游牧民随时可能发起的突袭，就必须长期驻防，而长期驻防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长期而巨大的财政消耗。对于镇北将军刘靖，这是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刘靖坐镇蓟城，大量的军队也必定驻守此地。据传记记载，他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将军，78他进一步扩建了防御工事，充分巩固了战略据点。与此同时，他还规划并建设了当地的水利灌溉工程。工程的成功意味着政府投入的增加，反过来，投入的增加也巩固了边疆的防御。即使我们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刘靖的策略的确如此，但这已然体现在他的工程中了。而且，在这一时期修复当地水利灌溉工程的最后一人斛律羡的传记中，也有如下详细记载：
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79
这段黑暗岁月结束不久，便没有关于当地水利工程的进一步记载，很难说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有什么发展。这意味着工程整个就此消失了，还是意味着它缩小到如此不重要的地步？这里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然而，初建于这一时期的人工水道在六个世纪之后却获得了重生，尽管其主要目的不再是灌溉，而是交通运输。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详细论述。



第四章　隋唐至契丹占据时期（590─937）的幽州
在边疆斗争中的关键地位
 
 
隋朝（581─618）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自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漫长分裂时期的结束。589年，国家再次统一。然而，隋朝的统治时间很短暂，仅仅三十年后便被唐朝取代。此后，唐朝的统治持续了三百余年。
隋唐时期，中国的疆域向南部和西部都有所扩张，范围甚至超过了汉代。但是，在东北部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公元四、五、六世纪的分裂时期，在辽河与朝鲜北部之间的边远地区，兴起了一个名为高句丽的王国。隋朝统一后不久，第二任皇帝隋炀帝连续发动了三次远征，讨伐高句丽，结果仅使高句丽统治者作出了有限的让步。这几次远征的代价极大，劳民伤财，最后成为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在唐朝时，第二任皇帝唐太宗（627─649在位）与隋炀帝一样，也一心拓展疆域。虽然他在西征中亚时所向披靡，但却同样没能在东北方成功降服高句丽王国。直到太宗之子高宗（650─683在位）时期，高句丽才向唐朝臣服（668），这也标志着隋唐时期疆域扩展达到顶峰。此后不久，边疆斗争的重点又有了转移。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以契丹为主的一些北方部落开始不断进犯中原，唐朝政府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由此便产生了节度使一职，负责边疆地区的军务。而正是一些节度使权力膨胀、野心勃勃，最终威胁到了唐朝自身的安全。从边疆史的角度考虑，可以将隋唐两朝持续的三个世纪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公元七世纪的对外扩张时期，一是从公元八世纪直至907年唐朝灭亡的边疆防御时期。907年以后，强大的少数民族再次趁机入侵，使国家又一次陷入了内部战乱。这里并不准备详细论述边疆的历史，只是为了解幽州当时的地理情况提供一个背景。下面将按边疆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三部分探讨幽州城的情况。



1　对外扩张时期（589─690）的军事重镇幽州80
隋朝时期及唐朝早期，激进的外交政策占全面主导地位，蓟城（当时已正式更名“幽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远征东北边疆的军事基地。当时，为运输军需品及补给物资，隋炀帝于608年准备首次远征高句丽王国前，下令开凿人工运河永济渠，将国家的中心与幽州连接了起来，这也反映了幽州作为军事基地的特殊功能。据《隋书》记载，当时开凿永济渠动用了百万以上的男女劳工。工程首先在位于今河南省内的黄河北侧支流沁水开凿运河，将沁水向东北方向引导，使发源于太行山脉的其他几条河流汇入其中，再于今天津汇入浑河。这样，从黄河便可以乘船抵达数百里以外的幽州了。今天大运河的一段，卫河下游，被认为是永济渠的最初河道。黄河以南另有一条运河——通济渠，比永济渠早两年开凿，其部分河道与黄河平行，将西边的洛阳与东南部的长江三角洲连接起来。81洛阳当时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而长江三角洲同今天一样，是最富饶的农业区。隋炀帝于611年至612年发动第一次远征时，是由离长江北岸不远的名城江都出发，乘船沿人工运河前往幽州的，行程一千英里（约1609公里）。据记载，当时在涿州郡治为涿郡聚集了一百多万大军；几百艘船只从长江、淮河流域调集至此，专门用来运输大米及其他军需物资。82613年和614年，隋炀帝发动后两次远征时，情形也大致如此。83正因如此，幽州集中了大量财富，变得空前繁荣。84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军事活动，而是运河的开凿，这是先前古代陆上大道之外的另外一条水上交通线，将国家的中心与蓟城联系起来。虽然这条运河在此后的时间里并未延续下来，但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大运河的前身。（图19）

图19　隋唐时期的大运河
唐朝初年，当唐太宗又一次试图收复高句丽领土时，再度将幽州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85但是，这一次涉及幽州地理情况的记载很少，只有一些关于利用运河运输军事物资的记录。86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645年，太宗从东北战场铩羽而归，在幽州重整军备，为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将士，他下令在城内修建了一座寺庙，命名为“悯忠寺”。87今天的法源寺正是在悯忠寺原址上修建的，此寺也就成为确定蓟城或幽州旧址的最重要证明。88



2　边疆防御时期（690─907）的幽州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唐朝仍处在疆域开拓的巅峰时期，沿边疆地带设置了十个藩镇。这些藩镇，除了位于今偏远的新疆境内的安西、北庭外，其余均在下图中标示出来。（图20）

图20　唐朝节度使分布图
每个藩镇均有一定数量的军队驻守，由节度使统领，后来节度使的权力扩展到民政事务方面。幽州，当时被称为范阳，便是这类边疆藩镇之一，地方长官为范阳节度使。从驻军数量上看，范阳是十个边疆藩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89设立这些藩镇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外族入侵，范阳所在地则主要面临的是契丹人的骚扰。
根据中国文献的记载，契丹人祖先为突厥—蒙古族属，分布在满洲南部和东蒙之间、以辽河（当时称潢河）上游为中心的地区。自七世纪末开始，契丹人就一直威胁着中原王朝的边疆，特别是幽州以北及东北的边疆地区。中国历史上，在北部边疆一线，朝廷始终期望能够确定一个严格的、绝对的界线，界线以内是真正的、完全的汉人，至于与汉族模式背道而驰的一切，则都应被排除在外。长城的修筑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90但是，这一思想从未真正实现过。首先，朝廷不可能将边疆百姓全都禁锢在国土以内，特别是在国家处于动荡时。关于这种禁锢造成的影响在下一章将会论述。其次，这样的界线也不可能阻止从草原地区来到中原寻求出路的外族部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过和平方式传播的异族文化。况且，唐朝政府遇到危急情况时，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向外族伸手求援。唐朝有不少声名显赫的将领并不是汉人，因此，由一位来自营州的胡汉混血将领担任驻守边疆、防御契丹的重任，似乎也不足为奇了。这位将领正是安禄山，唐朝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
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营州），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幽州），751年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太原）。（见图20）如此一来，从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到满洲南部辽河下游，这整条北部的边疆地带，都在安禄山的管辖之下。91在安禄山权力达到顶峰时，他不在营州或是太原，而是坐镇幽州，这个地理位置优越、历史地位重要的城市。也正是在幽州，他最终在755年举起反叛大旗，沿着早期中国先民行走过的古代大道，反向西南而下，攻陷唐东都洛阳，并在数月之内占领了长安。当时，他自称大燕皇帝（756），将幽州定为都城。92从政治角度讲，这不过是叛臣犯上作乱，但从地理角度看，这反映了代表集权中心的王朝都城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从边疆城市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的严重挑战。最终，这一边疆城市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不但盖过了国都长安的辉煌，还夺去了其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成为了新的国家中心。



3　契丹人占领幽州（938）
安禄山的叛乱于763年被镇压。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虽然唐朝政府在平定叛乱之后又持续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但它的政治史却充满屈辱。最终，在907年，唐朝最后一位皇帝逊位于将军朱温，朱温建立新的王朝，五代（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后周，951─960）时期从此开始。虽然这些相继产生的朝代被认为是中原王朝的正统延续，但是它们的统治范围仅局限于黄河流域，其他地方则分裂为众多小国，且由外族统治。其中一个小国沿用过“燕国”这一历史地名，93但是，这个燕国只存在了三年（911─913）就被后唐所灭。这一动荡时期直至十世纪下半叶才宣告结束。960年，宋朝取代后周，随后逐渐完成了国家的局部统一。然而，宋朝在最终征服众小国之后却发现，以幽州为中心的极其重要的北方边疆地区，已被契丹占据，而非中原王朝领土，幽州也已经成为契丹的陪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后唐末期的936年，突厥出身的无赖将军石敬瑭发动叛乱，并向契丹求援。在契丹的协助下，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后晋，其地域包括山西、陕西高地和华北平原的大部。94作为答谢，石敬瑭于938年将包括北方边疆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在内的十六个州割让给契丹，其中包括后来被宋人命名为燕山府的幽州和今称大同的云州两大城市，统称“燕云十六州”。95从下面的图（图2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原防御而言是多么的关键，这里控制着河套地区与渤海湾地区之间从契丹人原有领土通向中原地区所有重要的交通道路。幽州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已于前一章充分论述，而云州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和幽州一样同处边关要塞，只是重要性略逊于幽州。当时云州已经成为从草原地区进入太原的最重要门户，太原是山西高原的心脏，从这里又可以轻易抵达东面的大平原以及西南方的渭河流域。96了解了幽州、云州两地的重要性，就不难明白这一地区为什么会以这两个城市来代表。正因如此，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边疆历史上最致命的错误。宋朝统治者一次次举兵企图收复失地，但均无功而返。契丹人也抓紧时间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安定下来，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原的最佳立足之地。很快，幽州被立为契丹陪都，称南京。97这也标志着这座古老城市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图21　辽国疆域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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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钱穆：《国史大纲》，上卷，第85页。燕、齐、吴、楚等地名大致指以下地区：燕，今河北省北部；齐，今山东省北部；吴，今江苏省南部；楚，今湖北省。
43　鸭绿江现为中国与朝鲜的界河。
44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赖德烈),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1934, vol.1, p.132.
45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四部备要》本，第129卷，第5页。
46　桓宽：《盐铁论》，《四部备要》本，第1卷，第6页。该论述的时间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
47　此描述可能有所夸张。
48　同注46引桓宽书，第6─7页。
49　同注45引司马迁书，第129卷，第7页。
“勃”指地处今河北省南部沿海的渤海郡，“碣”指河北省东南角之碣石。“胡”彼时为游牧民族的通称。“夫余”和“乌桓”是分布于满洲中部和西部的游牧部落的名称。“貊”、“朝鲜”和“真番”都处在满洲东南部与朝鲜北部接壤地区。
50　《战国策》，《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9卷，第55页。
51　燕地还生产小麦及谷物等农产品，自给自足，并不用来贸易，故不在此处赘述。
52　此处的秦，指秦国于战国时期所据之地，即渭河谷地。这句话表明，当时渭河谷地同燕地一样，也因盛产栗子而闻名。
53　同前引司马迁书，第129卷，第11页。时至今日，北平的栗子依然十分著名。
54　《乌桓传》，《四部备要》本，第120卷，第3页。
55　建立这些正规市场，是为了通过向游牧民提供其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产品，来维持和他们的贸易关系，从而对他们进行安抚，否则游牧民族的进犯和抢掠是无法避免的。明代（1368─1644）对待蒙古人的政策也是如此，这样，便使长城沿线所谓的马市发展到了空前规模，详见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载《燕京学报》，第23期，1938，第183–237页。
56　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5年出巡，到达华北平原东北角的碣石，其子秦二世也于公元前209年到过这里。他们必定是取道穿过蓟城的大道，因为并无其他道路。见注45引司马迁书，《始皇本纪》及《二世本纪》。
57　就在这条路上，秦国军队攻占了今山西省。公元前247年，秦在此置太原郡，治所就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在秦军征战大平原的过程中，曾于公元前229年在井陉打了决定性的一仗，见《史记·六国年表》。这条支路在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后又进行了进一步修缮。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即第五次）巡视全国，由今山东省返回时，薨于途中的邢台附近。他的遗体由随从经井陉、太原运回都城咸阳，这可能就是他原定的返回线路。见注31引顾祖禹书，第10卷，第6页。
58　从图11可以看出，汉朝时，大平原上大部分郡的治所和分封国的都城都集中在这条南北大道沿线，这一显著的现象证明了这条古代大道持久的重要性。
59　在三国时期，每一国都代表着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北方的魏国，基于黄河中游谷地，管理边疆军事问题，同时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南方沿长江流域，是位于三峡上游巴蜀盆地的蜀国，和长江中下游的吴国。
60　这四个朝代为宋（420─478）、齐（479─501）、梁（502─557）、陈（558─588）。这些朝代的都城均为今南京。
61　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匈奴、鲜卑、羯、狄、羌。匈奴是汉语中对蒙古西鞑靼人的称呼，后者被认为是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祖先。鲜卑、羯、狄或许是蒙古族的不同部落。羌则是藏族游牧民的一个部落。
62　此处可以看出拓跋氏入侵的路线，他们从北方和西北方南下，取道平城（大同），而非蓟城（北平），作为其进入中原的根据地。下文的论述还将比较游牧民慕容氏从东北入侵的路线。
63　前燕建立者慕容俊的入侵路线在《晋书·载记》中有记载：“永和五年，（慕容俊）僭即燕王位……明年，俊率三军南伐，出自卢龙，次于无终。石季龙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他守蓟。俊攻陷其城，斩他，因而都之。”这段记载被于敏中在《日下旧闻考》（第2卷，第19页）中引用。卢龙和无终两地都位于蓟城于山海关之间的大道沿途。
64　同导言注11引葛德石书，第169页。
65　灌溉对于正常年份的水稻种植至关重要，在干旱年份对小麦、小米的种植也十分关键。在没有河流、泉水的地方，也可采用井水灌溉。
66　渭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是最好的例子。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第5章。
67　见附录一：《北平历史沿革表》。
68　同注10引郦道元书，第14卷，第7页。亦可见陈寿：《三国志·魏志·刘靖传》。
69　同前引郦道元书，第14卷，第7─8页。
70　见附录一：《北平历史沿革表》。
71　以上有关此水利工程初期及其后续扩建的记载，出自《水经注》第14卷。《水经注》的资料来源则是公元295年于蓟城东城门内树立的一块石碑碑文，记录了刘靖及其后代为当地百姓所作的贡献，石碑名为刘靖碑。
72　《魏书·裴延俊传》，《四部备要》本，第69卷，第3页。有关戾陵堰重建的时间，见注31引顾祖禹书，第11卷，第3页。
73　《北齐书·斛律羡传》，《四部备要》本，第17卷，第5页。
74　见附录四。
75　武清当时称雍奴。见注10引郦道元书，第13卷，第22页。
76　《水经注》中对戾陵堰的修筑方法作过描述，但因用语模糊而难以理解。当然，这里可以大致绘制一幅图表显示修建戾陵堰时可能采用的方法。现今，戾陵堰旧址上修建了新坝，从浑河引水灌溉相邻地区，即石芦（石景山—卢沟桥）灌溉沟渠。

77　已经废弃的十二世纪运河的河床（金口河，见第六章）仍然可见于蓟城西郊。该河的开凿经过八宝山，其河道很可能便是车箱渠的废弃河道。
78　同注10引郦道元书。
79　《北齐书·斛律金传附子羡传》，第17卷，第5页。
80　“幽州”这个地名在隋唐以前一直被用作省级行政区名称，到了隋唐时期，被用作州与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府的名称。幽州府的政治地位与郡等同，蓟城一向是该府治所，故此时也被称为幽州。但是，幽州这个地名曾两度被更改，先是改为涿郡（607─617），后又改为范阳（742─757），这两个地名也都曾用来指代蓟城。唐朝结束后，幽州这个称谓，无论是作为州还是府，都不再使用了。
81　有关这两条运河开凿的情况，可参见《隋书·炀帝本纪》，大业元年三月及大业四年四月。郑肇经在《中国水利史》中对此也有简略记载，第200─201页。
82　同注15引司马光书，第181卷，第13─14、17页。
83　《隋书·炀帝本纪》。
84　同前引司马光书，第182卷，第1─4页。
85　《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九年四月。
86　《旧唐书·韦挺传》，《四部备要》本，第77卷，第1─2页。
87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88　见附录二。
89　十藩镇驻军分布情况如下表：

90　同导言注14引欧文·拉铁摩尔书，第472—475页。
91　传统历史学家认为，说安禄山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唐朝政府的一个政治阴谋。但是，安禄山通晓六种边疆地区语言，而北部边疆地区长久以来都是胡人聚居的区域，任命一名土生土长又经验丰富的武将，通过外交和军事进行管理，并不见得不好。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1943，第36页。
92　《旧唐书·安禄山传》。
93　《五代史·刘守光传》，《四部备要》本，135卷，第2页。
94　同第1章注19引艾伯特·赫尔曼书，第41页。
95　侯仁之：《燕云十六州考》，载《禹贡》（半月刊，北平），第4卷，第3─4期。
96　云州曾为北魏（386─534）都城，当时称平城。见前一章论述。
97　契丹的其他三个陪都为：1）东京，今东北南部的辽阳；2）西京，即云州，今大同；3）中京，与上京同处今热河省。



第二部分
过渡阶段：形成中的国家中心




第五章　辽（916─1125）南京城（938─1122）
 
 
 
契丹占据幽州及其周边地区，只是东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开始。由于这一系列的入侵，幽州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因为作为进军华北平原的门户，东北入侵者必须经过幽州，只有牢牢地控制住这里，他们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幽州在联系东北交通道路方面的重要性。
契丹之后是女真人的入侵，女真之后是蒙古，尽管蒙古人在统治中国一个世纪之后被逐出中原，但随后中原王朝在东北边疆满洲骑兵的进攻下再次失守。这些入侵者无一例外在中原成功建立了异族统治的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916─1125），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1279─1368），满洲人建立的清（1644─1911）──满洲人的统治直到20世纪初才结束。这是中原王朝边疆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因为有史以来国家的东北方首次遭遇到如此连续不断的侵略。然而，契丹人、女真人的入侵和蒙古人、满洲人的入侵还是有所不同，前者只是占领了部分的领土，分别与占据其余疆域的中原王朝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79）持续地作战；与此相比，其后的侵略者，事实上征服了整个国家。如果说辽、金只是代表了异族统治的过渡阶段，元和清的统治则可以看做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这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心的形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辽、金统治时期，幽州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重镇迅速发展，但是并没有超越北宋之开封或南宋之临安（后称杭州，今杭县）1而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南北中心并立的局面一直持续，至元朝最终统一中国，这座城市才成为王朝的唯一首都。也就是说，在古都长安渐渐衰落之后，它终于取代长安成为王朝时代后半期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这一章及下一章将讲述辽和金如何为这座城市成为国家的中心铺平了道路，以及在这一时期，城市自身经历的变化。



1　作为文化交流重镇的幽州
前一章已经特别强调过唐幽州城的重要军事意义。然而，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自盛唐以来，幽州城已经成为契丹部落接受汉族地区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区。起初，唐王朝的宗主国身份依旧为契丹所承认，契丹曾屡次派遣使节前来向唐朝廷朝贡。契丹使团往往由数目庞大的首领及随从组成，但是按规矩，只有契丹首领才有资格在幽州地方军事长官的陪同下前往首都长安，其他随从则必须在幽州城等候。2因此，幽州成为汉族人与契丹人的通商贸易中心。在占领幽州城之前，契丹人已对它十分熟悉，并通过这座城市了解了汉族及其生活方式。
随后，唐王朝开始衰落，契丹却日益强盛，并最终成为唐朝的强大敌人。在唐末五代之际，中国政局十分动荡，人民流离失所，尤其是幽州地区的人民在军阀刘仁恭及其子刘守光（曾于911─913年建立北方小国燕）的严苛统治下，痛苦不堪，甚至逃至契丹属地避难。与此同时，契丹在其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抓住中原动荡时机，不但收留汉族难民，而且对边陲城镇发动攻击，掳掠人口。因此，长城以北契丹属地的汉族人口迅速增长，有的转而在契丹为官、为奴。契丹朝廷采用了汉族管理体制与官僚制度，并任命汉人为高层官员，这些官员将汉族官职与宫廷礼仪带入契丹，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3此外，农耕方式被广泛传播到契丹属地，定居生活也开始普及，有些城市甚至仿照幽州城建成有城墙的形式。4也就是说，契丹在占领幽州很久之前，已经在汉族移民的帮助下，开始形成一种文化融合的生活方式，并且学习了汉族王朝的行政体制。5“这和所谓的在汉地同化异族侵略者并不是一个概念，”梅谷（Franz Michael）在类似的文章里提到过，“这种变化不是征服中原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在称霸之前就已经开始，‘野蛮民族’只有在政治组织上完全汉化，才有可能征服并统治全中国。”6这是关于中原地区近千年来外族入侵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契丹统治者早已准备好将幽州城据为己有，并很快将其确定为陪都。正是在幽州城，契丹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希望占据这片土地。



2　陪都南京
如前所述，公元938年7，辽在幽州城建立陪都，因其位于辽国疆域南部，因而称为南京，公元1022年后又称燕京。8也许“燕京”更为人们所熟知，因为这一地名有着悠久的传统，而“燕”这一古老的名字也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直到1122年被女真人攻陷前，南京城一直作为辽代的一个地方政治中心。9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辽南京城一直维持着相对太平的生活。据《辽国志》记载，辽南京城的人口可能达到30万之多。10尽管这一数字很难说确切，但辽南京城的繁荣是显而易见的。下面这段引述来自宋朝官员许亢宗，他于1125年被遣往东北松花江流域的金会宁城时，途经辽南京城，留下了一段描绘这座城市画面的生动记载：
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绝。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以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一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11
这些描述或许有夸大之处，但是整体叙述是比较可靠的，其中许多细节也可以在其他记载中得到证实。拿佛教寺院来说，当时的学者洪皓有如下记载：“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南僧至，始立四禅院。”12《辽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虽然较为简略，但也不应被忽视：“南京，又曰燕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13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不仅仅是寺庙和建筑，还有前引许亢宗记述里“陆海百货，萃于其中”的市场。这些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契丹占领幽州之初，《辽史》中即有明确记载：“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14从中我们就可以得知，辽南京城内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市场，并且相当繁荣。考证这一时期城市商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想必十分有趣，但史料的缺乏限制了这种研究。
最后，还要谈一下关于城市本身的一些建制。据信，辽南京城与唐幽州城几无二致，15大致呈长方形，每面开二门。据记载，唐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16每座城门都有其名，然而城门位置已无可考。
宫城位于南京城西南角，被宫墙围起，一般被称为皇城。17皇城西墙应当与大城西墙的一段重合，并与大城共用一座西城门，即显西门。18这也许是《辽史》中特别记载皇城西门从不开启的原因。19
通往皇宫的正门由位于皇城南面的三个并排的大门组成，正中为南端门，两侧旁门分别为左掖门（后称千秋门）和右掖门（后称万春门）。皇城另一边则有子北门，顾名思义，是向北开的门。20此外，皇城应该还有东门，但并没有相关记载。
皇城内殿宇众多，其中元和殿最为重要。21另一座名为仁政殿的宫殿直到金朝仍保存完好。22在皇城西南角和东北角分别伫立着凉殿和燕角楼。23在今天的北平城南的西门内，仍有一条以燕角楼命名的小巷，有理由认为这里就是辽代皇城的东北角原址所在。24如果确实，我们或许可以在下图中重现辽南京城及其皇城布局。25（图22）

图22　辽南京相对位置及城门分布图
皇宫之外，辽南京城被划分为众多被称为“坊”的居住区，每一坊都有其名称。当然这在历史上也并不新鲜，辽代有些坊名可以追溯到唐幽州城时期。南宋官员路振曾于公元1008年到此游历，他特意提到城内的坊：“城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26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辽南京城成为陪都，但与幽州城相比，其城市形制并没有实质改变。27直到公元十二世纪，第二个游牧民族女真人的入侵，才有了一个新的城市出现。



第六章　金（1115─1234）中都城（1151─1215）
 



1　女真人的入侵
尽管契丹人吞并燕云十六州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长达二百年之久，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进一步南下，逾越大清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都城设在开封的北宋王朝，在新发展起来的物产极其丰富的长江三角洲的支持下，实力足以与契丹人抗衡。宋辽对峙，战争不断，但一方始终未能征服另一方，直到比双方都更强大的女真人出现。
女真人为通古斯满族的一支，最早活动在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附属于契丹，十二世纪初日渐强盛起来，最终摆脱了契丹统治。公元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正式建国称帝，国号为金，取黄金之意。很快，金与北宋结成同盟，共同抗辽。1122年，在强大迅猛的女真铁骑进攻下，金军势如破竹，辽南京城失陷。转年，按照盟约规定，北宋收回燕云地区，并将辽南京改称燕山府。这个名字也反映出中国人对于“燕”这一历史名词的特殊情感。然而，这只是极短暂的安定。两年之后，即1125年，金人骑兵卷土重来，占领燕山府，并继续挥师南下。1126年，北宋都城开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成为金人阶下之囚。北宋最终战败，王朝就此灭亡。与此同时，宗室公子及官僚逃过长江，在临安（今杭县）建都，史称南宋（1127─1279）。北宋王朝灭亡后，北方的侵略者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渡过黄河，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淮水沿岸。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巩固，金朝在华北平原的政治、军事统治转入相对稳定，于是金朝第四个皇帝金海陵王听从其汉族官员的建议，把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迁移至原辽南京城、北宋燕山府，并将其命名为中都，意为中心的都城。28这是北平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王朝首都，王朝实际的统治中心。在此之前，它最多只是作为陪都出现。不管怎样，金朝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一统中原。南宋王朝在长江流域保持着独立的政权，首都临安也由于其富庶的经济，与中都争夺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这一竞争关系持续了大约一百二十年，直到第三个游牧民族的入侵。蒙古人于公元1234年灭金，随后于1279年灭南宋，并建立了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全国性政权。



2　金中都，旧址上的新城
辽南京城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没有太多实际改变，但是金中都城则是在原城址上建立起来的一座全新的城市。1150年，金中都动工扩建，291152年开始营建规模宏大的宫城。30辽朝未被损毁的宫殿，也被并入新的规划。31一些辽时的旧建筑，尤其是仁政殿，也成为金朝宫廷的重要建筑。32金朝新建的宫殿苑囿面积远远大于辽时，而且极尽奢华装饰。33金中都城的规划建设深受北宋开封城的影响，但是整体建制过于奢侈，以至当时一些到访过中都的汉人认为它太过炫耀，并谴责其“离经叛道”。34然而，金朝营建宫殿时开始使用的各色琉璃瓦，这在日后中国建筑中被广泛采用。35看到清朝建筑中以黄、蓝、绿为主色的宫殿屋顶在华北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便可以想见当时的金朝宫殿会是多么华丽壮观。但是这处皇宫命途不济，在第三个游牧民族入侵者——蒙古人——的肆意践踏下尽数被毁，金人的作用仅仅是为后来者铺平了发展的道路。
许亢宗有过如下记载：“契丹旧内，壮丽绝。”见注11和注25。
金中都与辽南京一样，皇宫之外的空间被划分为若干坊。金中都的坊数由辽南京的26个增加到62个，但是城市的总人口却无从得知。36如今，金中都城的部分城垣遗址依然可见。37城址大略呈方形，周长近12英里（约19.3公里）。38每边各有三个城门，但除了北面的会城门还可以从保留下来的同名村推测其原址之外，其他城门如今都已很难考证出它们的确切位置了。
在大城的中央修建了宫城的新围墙，周长9里30步，也就是大约3英里（约4.8公里）。39位于宫城南面的正门叫应天门，从应天门向南有宽阔的御道连接皇城南门宣阳门，御道贯穿三条平行的道路，两侧种植柳树。沿着中轴线御道的两旁，从应天门前到宣阳门内，为东西并列的千步廊。宫城正东为宣华门，正西为玉华门，正北为拱辰门。在宫城西侧辟有同乐园，园中有一组建筑及一个引旧日洗马沟上游之水而成的人工湖。同乐园东面是皇宫中的主要建筑，是皇帝处理政务及起居之所。图23是根据当时人的记述绘制的金中都简图，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金中都的直观印象。

图23　金中都复原图
然而，事实上金中都皇城的位置是很难确定的。它的北界应大致与辽南京城的北墙相当，但东、西、南三面则大大拓展了。如此一来，辽代皇宫就被完全并入了金中都之中。40上图大致呈现了金皇城在中都城里的相对位置（图24）。41以这张图为基础，笔者将探讨一个以前从未被深入研究过的有趣问题，即金中都内部以及郊区的水道系统。

图24　金中都相对位置及城门分布图



3　水道
当时，南宋官员经常受遣出使金中都，其中一些使节曾对他们在金中都所见的情况留下了详尽的记载。比如，南宋官员楼钥在金中都建成十年后，也就是1169年42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中都城有生动的描述：
过卢沟河至燕山城外，……城濠外土岸高厚，夹道植柳甚整，……经端礼门外方至南门。过城壕，上大石桥，……次入丰宜门……。又过龙津桥……。龙津雄壮特甚，……桥下一水，清深东流……。次入宣阳门，……由西门入会同馆，馆在内廊之西。43
这段记载有两个有趣的地方：首先，它提到了护城河；第二，它明确表示有一条水清且深的河流从龙津桥下向东流过。关于护城河将在下文中再论，现在先来看看流经龙津桥下的这条河。这条河流事实上对于研究金中都内部的水道是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因为记载中这条河水是向东流的，所以它的上游应向城市西郊溯源。这便让笔者确信，这条从龙津桥下流过的河流并不是一条人工河道，而是辽故城外旧日的洗马沟。洗马沟流贯金中都皇城西部，并注入新建的苑囿同乐园中的人工湖。尽管中都城被毁已久，古河床现在还依稀可见。如今，这里只有在夏天的雨季会有积水，其下游由一条不知何时开凿的沟渠导入今日外城的护城河内。这条河水与沟渠连接处，有一个地方名叫南河泡子，长久以来被人们认为是金朝同乐园内人工湖的原址。44自汉代以来，宫殿附近一般会开凿半人工的湖泊，用以点缀景观。45因此可以设想，最初开始规划扩建城市时，原来唐、辽时期位于旧城之外的水道已经被考虑在内了。也就是说，在建造中都城及宫殿时，洗马沟被有意纳入了城内，以便为皇城提供水源。所以，金朝对辽南京城的改建，是进一步适应了原有的地理环境。上面的描述在下图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图25）

图25　辽南京、金中都、明清北京城城址变迁及其与水道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洗马沟的上源，旧称西湖，即今天的莲花池。46辽代时，莲花池也经由车箱渠从卢沟河引水。47但是，这条当时被称为桑干河的卢沟河支流，可能在辽末金初就已经断流。金朝中都建城时，曾环绕城墙开挖了一条护城河，其中沿南城墙开凿的一段，遗址一直留存至今。那么，护城河是如何引水的呢？
由于洗马沟大部分流经金中都城内，其上游自然要为新建的护城河所截断，因此护城河至少有部分水源是从这里引入。但是，洗马沟的汇水区相当有限，除它之外，护城河必定还有其他水源。这让笔者想起后世也曾向皇宫供水的另一条古河——高梁河——也可能在中都城北与护城河相连。就在不久前，在今天的北平内城的北部偏西处，仍有一条干涸的古河道，或者说是沟渠的遗存，与西城墙大致平行。48虽然河道源头现已无法追溯，但是河道与汗八里城市规划格局并不一致，因此可以推断，这条河道的形成早于汗八里的修建。这条河道一直保存到了相当晚近的时间，夏天降雨过多时，一直作为排水泄洪之用。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金代开凿的一条河道，目的是将高梁河的河水引至中都城北护城河。49遗憾的是，这一点无法由任何文献记载直接确认。不过，在楼钥到访中都的一年后（1170），另一位南宋官员范成大明确提到，龙津桥下流淌的河水是从西山引流入城的。50由于高梁河的源头正是来自西山脚下，所以上述假设与范成大所提供的资料完全吻合。除了范成大到访后两年才重新开挖的车箱渠外，不太可能有其他河道能将西山之水直接引入城内。倘若情况的确如此，那么便可以在下面的地图上复原中都城内外的各条水道：

图26　金中都城内外水道示意图



4　漕运
其实，上图中还应该加上金朝时各条用以漕运的运河。中都城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而金朝的统治范围已经南抵淮河，所以，如何将华北平原地区征收的粮食运至中都，便成为金朝统治者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前一章已经论述过军需物资如何通过运河从平原心脏地带运输到位于边疆的军事基地——古城幽州。此时，向中都运输粮食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实现的，当然不再是为了军用，而是为了供应都城所需的庞大开支。事实上，水路的良好通达是中都城被选作金朝首都的一个主要因素。51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宜对金朝时平原上运河系统的发展作更详细的论述。不管怎样，隋炀帝时开凿的这条运河都是粮食运输的主要渠道。唯一不同的是，用作大运河最末一段河道的不再是浑河（或称卢沟河），而是白河，因为这个时候浑河不再流经城南近郊。这样一来，位于白河西岸、金中都正东15英里（约24.1公里）的通州便成了平原粮食的集散地。但是，从通州到中都并没有可以用来运输粮食的天然河道。于是，如前文所述，又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先将高梁河水引入北护城河，然后再于城东南角将护城河与通州北的白河连接起来，使上述问题得以解决。原来位于中都东郊的高梁河下游河道已不存在，可以想见，它的消失正是由于开凿运河并导流河水造成的。由于中都城海拔高程比通州高出约60英尺（约18.3米），所以在运河上修建了若干个闸坝以利漕运，52但即便如此，遭运的设想也不能完全奏效，因为高梁河本身就不算大河，可供引流的河水也十分有限。因此，1172年，沿车箱渠古河道又兴修了金口河。不同于以前从石景山以南引水，金口河是从石景山以北引出卢沟河水，然后导入中都北护城河。53车箱渠的最初功用是灌溉，此时重开，则是为了向高梁河供水，用于漕运。但是，由于石景山以北的车箱渠比中都城海拔高出约120英尺（约36.6米），故水流过急，夏季时中都城常受洪水威胁。因此，这一河道于1187年再度中断。粮食由船只运至通州后，换马车运往中都，而高梁河除了向都城供水以外，便主要用于灌溉了。54下图（图27）中标示出了高梁河河道和中都的金口河。

图27　金代高梁河、金口河位置示意图
这几条运河的开凿是北平城市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们可以同沟通了北平湾与长江流域的大运河相连通。尽管卢沟河与高梁河在此之前都曾在北平近郊长期用于灌溉，但其意义只是地方性的。卢沟河也曾在七世纪为运输的目的而两度运河化，但也只是临时之举，没有什么持久的价值。在金中都周边修建运河的过程表明了人们为建成一个永久性水道系统的努力，以便粮食收入可以便捷地运入都城。这里不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中心，它开始了向国家都城发展的新进程。
注释
1　杭县在民国初年之前一直被称为杭州。见导言注8。
2　陈陆：《辽幽州市容举例》，《中和月刊》，1941，北平，第9期，第39页。
3　《辽史》之《韩延徽传》、《康默记传》。
4　不同文献对此均有记载：
《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天祐末，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四部备要》本，第137卷，第2页。）这可能是契丹固有领地上所建的最早的城市。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也有关于其他定居点兴起的类似记载：“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四部备要》本，第72卷，第1—2页。）
《辽史》在记载契丹都城临潢府的起源时，从契丹人的角度也有一小段记载：“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大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以名。地宜种植。户三千五百。”
5　有趣的是，在契丹人占领幽州之前二十年，耶律阿保机便下令在其都城临潢府修建一座孔庙，及若干寺院、道观，这确切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对汉族文明的向往。见《辽史·太祖纪》，神册三年（918）。
6　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the Manchu Rule in Chin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2, p. 3.
7　即耶律阿保机之子、辽代第二个皇帝辽太宗在位第三年。
8　即辽圣宗在位第五年。见《辽史·圣宗本纪》。
9　《金史·太宗本纪》，天辅六年十一月。
10　叶隆礼：《辽国志》，引自《日下旧闻考》，第5卷，第3页。
11　同样的记载见前引叶隆礼书及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扫叶山房本，1797，第40卷，第2页）。
12　引自注2陈陆文，第48页。
13　《辽史·地理志》。
14　《辽史·食货志下》。
15　见附录三。
16　同上。
17　《辽史·地理志》。
18　见注25。例如，唐长安城的皇城北墙便与北城墙重合。
19　《辽史·地理志》。另见奉宽：《燕京故城考》，第890页。
20　《辽史》之《圣宗本纪》、《地理志》。
21　可能是前朝留存建筑，见赵翼：《廿二史记》，第27卷，第12─13页。
22　见注32。
23　《辽史·地理志》。
24　震钧：《天咫偶闻》，第1卷，第23页。
25　四门名称均载于《辽史·地理志》，但其相对位置未见记载。现有排列，除西墙两门以外，均以那波利贞的研究（《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第92—94页）为依据。然而，那波利贞的论述也未涉及西门。朱偰在《元大都宫殿图考》中对上述城门进行了研究，同意那波利贞的看法，其地图显示，沿城西墙，清晋门为南门，显西门为北门（同前引那波利贞书，第55页）。但是笔者则倾向于反过来，因为《辽史》中记载，内城（亦即皇城）位于辽南京城西南隅，其西门叫做“显西门”，与南京城西门之一同名。或许内城修建时，就是与大城共用一门的。由于内城处于大城的西南角，很明显，显西门一定是西墙上的南门，而非北门。
26　引自注2陈陆文，第46—47页。
27　详见附录三。
28　同注11引宇文懋昭书，第13卷，第2页。与此同时，金朝建立四个陪都，分别是位于今热河省的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开封府。
29　见附录三。
30　同注11引宇文懋昭书，第13卷，第2页。
31　金人占领辽南京城后三年，即1125年，
32　《金史·地理志》记载：“仁政门……内有仁政殿。”《世宗本纪》里还记载，世宗皇帝曾对众臣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除仁政殿外，辽代主要宫殿到了金朝也得以保留。
33　下列著述中可见金代宫殿修建的详尽描述：1）楼钥：《北行日录》，《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81种。2）范成大：《揽辔录》，《丛书集成》本，第4─5页。3）周：《北辕录》，引自《日下旧闻考》，第29卷，第12─13页。
34　金海陵王于1151年派遣制图人员前去复制北宋宫殿蓝图，作兴建中都宫殿之用。见前引周书及《金图经》（引自《日下旧闻考》，第29卷，第7页）。开封的宫殿从未重建过，笔者不确定金朝宫殿多大程度模仿了开封。笔者曾考察过开封的宫殿遗址，但由于其遭到破坏过于严重，未能绘制详细的平面图。
35　同前引周书。另见朱启钤：《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载陈衡哲编，《中国文化论集》，上海：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分会，1931，第122页。
36　金中都城内所有坊的名录可见《元一统志》，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7卷，第21─22页。
37　见附录三。
38　莫仑道夫（O. F. von Möllendorff）于1876年将留存的各处残迹连接起来，对中都城进行过丈量，作了如下记载：“倘若我们将这些残迹连接起来，北南墙各长4905米，东西墙各长4453米，周长为18716米。”（"Ancient Beijing, Addenda et Corigenda to Dr. Bretschneider's pamphlet inscribed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Chinese Review, vol v, July 1876-June 1877, pp. 383-386.）
39　同注11引宇文懋昭书，第13卷，第2页，笔者不能确定当时的里的确切长度，按照如今里的长度，9里30步大约为3英里。据下文资料复原的皇城，周长也基本上是3英里。
40　这一事实从下图可以看出：

金皇宫北墙不会比辽皇宫更加靠北，否则，辽皇宫东北角的“燕角楼”便不可能存留下来；同时，也不可能太靠南，因为辽仁政殿保留在金皇宫之中（见注32）。所以，将辽皇宫纳入新规划中，最为方便的做法就是保持北墙不动，仅在其余三边进行延伸。大概正是辽皇宫东面的扩建导致了中都城的向东扩展。南面和西面的扩建，见下一注释。
41　1）十二个城门的相对位置的根据是奉宽的研究（《燕京故城考》，载《燕京学报》，第5期，1929，第891─897页）。2）西墙位于现魏墙角村正北。那波利贞倾向于认为魏墙角村所处位置是辽国皇城西墙一角楼的原址，未意识到这一位置实际上位于辽南京城西墙之外（前引那波利贞书，第2章，第84页及地图）。如果说魏墙角村位于金代皇宫的西南角，倒是很有可能。这一假定与洗马沟流经金代皇城内的事实也完全吻合。见下文论述。3）在今天的北平南城西南角外，还有一些古代建筑基址的遗迹，呈两条南北向平行线排列。奉宽认为这是辽皇城南门前道路原址。但是笔者却认为，这应该是通往金皇宫的“千步廊”中间夹的御道之所在，因为根据笔者自己的重绘图，辽皇宫并没有那么靠南。现在，位于这里的村庄名为“夹道”村，也表明这里确是古代道路的遗址。4）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确定东墙的位置。
42　中都于1150年开始扩建，1159年完工，见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3卷，第2页，及《金史·熙宗本纪》。
43　同注33引楼钥书，第31─32页。另一南宋官员范成大于一年之后的1170年也到访过中都城，亦有类似记载，见同一注释引范成大书，第3页。
44　同注24引震钧文，第10卷，第21页，及注41引奉宽文，第900页。
45　同注35引朱启钤文，第118─119页。
46　见附录四。最早对北平郊区古河道进行实地考察的贝勒士奈德曾说：“莲花池水在古代似乎流经金中都城。”（"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p. 380.）
47　见附录四。
48　见1915年北京地图。现在，沿此古运河修建了一条路，名为“北沟沿”。
49　这条运河位于西直门大街外的北段早已被填上，其南段则在明代时，因城市的扩建加长。现在，这一段也修成了路，叫“南沟沿”。
50　范成大：《石湖集》，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7卷，第20页。
51　同注11引宇文懋昭书，第13卷，第2页。
52　关于这条运河的记载见于《金史·河渠志》，但确切水道与修建年月并无记录。
53　这条运河的河床遗迹是在七十多年前，贝勒士奈德在莫仑道夫博士陪同下最先考察到的，详细描述可见前者的“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莫仑道夫又作过进一步的补充（见注38引书），但却错误地认为，金代运河流过中都城南郊后，在通州以南的高丽庄汇入白河，其实他所指的运河是后世修建的。见下一章论述。
54　《金史·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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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城新址
1215年，蒙古人攻陷金中都，这是唐朝灭亡以来第三个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将中都城作为其军事基地，将金朝统治者驱赶至黄河以南，又于1234年将其残余兵力全部剿灭。226年之后，蒙古部落首领忽必烈汗在距中都西北200英里（约321.9公里）的开平3即位称帝，建立了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南宋政府则维持至1279年被蒙古人所灭。从此，在元朝统治下，中国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繁荣而强大的帝国。
灭亡南宋之前，忽必烈汗已于1264年将元朝都城从今外蒙古的和林4迁至金中都。三年之后（1267），他下令在中都东北修建一座新城，西方人称这座新城为“汗八里”（Khanbaliq），汉语里则叫“大都”。
对于一个地理学者来说，需要回答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新城址？1275年，在汗八里新城的兴建过程中，马可·波罗曾到访此地，并在他的游记里提到如下一个有趣的事情：
……金中都城自古即以庄严华丽著称。……但是，大汗有术士禀报，说此城将来会出现反叛，扰乱帝政，于是决定另建新都，与旧都隔河相望，并将旧城居民迁往刚刚建成的新城。5
这一段记载中关于舍弃金中都旧址的原因，十分有趣，因为此事在中文文献中并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新城位置是否也由这些术士选定，他却并未提及。根据可靠的史料记载，在汗八里兴建之前很久，已有一座离宫6建在此处了。7这一离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十二世纪晚期，关于这座离宫的最早记载之一是这样说的：
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8
从上述宫、殿、苑、楼、台、岛等的数量看，离宫必定金碧辉煌。不幸的是，如此壮丽的杰作已不复存在，只有琼华岛尚存。9这就是今皇城之内北海之上雄伟伫立的那座岛屿（见照片，图28b）。
这座岛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产生了一些关于它的趣闻传说。最早的传说之一由元朝著名学者陶宗仪记录了下来，他写道：
浙省参政赤德尔尝云：“……闻故老言，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云。10
很明显，这则关于移山的传说纯属虚构，但是其后半部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不应忽略。上述传说中所提及的山实际上应当就是建于湖东岸的人工岛，湖或许也是纯人工湖，但是，笔者倾向认为，在进行有计划的人工挖掘造湖之前，就存在一个较小的天然湖面，湖水则由源于城西北泉水的高梁河注入。这一小湖引起了金朝皇帝们的注意，于是被进一步挖掘扩大，并在湖边兴建了离宫，最终整片区域都变成了豪华园林。以上推测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此处是高梁河水道最初流经的地方。11进一步的史料表明，此处的湖和岛也引起了忽必烈的兴趣，他下令以这里为核心兴建新城。12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原本位于金中都城东北的湖和离宫是决定元皇宫选址的主要地理因素；而元皇宫又成为了皇城城墙及整座汗八里城围绕的核心。这是研究新城形态发展的关键点，下文有关汗八里设计规划的论述将会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



2　一座精心规划的城市
汗八里自兴建之初便是一座精心规划的城市，其基本格局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只有过很小的改变。汗八里规划的主要特征是，皇城的外围大致呈方形。皇城共有15座城门，正门称作棂星门，位于南城墙的正中，13皇城的棂星门正南是大城的丽正门。14两门之间，是一条两侧建有“千步廊”的御道，这与金中都的形制一样。15靠近皇城的中心是一池湖水，在修建宫殿时开凿了一条专用水道，将西北郊的玉泉山泉水引入湖中。16（图28a、图32）这条水道按照礼制被命名为金水河。17开河的同时，湖面也必定有所扩大，并以汉代长安城的太液池为它命名。18

图28a　汗八里皇城布局示意图
A　皇城
皇宫沿着湖东岸建造，19在其正北面原金朝离宫的位置，建起一座豪华的园林——“灵囿”。20湖西岸是隆福宫，其北面则是兴圣宫，两宫在不同时期用途不同。21湖中央有一座岛，名为万岁山，在玉尔爵士（Sir Henry Yule）译注的《马可·波罗行记》中被称为“绿山”。为了将此处建成秀绝皇城的景观，忽必烈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里的美景给马可·波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游记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皇宫以北，约一射之地，有一座小山，由湖底挖出的淤泥堆成。高足百步，方圆一里。山覆以不落叶树木，四季常绿。……他还下令整座小山都铺满碧绿的天青矿石，22使人远远望去，不仅树木全绿，而且小山也绿色一片。所见之物，无一不绿，因而山称为绿山。确确实实，山名起得恰如其分。山顶是一座精巧的宫殿，从里到外全为绿色，如此这般，山、树、宫殿构成了一幅迷人图景，色彩一致协调，人们看见无不心旷神怡！大汗下令兴建此处美景以舒心养神、愉悦身心。23
这座在数百年前就令马可·波罗赞叹有加的美丽小岛，虽然经过后世的种种罹难，但得以保存下来，至今仍是这座城市里的伟大奇观（见照片，图28b）。

图28b　今琼华岛鸟瞰图
小岛稍南另有一小岛，相比之下小而又小。小岛上东西各有一桥，通往湖岸（据记载，西桥为一吊桥），为皇宫与其他两宫之间的唯一通道。另有第三座桥连接两座小岛，较小的岛上有仪天殿，实际上象征了整个皇宫规划的重心。喜仁龙曾说：“这个园林是中国式家园的理想中心。”24这里，在元朝皇宫的规划中，可以看到这种理念的一个完美体现，只是其规模更为宏大。从下文的草绘图（图29）可以看出位于中心位置的岛与湖，与两侧和谐有序排列的宫殿的相对位置。
B　大城
汗八里的外城墙修建于皇城之外，呈长方形，南北约4.5英里（约7.2公里），东西约3英里（约4.8公里），四围周长约为16英里（约25.7公里）。25城门共11座，北边两座，其余每面各三座。26城墙全由泥土夹在木板间夯筑而成，城墙顶部有城垛，多用砖砌成。27在确定城墙时，大致遵循如下原则：第一，在积水潭东北岸建钟楼，以确定大城的几何中心，28并于稍南建鼓楼。第二，钟鼓楼坐落在皇城中轴线延长线上，因此这条中轴线与东西城墙等距，钟楼还与南北城墙等距。这样的布局在图29中清楚可见。

图29　汗八里平面设计图
钟鼓楼附近集中了汗八里城内的主要市场。29马可·波罗特别提到过钟鼓楼：“城中央，有大钟，每夜撞击三次。之后，若非有妇人生产、病患所需，凡人不得外出。”30如今，北平城北仍然有钟楼和鼓楼，现存的钟鼓楼建于1420年，比元代钟鼓楼位置稍偏东。（见下一章论述。）
钟楼、鼓楼之外，还有另外两组礼制建筑——太庙和社稷坛，它们对于研究汗八里城市规划具有特殊意义。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太庙和社稷坛在日后也均作过迁移。）
汗八里建成后不久，原中都城居民便被命令迁往新都，官员、富户优先搬迁。根据规定，每家分地8亩（约1.25—1.5英亩）。倘若某家土地超过8亩，或有人在其所分得的土地上无力建房盖屋，则他人就可以在此处安居。这一规定颁布于1285年。31三年之后（1288），城内居民区被划分为50坊，每一坊名均由当时的大学者虞集命名。32所有的坊均由正东西、正南北向的笔直街道分割开来。按规定，主要街道宽24步，次要街道宽12步。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胡同四百多条。33这样，我们便可以知道，汗八里不仅皇宫规划良好，而且整个城市空间也都布局井然，尽管各部分并非从一开始就同时加以利用。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道：
街道笔直宽阔，放眼看去，从一端可以看到另一端。全城上下都分布有漂亮的宫殿、许多高级优雅的旅店客栈和雅致精巧的房屋。房屋全都修建在方形地块上，四面笔直；雄伟宽敞的宫殿所在之处，庭院和花园以精当的大小比例分布。所有地块均分在不同人家名下，每一方形地块均有街道环绕，以利交通；因此，整个城市均由大小方块排列而成，一如棋盘。布局之完美精巧，无法用语言完全描绘。34
这样规则的“棋盘”式城市规划，的确是这个新兴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受一些政治、地理条件所限，它必定也有不太规则之处。而且，由于近几百年间城市遭受的战争及其他各种破坏，不规则之处也越来越多。重建、修缮工作也非常随意。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大多数坊也不得不被分割成了更小的居住区。然而，最初城市规划的主要特点仍然可从今天主要街道的布局中看出，城内大量的古老街区也显现出早期坊的界线。下面是依据王壁文的研究绘制而成的汗八里规划图（图29）。
很明显，汗八里是根据确定的规划建成的，与罗马城的规划更为接近，而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房屋拥挤、街巷狭窄曲折。汗八里的建城规划值得进一步研究。
眼下的第一个问题是：汗八里的规划是从何而来的？大约14年前，村田治郎博士发表过一篇有趣的文章，探讨汗八里的城市规划问题。35文章中，村田阐述了他的理论，即这座城市的基本布局绝非汉族式的，而是蒙古式的，他认为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拔都（成吉思汗之孙）的宫廷即是最好的例证。村田的主要依据，是十三世纪中期曾在前来东方途中到访过拔都宫廷的法国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quis）的描述：
我第一次看到拔都的宫廷时，便被那里的情景震惊了……宫廷在当地语言中被称为“斡耳朵”，意为“中间”，因为那里首领的住所就在人们的正中间，只有正南面没有臣民或下等人居住，因为宫廷之门朝南。左右两边，各家门户视地段方便远近排列延伸，其房屋不与宫廷直接正对。36
由于汗八里的皇城亦位于大城东西城墙之间的正中位置，大门朝南，其门前没有太多空间可用，所以村田治郎认为皇城肯定是仿照拔都的“斡耳朵”宫廷修建的。他甚至大胆解释说，这一仿建是有意为之，为的是提醒皇室后裔，铭记自己的祖先在他们最先崛起的地方——北方蛮荒高地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猜测不管多么有趣，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看不出来汗八里城内的元代皇宫和中都城内的金代皇宫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确知，在汗八里城正南至少有过居住区“坊”——五云坊和万宝坊，分别位于“千步廊”的东西两侧（图30）。37因此，汗八里规划的这一部分与鲁布鲁克关于拔都的“（宫廷）正南面没有臣民或下等人居住”这一描述不符。

图30　汗八里的坊和城门
村田治郎辅以另一证据支持该理论，他提到负责修建新都的有一位名叫也黑迭儿的外国建筑师。这确有其事，而且除了也黑迭儿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建筑师受雇参与建城。38但是需要注意，负责汗八里主要规划的并非外国人，而是汉族人刘秉忠。据记载，刘秉忠通晓中国经籍，受命负责宫廷的礼仪事务。可以推测，他是希望保留汉族传统的。39事实上，由于他的个人偏好，他负责规划的新城几乎体现了中国都城理想体系的所有基本特征，而这些东西早在最晚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重要经典著作《周礼》中就阐明了：“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40面朝后市，市朝一夫。”41
此处可以看到，都城的规划在遥远的中国古代便已有形制设定，而这一理想体系在兴建汗八里时得到了切实贯彻，只有稍许修改。汗八里最重要的建筑物，如皇宫、太庙、社稷坛以及主要市场等，均按此理想布局排列，也就是说，皇宫位于中央，太庙、社稷坛分布左（东）右（西），市场居后。42尽管汗八里并非严格的正方形，尽管其北城墙上只有两座城门而非三座，但是，可以说它依旧保持了理想体系中最根本的格局。汗八里的皇城确实不在城市中心，但这一微小变动是为适应地理条件所致，因为如前文所述，皇城位置是由湖的位置决定的。而且，由于金中都城仍在旧址，大城正南并无什么剩余空间可以利用，所以，皇城也必然建在大城的南半部。
汗八里主要街道的排列与理想规划几近一致。《周礼》中言及的“方格网”得以完美实现。由此可见汗八里规划的来由是多么古老。这绝对是一座中国的城市，正是在这座城市的规划中，有关古代都城规划的经典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43



3　人口及其分布
汗八里规模宏大、规划有序，其实际居住人口有多少则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据马可·波罗描述，“汗八里房屋之多、城墙内外人口之众，似乎完全超出了可能。”44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数字或估算，中国史料中也无相关记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旧城里依然有很多居民，其总数超过迁往新城的人数。马可·波罗还写道：“每一城门之外均有一片关厢……关厢面积广大，所纳人口多于城内。每座城门外的关厢都向两侧延伸，直至与邻厢相连，同时都绵延至城外三、四英里（约4.8—6.4公里）。”45笔者并不认为汗八里每一关厢大小一致，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按照同样的形式扩展，因为他的记叙不加评判，似乎有些夸张。但是可以想象，汗八里的西南郊必定异常宽广，因为汗八里正是在这里与金中都旧城相连接。中都旧城仍保留着最初的形状，其边界由四围城墙清晰廓定，在当时中国的文献记录中它被称为南城，常常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城居民自然而然地向新城流动。最终，中都外郭城墙的东北段已不再起防御保卫作用，而是成了一道障碍，并且事实上已经断开。汗八里南城墙外及中都城墙东北角外的区域已然成为现代北平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惯称外城（或称南城，西方人称为汉城）。外城的规划与今位于汗八里原址上的内城（或称北城，西方人称鞑靼城）的齐整规划形成了鲜明对比。46外城唯一的突出特征是贯穿城西部的东西向笔直长街，这条街道很有可能指示了一条消失已久的辽、金旧城的大街原址所在。因此，如果说如今北平内城这种整齐的规划是植根于过去的话，那么外城的无序也可以从过去寻根溯源。47
当然，我们关注的还不是汗八里郊外或旧城的人口，而是这座精心规划的城市本身的人口。要查明汗八里城内居民人口总数已不可能，但是其相对分布情况并非完全无法知晓。因为，居民整体情况可从坊的分布上看出来。12年前（1936），中国营造学会会员王壁文撰写了《元大都城坊考》一文，尝试对坊的原址逐一进行研究。他发现，元代早期的50个坊里，只有19个无法确定位置。48元代后期，坊的总数又增加了25个，其中无考的只有9个。49根据他的研究结果，笔者绘制了一幅地图，标识这47个位置可考的坊分布情况。笔者在绘制这幅地图的过程中有进一步的修正。（图30）
尽管由于75个坊中有28个无法确定位置，所以根据这幅地图所作出的推论需要有所保留，但是，如果从上图中挑出三个显著的坊分布密集区域，似乎一目了然。三个区域均以一个十字路口为中心，且都临近一组都城中最为重要的礼制建筑群。第一区域位于皇城正北，其十字路口矗立着钟楼、鼓楼，这里也是大都城的几何中心。第二、三个区域分别位于皇城东西，前者临近太庙，后者则在社稷坛周边。
此外，汗八里的集市和市场大多数分布在这三个区域里。据记载，全城共有三个集市。一个在第一区钟鼓楼以西；另一个可能位于第二区十字路口稍北；最后一个紧邻第三区十字路口南边。50另一处记载则提到，城内共有四十多个市场，经营各种不同商品。51其中大多数都可大致确定位置，可参见以下图示。（图31）

图31　汗八里城内集市分布图
从下图可以看出，城内集市最集中的是钟鼓楼周边，这里无疑是全城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大多数商品在这里都有出售。52除此之外，上文提及的第二、三区域的两个十字路口则可以视作两个次中心，其中第三区的路口基本上是一个牲畜市场。城外，在每座城门附近才有市场，乡下的农民们可以把蔬菜、水果、燃料53、干草之类的农产品运到这里方便地出售，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这类市场中，最重要的位于南城门外，如上文所述，未经规划的居住区已经在那里形成。
总的来说，汗八里城中人口似乎不是均匀地分布的。与靠近皇宫的区域比较，北城的居住人口应当最少。依据皇城位置，又可将南城分为三块，分别就是上文讨论过的第一、二、三区。正是从这样一种分割，最终产生了沿用至今的习惯称谓，即北城（皇城以北地区）、东城（皇城以东地区）、西城（皇城以西地区）等。



4　全国的中心
元朝统治者不仅兴建了新城，而且还使其成为中华帝国真正的都城。蒙古人与先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不同，他们不是只占领了国家的部分领土，而是征服了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非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范围的政权。
本研究已经阐明，作为早期居民点的北平本质上是一个边疆城市，它不仅位于华北平原最北端，而且还是从南方延伸过来的古代大道的分叉点，一条向北，另一条通向东北。十世纪起，北方游牧民开始持续入侵，在这个漫长时期，北平则主要是中原王朝北疆防御的前哨，和中原地区向北方、东北方征战的军事基地。但是，契丹人占领幽州之后，于938年将其作为陪都，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那以后，北平便不再是一个中原地区的边疆城市，而是变成了游牧民族据以向南入侵的一个政治中心。随着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占据农耕土地比例的增加，其重要性也随之提升。当蒙古人最终征服全国的时候，这座城市成为统一大帝国唯一适合的都城，因为这个大帝国既容纳了南方的农耕百姓，也容纳了北方的游牧民族。此处，让我们来看看地理条件在历史背后所发挥的功用。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者来说，这里确实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行政中心，通往北方高原和南方平原的条条大路在这里会合。虽然地处平原，但实际上，这座城市仍处在高原地区目力所及之处，从这里，蒙古人既可轻易地与其故土保持直接联系，又可对中原地区实施全面控制。54也正是因为这个大帝国的建立，汗八里才成为一座伟大的首都。因此，L. W. 莱德（L. W. Lyde）说，“北京是中华帝国全盛时期的最佳中心。”55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说，这座城市位置绝佳，但它距离当时的主要经济中心长江流域太远了。自唐朝（618—907）以来，长江下游地区便已经发展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农业区。56正是依靠这一地区的经济资源，北宋、南宋两朝才有能力与辽、金入侵者经年持久地作战。在元统治者最终征服全国、国家恢复和平的时候，他们发现，国家税收必须主要依赖长江下游地区，税收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漕粮”。57但是，如何将“漕粮”从数百英里以外的长江下游运输到汗八里，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难题。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了，金朝统治者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较轻罢了。当时他们占据了华北大平原，需要从平原的其他地区运送小麦及其他粮食供给中都城。如前一章所述，他们依靠兴建水运系统解决了这个难题。元朝统治者仿照金朝的做法，实施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汗八里与长江下游联系起来。如隋朝时的工程一样，元朝人将一系列河道开凿成运河，经进一步改进后，便有了今天的大运河（图43）。如此一来，大运河便成为连接北方新兴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这条纽带持续了几百年，历经明、清两朝。58元朝时，海运也曾在内陆运河之外用来输送漕粮；但是海运船只仅能到达今天津港附近，货物还要在这里转装运河船只才能运抵京城。不过，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并非整个运输系统，而是那段将汗八里与通州以北的白河连接起来的大运河末段。前一章已经提到，金朝统治者已在中都和通州之间开通了一条运河，其供水的主要来源是高梁河。但是，兴建汗八里时，不仅高梁河下游河段被圈进城墙以内，而且其主要水源玉泉山泉水也由人工开凿的金水河引流，完全注入皇城内的湖里。59因此，高梁河的水量大大减少了，极有可能变成了一条微不足道的河流，只能依靠瓮山（今称万寿山）脚下的小湖获得一点补给，为当地灌溉提供少量水源。60
因此，汗八里开始兴建二十多年后的1291年，杰出的工程师郭守敬上奏元朝皇帝忽必烈，提出修复由都城通往通州的金代运河时，必须寻找新的水源。61郭守敬提议修筑一道与北平湾西面大致平行的水坝，将位于汗八里西北约20英里（约32.2公里）的白浮村附近的神山泉水导流，先向西，后向东，跨过双塔河与榆河，最后全部汇入瓮山脚下的瓮山泊，再由瓮山泊注入高梁河。62可以想见，有了这一新的水源之后，便有可能沿着汗八里皇城东墙开挖一条新渠，将金代运河故道下游河段与高梁河上游河段连接起来，以重开连接都城与通州之间的金代运河下游河段。这一工程于1293年成功实施，沿着整条运河共修建了18个水闸。由此，白河上面的船只便可到达位于汗八里中心的积水潭（今什刹海）。当时，忽必烈看到湖面上布满船只，大为欢喜，遂将运河正式命名为通惠河。63下图为笔者重绘的通惠河全貌。64（图32）

图32　元朝通惠河河道与沿线水闸分布图
元朝期间，对通惠河的维护、修缮一直没有间断。65随着闻名于世的中国大运河水运系统的发展，通惠河也随之变得更加重要。这个系统不仅是政府漕粮供应的生命线，而且也是南北交通的主要途径。如此一来，除了沿着太行山修建的古代大道之外，历史上首次在平原上有了一条持久的交通线。这条新开发的通衢使得交通更为便捷，华南及南洋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城。66如果说太行山东麓大道使蓟城这一聚居地得以产生，那么，现在这条贯穿大平原心脏地带的新水道则给汗八里这一王朝的中心带来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第八章　明清（1368—1911）北京城（1420—1911）
 
 
 
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1368年，元朝被明朝（1368—1644）所取代。这是自公元907年大唐王朝覆灭后，汉人首次对中原领土恢复完整的统治。然而，经过相对和平与繁荣的二百五十余年之后，明朝统治再次受到另一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者的挑战。满洲人使汉人统治的王朝再一次覆灭，他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政权——清朝（1644—1911）。明清两朝均以汗八里作为它们的永久性都城，也正是在这两个朝代的统治时期，汗八里更名为北京，进入了它发展的黄金时代。
研究这一时期这座城市的地理情况，有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皇宫和城市的重建、皇家园林的兴建、人口的增长与分布以及与漕运相关的水源供应问题。本章将对这几个问题逐一进行论述。



1　皇宫和城市的重建
A　北京重新成为首都
汗八里于1368年被明朝军队占领，并立即降至普通的府级行政区，更名北平府，取平定北方之意。明朝当时建都南京，那里紧邻开国皇帝崛起的地方。两年之后（1370），明太祖将北平赐给了封为燕王的第四子朱棣。67但燕王直到1380年才前往封地。6819年后（1399），燕王在北平举起反叛大旗，向继承了父亲皇位的侄子宣战，进军南京。他于1402年夺取南京，登上皇位。次年（1403），他下令将北平更名为北京，但明朝廷直到1420年才正式迁至北京。69自此以后，直至二十世纪初，北京一直是中华帝国的都城，前后持续近五百年。燕王将其都城迁往北京，原因十分明显：首先，这里是其个人权威最先确立的地方；其次，他充分意识到，必须镇守北方边疆，确保安全，否则国家便无和平可言。因为蒙古人虽然已被驱逐至长城以外，但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迁都北京后不久，明朝便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长城本身，尤其是北京附近的地段，也得到了空前的修整，这项工程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为之惊叹。历史学家认为，明朝倘若没有迁都北京，或许也无法维持其统治达二百多年。
B　改建大城
元政权于1368年在汗八里覆灭，1420年这里又被明朝重新确立为都城，在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及其宫殿经历了诸多变故。首先，1368年蒙古人被驱逐出汗八里后，由于北城墙被南移了约两英里（约3.2公里），城市面积缩减，因而拆除了东西城墙上的两个北城门——光熙门和肃清门。70这样做或许是由于元朝时从未有人实际在城北居住过，这一点在前一章已有所论述。而城市面积的缩减，必定会使卫戍部队的巡逻和守卫容易很多。71但是，不久之后，1419年，南城墙又向南扩展了约半英里（约0.8公里），使城市北部缩减的部分得到了一些补偿。72此后，城市范围便没有再变动过。以上变化，如下图所示：

然而，南城墙向南扩展并不像缩减北城墙那么简单。首先，扩城致使在汗八里旧城正南与南城墙平行的通惠河河段被圈入新建城墙内。73第二，扩建城市所影响的地区并非空地，而是没有统一规划的人口稠密区，与规划有序的汗八里旧城形成了鲜明对照。74于是，通惠河这一段残余的河床及其周围无规划的街道布局，被包括进了城市内部（这片新并入的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恰好是最少改建的），至今仍可辨识。如参看古地图，便可能获得更清晰的图像。幸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文件当中发现了一幅绘制于1750年比例尺为1：650的京城详图。75图中，今已部分消失的通惠河河道遗迹及其周围街道杂乱的布局，均清晰可见。以下是该图的简化图。（图33）

图33　明清北京城内通惠河遗迹分布图
C　重建皇城
当时，为何要将城市向南扩展，似有些蹊跷。若是城市作为都城显得太小，那么将北城墙移回其原址要容易得多。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城市的大小，而在于整体规划的进一步修订。规划的修订就始于对汗八里皇城的重建。
汗八里皇城的重建意味着两大工程，一是皇宫的重建，二是宫墙的挪移。下面对这两个问题逐一讨论。
皇宫的重建
明朝军队于1368年攻占汗八里时，位于湖西岸的两座宫殿兴圣宫和隆福宫几无受损，因此在1370年至1403年间曾用作燕王府。76但湖东岸的皇宫则在汗八里失陷后，被明朝统治者下令立即拆毁。77此举或许是因为明朝统治者认为，这样可以破坏前朝的“王气”。1403年燕王即位后，便在汗八里及被拆毁的元皇宫旧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78最终，新皇宫于1420年建成，四周围以护城河，称为“紫禁城”，一直保存至今。与元皇宫相比，紫禁城北面稍有内缩，但向东有少许扩展。79（图34）如果说新皇宫北边的缩减不值一提，那么，其东移则引发了一个重大的变动，这意味着对全城最初规划的根本性调整。我们知道，元皇宫恰好处于汗八里东西城墙正中，因此皇宫的中线亦即大城的中线，标志着全城几何中心的钟楼也建在这条轴线上。随着明皇宫东扩，以上设计就不成立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变呢？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1368年汗八里北城墙进行过南移，钟楼已不再是大城的几何中心了，因此，早在重建皇宫很久之前，汗八里在布局结构上所遵循的某些指导原则便已被忽略。其次，缩减皇宫面积时，明朝统治者尚无意图将汗八里立为国都，也没有明确规划要重建这座城市，但是，当1403年燕王登基下令对汗八里及元皇宫进行重建，使其成为新都时，便需要制订一个新的规划了。从皇宫和钟楼的位置移动便可看出新规划遵循的原则，因为钟楼、鼓楼是在原址稍东重建，东移的距离与皇宫东移的距离相等。80换言之，新的钟鼓楼仍旧位于新皇宫的中线上，只是这不再是原汗八里的中线了。城市中线移动的原因是，积水潭位于旧皇宫与旧钟鼓楼之间的中心位置，旧的中线为积水潭“阻断”（见图29），而新中线移至湖的东岸后，新皇宫与新钟鼓楼之间就没有任何地形上的障碍，于是便可以从皇城北门至钟鼓二楼之间规划一条通衢了。（见图35）

图34　明北京城与汗八里的相对位置图

图35　明清北京城内城的平面设计图
这条中线的位移，对了解明北京城的重新发展极其重要，因为这条线最终成为了整座新城的中轴线（见下文论述）。
宫墙的挪移
根据文献记载，汗八里皇城东墙向东扩展是确凿无疑的。这一点《春明梦余录》里即有记载，“至永乐（燕王称帝后所用年号）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81西墙是否也在同时挪动过，由于没有任何记载，所以不得而知，或许西墙仍保持不变。北墙也作过进一步扩建，但却并没有明确记载。82最后，谈一谈南墙。虽然亦无文献记载，但南墙向南挪移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原因是，我们发现保留至今的明皇城南墙，几乎就建在汗八里南城墙原址上面，即今天的东西长安街上。正是由于明皇城的向南扩建，汗八里大城的南城墙也被迫向南移至现今前三门的位置。这一点在下图中显示得更为清楚一些。

如此，至1420年，一座内有新皇宫外有新城墙的新城便诞生了，它的总体外观与汗八里稍有区别。这座新城，即明代北京城，正是今天所称的北平内城，只有几个城门的名称变了，具体情况可参考上面的图示。（图34）
皇城向南扩建的另一个结果是，紫禁城前方的空间大大扩展了。而且，正是在这片新扩展的空间上，进行了对汗八里基本规划的另一个重大改动，即太庙、社稷坛的重建。太庙在东，社稷坛在西，它们的相对位置仍然保持不变。83两组建筑均于1420年竣工。84太庙、社稷坛之间是由大城正门直通皇宫正门的御道。这条御道修建的位置，也恰好与确定新钟鼓楼和新皇宫位置的中轴线重合。皇宫正北，同样还是在这条轴线上，用初建紫金城时开凿护城河挖出的泥土堆起了一座人工小山，85高二百余英尺（60余米），起初称万岁山，后改名景山，也常被称为煤山。86这座小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鸟瞰皇宫的最佳位置，而且它几乎是这个全新城市规划的几何中心。在这里，这座新城富有想象力的设计达到了极致。（见图35）因此，到1420年北京城的重建按计划完成时，人们看到，新规划的所有重要建筑都以这条南起大城前门、北至钟鼓二楼的直线为中线东西均衡对称分布。这种沿着中轴线布局的几何图案之美尤其引人注目，这一布局一直保留至今。87从下面这幅图中可以看出明北京城内城的布局。（图36）

图36　明北京城内城布局
D　外城城墙的修建
最后再讨论一下今天的外城城墙修建的问题。如前一章所述，元朝的汗八里城正南地区是有居民区的，只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划。1419年，汗八里的南城墙挪至现今位置时，这片地区仍部分位于新城之外。然而，次年（1420），另外两组重要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今称先农坛）——也在此地以南建成，天坛在东，先农坛在西。前文提到的御道也由内城的前门向南延伸，贯通天坛、先农坛之间。88随着这些礼制建筑的兴建，这片未经任何规划的聚居区也慢慢被容纳进城市本身的设计当中。但是，直至1553年，外城城墙才最终建成，将这片区域真正围入城市总体框架。89至此，北平城今天所见的格局便已完成（图37），迄今未再作进一步的变动。90

图37　明北京城的内城与外城



2　皇家园林的兴建
要全面研究明清时期北京的地理状况，必须提及城市近郊皇家园林的兴建。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兴建园林绝不是都城建设的新特点。我们知道，确立了中央集权统治的秦、汉两朝，都曾在各自的都城——咸阳和长安——附近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苑囿和离宫。91而且，汉代的长安城实际上就建在距离咸阳不远的秦代皇家园林原址之上，一如汗八里建在金代离宫原址上一样。但元朝统治者主要着力兴建汗八里本身，所以对近郊皇家园林的发展投入极少。然而，到了明代，燕王即位后不久，便计划在北京正南兴建一座方圆近四十英里（约64.4公里）的狩猎场——“南苑”。92选择此处是因为这里有不少泉水湖泊，且草木丰茂，为飞禽走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栖息地。93可惜这里的自然风光算不上秀美，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座城市真正景色迷人之处，还是在城区与西山之间的西北郊。那里既有雄伟的山色，也有注入湖泊泉水的丰沛水源。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传统中国人心中的自然之美，山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山水，便无景观设计可言。
北京西北郊最重要的水源是今天所说的玉泉和昆明湖，它们分别位于平原上兀立的两座小山脚下。小山东面的海淀镇位于城西北约三英里（约4.8公里）处，周围地势开阔，土壤肥沃。明代时，这里点缀着一些达官显贵的私家园林，其中以李伟的清华园和米万钟的勺园最为著名。94现今，正是在这两处园林的原址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两所一流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沿用了明朝园林的名字）和基督教会创建的燕京大学（取自这座城市的旧称）。其中，燕京大学尤以校园风景如画而闻名。然而，将这片地区大规模兴建成为皇家园林，使其有别于原来的私家园林，则始于清代。1644年，清朝统治者从明朝手中接管了保存完整的北京城，除去定期的修缮和增建宫殿之外，北京城已无需大规模的新建了。因此，清朝统治者可以集中全部精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城外兴建供游览和休憩的皇家园林。正是由于他们持续的经营，如今的北平才得以拥有景色怡人的西北郊园林这笔丰厚的遗产。1680年，玉泉山脚下的静明园最早建成，95接着是今燕京大学校园西面的畅春园，96亦称为“前园”，这是因为1709年，在畅春园的正北规划了另一座规模大得多的园林，97即著名的圆明园。圆明园内开挖了几处人工湖，在乾隆盛世（1736—1795）还修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建筑。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圆明园一直被用作清朝皇帝的夏季行宫，其景色之壮美，建筑之华贵，超过了城内的皇宫。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畅春园和圆明园两处园林均于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之手，98如今只有废墟残垣。但这也促成了瓮山脚下另一座夏季行宫颐和园的兴建。
如前文所述，有关瓮山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元代。山前是瓮山泊，元朝时作水库之用，为通惠河上游供水。明朝早期，惯称之为“西湖”，99后来又名“七里泊”，或许意指该湖方圆七里。100清朝皇帝乾隆继位后不久，敕令进一步挖掘扩建此湖，并以汉代都城长安近郊一湖为之命名，为“昆明湖”。同时，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寺庙，恭贺皇太后六十岁寿辰，瓮山也因此被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年是1751年。101十年以后（1761），万寿山和昆明湖之间建成一园，名为“清漪园”。102清漪园距原夏宫圆明园以西仅半英里（约0.8公里），因此，圆明园被毁之后，万寿山便于1888年被当时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选作新的夏季行宫。103她在万寿山阳面建楼台若干，湖光山色平原美景在此一览无余。环绕万寿山和昆明湖，还修建了一道约4英里（约6.4公里）长的石围墙，湖山辉映，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知的颐和园。这座园子至今保存完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景致被赋予人性，精巧的园艺设计与众多建筑物和谐为一，前有排云殿，后有佛香阁，渐至山巅。因此，葛德石（G. B. Cressey）教授说：“中国建筑艺术在北平郊外的颐和园达到巅峰。汉白玉栏杆、明黄琉璃瓦、镂花窗格、红漆圆柱，构成了这道世间罕见的美景。”104（图38）

图38　北京城西北郊皇家园林分布图



3　人口的增长与分布
A　明代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是明清时期北京发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北京人口增长始于明代初期因朝廷政令而引起的选择性移民。如前所述，汗八里城内在元代可能从未住满居民，随着蒙古人1368年的离去，明朝军队占领的汗八里想必已成了半座空城。105虽然北城墙向南移动了两英里（约3.2公里），缩小了城市面积，但是对于当时的人口而言，城市仍旧过大。因此，燕王在1402年夺取皇位后不久，便连续几年颁布敕令，在十五省的至少十到十一个省份中挑选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富裕人家迁来以“实北京”。106人口迁移过程中，肯定会掺杂政治原因，但在这里不打算论述。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到底迁来了多少人？这一点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记载，唯一记录下的数据是，1404年从山西向北京迁移了一万户人家。107倘若对旧时中国家庭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那么，一个省份仅一次便有五万人迁到了北京。108加上前一年（1403）从其他十省迁入北京的人口，人口总数翻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109仅依据这个大致的数字判断，北京在十五世纪初必定已是一个大城市，尽管其居民总数仍旧不得而知。
1420年，北京成为国都之后，其人口的稳定增长是可以想见的。随着明政府迁至北京，官员们也携带家口蜂拥而至。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在皇城内通常都有豪华宅邸，或由朝廷提供，或自行修建。110孔子后裔亦由皇帝赐京城宅邸一处。111此时，除了向京城移民以外，京城人口的大幅自然增长也是可以想见的。十五世纪前半叶是明朝的黄金时期，京城和乡下的人们都过着相对平和富裕的生活，这反过来又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此后不久，明朝的统治开始衰落，蒙古人不断沿北部边疆进犯，北京也两受劫掠的威胁。112有鉴于此，有官员建议修建外城墙以保卫城市及城南的居民。113这一工程于1553年最终实施，建成了如今环绕外城的城墙。这些建议中有一篇包含了一些关于北京人口状况的有趣信息，时间是1542年，记载如下：
太祖定鼎金陵，既建内城，复设罗城于外。成祖迁都金台，当时内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宜筑外城，……且郊坛尽收其中，不胜大幸。114
此话涉及北京内、外城人口的相对数量问题，可信与否不易判断，因为并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供计算。然而，这的确表明，自1420年以后，北京城的总人口是不断增长的。
B　清代人口的增长
1644年，满洲人攻占北京，将其立为清朝都城。原来内城及皇城里面的众多府邸，无论属于普通人，还是属于明朝官员，均为进京人数庞大的满洲征服者所用。115四年后，清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法令，规定所有汉人，无论职业，一律迁至外城，内城专为满洲人使用。116这样便出现了“鞑靼城”和“汉城”的传统说法，至今这两个词在西方人中还很常用。事实上，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汉人究竟何时重返内城居住，还很难讲。不过，早在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之前很久，内城和外城均已有汉人居住了，117如今“鞑靼城”这一说法已经毫无意义。今天的满族居民可能还会被辨认出来，但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讲汉语，具有中国式观念，加入中国人生活行列的人，而非坚持其自身生活方式的征服者。
随着清朝早期，满洲人迁移入北京，内城得到了充实，城市人口必定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居民总数并没有任何记载，直到18世纪早期，才有了估算的数据。后来，法国著名耶稣会修士杜·哈尔德（Du Halde）来到北京，他估计北京的人口约为三百万。但是，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思（J. H. Klaproth）在一百年后的著作中给出的数字不到杜·哈尔德所估计的一半，约一百三十万。此外，还有其他人的估计则介于这两者之间。118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作家S.W.威廉姆斯（S. W. Williams）对北京和伦敦的人口作了一番粗略比较之后说：“人们称北京人口有两百万，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加以反驳。”119半个世纪以后，1905年，英国作家立德（Archibald Little）在其权威著作《远东》一书中，估计北京的人口在1900年之前为五十万，但这一估计似乎有些太过保守。120同年，法国地理学家夏之时（L. Richard）估计这个数字在六十万到八十万之间。1211908年，在夏之时的英文增订版著作里，有这样一句话：“（北京）实际的城市里有居民人口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之间。”122“实际的城市”这个说法似乎仅仅指城墙以内的城区，而不包括郊区人口。倘若如此，那么与民国初年首次人口普查报告作一个比较，便可看出这一估计数字还是比较可靠的。123因为那一次的人口普查亦未考虑郊区的人口。请见下面的比较：
 
	（1）夏之时的估计 	　 	1905年 	　 	600,000—800,000 
	（2）人口普查报告 	　 	1912年 	　 	725,235 
	
	　 	1913年 	　 	668,403 
	
	　 	1914年 	　 	769,317 
	
	　 	1915年 	　 	789,123 
	
	　 	1916年 	　 	801,136 


图39　1912—1935年北平人口增长曲线
1905年夏之时估计北京城内人口的时候，郊区人口总数有多少，笔者认为二十四万可能不算离谱。124将这一数字加上夏之时对“实际的城市”人口的估计，再参考民国初年人口普查报告，便可以计算出1905年包括城墙内外居民在内的北京总人口约有九十万。民国初年，北平的人口达到一百万。上面这幅显示1912年至1935年北平人口增长情况的图示，可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C　人口的分布
有关城内人口的分布情况，还要依靠民国初年的人口普查报告，这份1917年的报告被认为是早期人口调查中最为准确的。报告显示，内城人口总数为482,861，外城则为328,695。125由于外城东南部有大片地区民居稀少，所以外城建有住宅的地方平均人口密度实际上远远高于内城，这一点在图40中清楚可见。126这幅地图在两个方面于研究有特别的意义，第一，只有少数的居民仍旧住在金中都原址东部未搬走，这里已并入如今的北平外城西段，因此，外城这片人口稀少的区域可以用“中都范围”（Chung-tu Pale）来形容。这片区域的人口密度与几乎为空地的天坛以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对于这个地区过去的地理状况没有了解，便很难理解今天的这一现象。第二，地图上的人口最稠密地区均出现在外城北部，而这里恰好位于原中都城东北角外和汗八里城正南。（如前所述，这片人口高度密集区的外城北部，自1420年起就被纳入了今北平内城。）最初，这里是无规划的聚居区，极易产生人口拥挤的情况，而人口拥挤又会给人留下这里的人口多于内城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对于前述1542年提出的修建外城墙的建议中所说的，“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127笔者深表怀疑。或许该建议中所表明的是人口密度，而非人口总数。

图40　基于1917年人口调查报告的北京人口密度图
造成这一地区人口密度高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这里在清朝晚期，尤其是1896年修建京津铁路、1904年修建平汉铁路之后，变成了大型商业中心，发展十分迅速。128这两条铁路均从内城正阳门外发车，一个起点在东，另一个起点在西，如下图所示。因此，外城的这部分便成为了现代交通的枢纽，这反过来又给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图41中显示的民国初年城内的市场分布情况，无疑是前一时期持续发展的结果，这幅地图清楚地展现了这一地区在全城商业生活中的重要性。129将这幅地图与汗八里城内集市分布示意图（图31）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此时内城市场分布与汗八里没有什么区别，汗八里的三个市场密集区，与此时虽然不是完全吻合，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商业生活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初的一些市场已经开始让位于常设的店铺，一些新的购物中心也开始出现。这些新的购物中心专门建在两条或多条主要街道相交的位置（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或紧邻城门的大街上。这幅地图还显示，城市商业生活的重心已经从元朝的钟鼓楼周边转移到了如今的外城中北部。市场、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等，全都汇聚在这里，令人称奇。清朝末年，夏之时还提到，外城“是工商业大汇集的中心”。130

图41　民国初年北平集市分布图（据笔者记忆）
最后，应当指出，今北平城每一城门之外，均有一片关厢区，而外城以南的地方仍旧基本空置。这些关厢区的历史与相邻的城门历史差不多一样长。131几乎可以确定，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十八世纪中叶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因为在1756年，清政府曾经颁布过一条政令，要求城内总共59家旅店、客栈统统迁至城外，且不得在城内再建。132此规定是涵盖全城，还是仅指满洲统治阶层所据的内城，不得而知，其动机必定是政治性的。但是对于关厢而言，其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现今，东直门、朝阳门和西直门外的关厢特别值得一提（图42）。其中，东直门、朝阳门外的关厢连成一片，与城墙平行。之所以发展成这样，是因为在清代，这一带的护城河是用作运输漕粮的运河，而大部分货物均在这里转由马车通过这两座临近的城门运送入城。所以，赶马车运输的人们便自然沿护城河东岸住了下来，形成了一条与运河、城墙平行的直线地带。133相比之下，西直门外的关厢却与其他关厢通常的发展形势不太一致，房屋并不是沿着出城大道修筑的，而是有向北发展的趋势。这种形式上的区别是由于民国建立前几年在城西北角外修建京张铁路火车站造成的。

图42　北平城城门与关厢分布图



4　与漕运相关的水源供应
作为本研究的最后一节，笔者想再讨论一下明清时期北京地理的另一个侧面——与漕运相关的水源供应问题。随着北京作为明清两朝都城的持续发展，北京城对于漕运的需求较以往有更大增加。134同元朝一样，明清时长江下游的农产量居全国之首，因此政府必须维持庞大的运河体系，从南方运输漕粮。两朝政府也都想尽办法，改进内陆水道——大运河，最主要的措施便是开挖新的河道以避开江苏、河南两省北部的某些黄河河段，它们曾经是元代整个水运系统中的重要环节。今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江苏北部的河段，一直到明朝初期才竣工（图43）。135北京地区的通惠河，作为这一巨型内陆水道的最后一段，也经历了很大变化。首先，明朝初期，朝廷尚在南京，通州与北京城之间的通惠河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其次，燕王即位后重建北平城时，通惠河的一段被圈入了皇城的新东墙内，另一段则归入了新建的大城南城墙内。因此，大运河上的船只就不能像元代那样进入积水潭了。第三，通惠河上游从白浮村神山泉流入瓮山泊的这一段渠道状况极糟，元朝初年为将神山泉导引到瓮山泊而兴建的水坝也年久失修。136最终，通惠河不仅失去了北面的水源，而且瓮山泊的部分水源，也因在到达瓮山之前就在青龙桥（此桥保存至今）水闸流入东北方的双塔河而有所减少，由此产生的这条新河流当时叫做清河。137这是当时通惠河上游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变化，从图44上可以看得更清楚。因此，当北京在明朝时又一次成为都城，来自长江下游的漕粮运输再次恢复时，通惠河已好景不再。所有漕粮必须从白河上的张家湾用马车运至北京，花费巨大。因此，便有了1479年通惠河的重修，138但是，其水源供应仍然非常有限。由于神山泉已无水可供，便引玉泉山泉水向其东侧相距近半英里（约0.8公里）的瓮山泊注水。或许就是因为这一变化，原来沟通玉泉与皇城内湖的金水河逐渐干涸。139与此同时，为保证运河的水源供给，关闭了青龙桥水闸，阻截了水源从瓮山泊流向东北的清河。140但是运河通航仅仅两年，便因其效率不高而于1481年遭到弃用。141此后直至1528年，一直有人试图重开运河，但均无功而返。142以后，张家湾至通州间的南河段被放弃，转而沿通州城以北的金代运河旧河床，开凿出一条比较近捷的河道。143重开的运河虽然沿用了通惠河的旧名，但船只却无法再进北京城。所有货物都要在靠近北京城东南角护城河的大通桥边卸下来。大通桥横跨在运河上，卸下的货物从那里用马车转运至城内。

图43　大运河与黄河关系示意图

图44　神山泉与通惠河上游水道示意图
北京于1644年被满洲人占据成为清朝都城时，运输漕粮的系统整体维持如常，通惠河未再经历什么变动。唯一不同是，南来的货船只能行至通州，从这里再由小船将货物运至北京。同时，首次出现了“大通河”（或阜通河）这一新名称。144
大通河于1696年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次年（1697），北京城东城墙外护城河的情况有了大幅改善，船只可以在两座东城门处卸货了。145然而，大通河水源仍旧一如明代，完全依赖玉泉，而玉泉水已完全导入瓮山泊。瓮山泊不仅要为运河上游供水，而且护城河、皇宫内外的湖泊也需要瓮山泊的水源，此外，点缀于新建的圆明园及附近园林中的人工湖，也要从瓮山泊引水。对水源的需求一再增加，但供水却十分有限。因此，1751年清政府实施了一项新工程，将西山两条常年流动的泉水全部注入瓮山泊，一条位于碧云寺庭院内，另一条则流经卧佛寺以西的山谷。两股山泉汇聚起来，分别通过石渠导入西山脚下的一座小水库中，接着，由另一条石渠将水引向正东，流入玉泉山脚下的小湖中，与玉泉相汇，再东流注入瓮山泊中。由于小水库到玉泉之间山体陡峭，所以石渠先沿着一道土堤修建，随后移至砖墙上。土堤与砖墙总长约一英里（1.6公里）。146（图46）与此同时，瓮山泊大规模扩建，以便大量供水，并改名为昆明湖。147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为解决漕运供水问题所作的尝试，但却无法与前人相提并论，它既无金代金口河的庞大规模，也比不上元代引神山泉入瓮山泊的惊人成就。如今，这些北平西北郊的引水槽已经成了废墟，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在北平历史上扮演过何等重要的角色。

图45　大通河河道示意图

图46　玉泉及西山诸泉引水渠道分布图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北平城自从兴起为一个持久的北方政治中心时，便一直面临着如何从南方获得经济支持这个问题。金朝时，中都城作为中原北部的政治中心，是从华北大平原上搜集漕粮。之后的元、明、清三代，北平已经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长江下游便成了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维系之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北平作为中华帝国鼎盛时期的都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实逊于汉代（公元前206—公元8）的都城长安。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汉朝政府所在地，而且也位于国家产粮最多的农业区内。148也就是说，长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北平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其临近地区从未像汉代的长安那样在农业生产方面占据什么重要地位。虽然元、明、清三代都曾有人建议，通过引水灌溉将这一带开发成为密集开发的种植农业区，但从未实现过。149因此，朝廷只得主要依赖从长江下游运输来的漕粮，因为自唐朝以后这里便成为了中国最为富饶多产的农业区。150众所周知，大运河工程最初始于金朝，大力修建于元朝，完工于明清，它是将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紧密联系起来的产物。可以说，大运河代表了当时的人们为弥补北平作为首都在经济上的不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是，无论人们怎样坚持，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成效却始终不是特别显著。151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西方影响开始冲击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相对封闭的状态被打破，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同时，蒸汽船、铁路的引入，立刻改变了这片古老土地上交通运输的地理格局，也使得漕运系统于1900年终结。15211年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历史与北京历史都进入了新的时代。随着这个新时代的开始，本文的研究也画上了句号。

四王府广润庙东至玉泉山架设在长墙上的石渠。

残存的砖石所砌长墙墙体倒塌。作者登墙而上，可见玉泉山内景象。

广润庙坐北向南，已只存山门和石砌方池。庙建于池北以祭水神。方池由大石条砌筑而成，引入的泉水由池壁龙口注入。

长墙东部一处，二墙平行修建且设有门洞，便于南北通行。石渠分段落在地上。
作者在1936年秋徒步考察汇集西山诸泉的引水石渠。当时石渠已废弃不用。
西山引水石渠的中心枢纽是四王府南广润庙内方池。广润庙的兴建为顺势导引西侧卧佛寺樱桃沟、碧云寺和香山的泉水，经人工渠道顺流而下，汇注庙内石砌方池。由方池另侧石渠引水东下。由于广润庙以东地势逐渐下降，为保持渠道高程，乃架石渠于逐渐增高的长墙上，直到玉泉山西墙之外。引水入玉泉山静明园，与玉泉山诸泉水汇合，自流东下，注入昆明湖。
注释
1　“元大都”蒙古语的意思是“可汗的城市”。在英文中有Khanbaliq、Khanbalik、Cambaluo、Cambalu等多种写法。
2　见苏甲荣：《中国地理沿革图》，插页10，第4版，1936，第20页。
3　开平后来成为元朝皇帝夏季行宫所在，改名上都，其遗迹留存至今。见导言注11引易恩培文。
4　即哈拉和林（古代蒙古帝国旧都遗迹）。见第1章注19引艾伯特·赫尔曼书，第50—51页及插页《哈拉和林》。该图据W. Radloff的Atlas der Altertumer der Mongolia（1692）图36绘制。
5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sir Henry Yule, 3rd edition, edited by Henry Cordier, London, 1921, vol. I, p. 374.蒙古人占领金中都时将金皇宫全部破坏，这或许是弃旧城建新城的另一原因。见第五章注21引赵翼书，第27卷，第14页。
6　在中国，至少有三个词语用来描述皇帝的不同居所：1）皇宫：宫城城墙以内的皇室宫殿。2）离宫：皇帝离开都城时所居的宫殿。英文译为“夏宫（Summer Palace）”易生误解，因离宫并不仅是在夏天才用。3）行宫：仅在皇帝出游时用。
7　在都城近郊修建离宫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常见。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都在其各自都城附近兴建了离宫。见第131页。
8　《金史·地理志》。
9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年（1265），由一整块玉石雕琢的精美玉瓮“渎山大玉海”完成，十二月，忽必烈下令将其置于琼华岛上广寒殿内。此瓮保存至今，存于仪天殿原址上修建的承光殿前专门的亭子里。其历史比今北平城的历史还要长。
10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四部丛刊》本，第1卷，第19—20页。
11　见附录三。
12　以下事件发生在1267年元大都兴建之前（主要依据《元史》）：
1260年：忽必烈抵燕京（即金中都）附近（《世祖本纪》，中统元年十二月）。有关“燕京”这一名字的说明，见第1章注2。忽必烈所下榻的可能正是金朝离宫，而非燕京城内。
1261年：修葺燕京旧城（《世祖本纪》，中统二年十一月）。
1262年：重建琼华岛（同前引陶宗仪书，第1卷，第15页）。究竟是重建琼华岛，还是对岛上建筑进行重建，尚不清楚。
1264年：将“燕京”更名“中都”，并进一步兴建琼华岛（《世祖本纪》，至元元年二月及八月）。见1262年注。
1266年：进一步修建琼华岛（《元史》，第145卷）。另见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1章，第365页。
13　皇城西南角为一凹角，因为那里原先有座寺庙——大慈恩寺，修建皇宫时有意避开，使之位于皇宫以外（同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6章，第86页）。
14　此处所指为元大都外城墙所围的整座城市，与内皇城有别。
15　同前引陶宗仪书，第21卷，第1页。除棂星门以外，其他14座城门的位置无一能够确定。据马可·波罗描述，“皇宫四周围以大墙，形成方形，每边均长一英里，即周长为四英里。”（同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362页。）有关皇城的大致位置，见图29：汗八里平面设计示意图。
16　同前引陶宗仪书，第21卷，第1页。详细论述见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载《燕京学报》，北平，第30期，1946。
17　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卷，第8章。王只是泛泛而谈，并未举出所据为何。笔者确信此处所言的“金水河”曾用于开封，但是否在长安也用过，则不能确定。
18　同第六章注35引朱启钤文，第118—119页。
19　同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363页。
20　同上，第364—365页。
21　同上，第366页。
22　解释请见原书译文，同上，第370页脚注12。
23　同上，第365—366页。
24　Osvald Sirén (喜仁龙):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 London, 1924, p. 28.
25　马可·波罗说，都城“每边长近20里，方圆约76里，总体呈方形。”（同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374页）此说法明显夸张。
26　关于城门数目，马可·波罗的记忆也有偏差。他说城门有12座，每边3个（同上，第374页）。普意雅（G. Bouillard）采用马可·波罗的说法，也犯了相同错误，其实北墙只有两座城门（同第二章注33引书，地图III）。所有中文记载都一致认为，元大都总共只有11座城门，北墙两座城门遗迹留存至今。
27　《析津志》记载，元大都建城时，在文明门外五里开辟了一片芦苇地，以供裹挡城墙之用。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1—2页。马可·波罗关于城墙的记述也颇有趣：“城四面围以土筑城墙，底部厚整十步，高十步余；然顶部不似底部，因其逐渐收窄，顶部仅厚三步左右。城墙上有城垛，刷以白粉，设观察孔。”（同前引马可·波罗书，第374页）
28　《元一统志》，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1页，及《析津志》。
29　见图31：汗八里城内集市分布图。
30　今鼓楼以西，仍有一条南北向街道，名为旧鼓楼大街。关于钟鼓楼的修建情况，见王壁文：《元大都城坊考》，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1936，第3期，第88—89页。玉尔认为“马可·波罗所指钟楼似乎仍旧存在”，并不正确（同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378页脚注）。贝勒士奈德认为，今钟楼并非建于原址上，但他认为“现存鼓楼就是十三世纪所建的那座”（同第二章注33引贝勒士奈德书）。喜仁龙亦持相同看法（同第24引喜仁龙书，第11—12页）。王壁文证明了以上观点均不成立。
31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二月。
32　《元一统志》，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5—7页。
33　《析津志》，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8页。
34　同前引马可·波罗书，第374—375页。
35　村田治郎：《论元大都的城市规划》，载《满洲学报》，1934，第3期，第133—142页。
36　The Journal of William de Rubruquis, A Frenchman of the Order of the Minorite Friars, unto the East parts of the World, 1253. Hakluytus Posthumo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by Samuel Parchas, Hakluyt Society, Extra Series, vol XI, chapter 1, p. 47.
37　《元一统志》，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7页及地图。
38　例如，尼泊尔人阿尼哥（A-ni-ko）即在1278年被任命为总雕刻师，见《元史·阿尼哥传》。
39　见《元史·刘秉忠传》。
40　按照中国传统用法，上述方位实际如此：皇宫正门朝南，左为东，右为西。“面”即皇宫南边；“后”即皇城北边。
41　《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条。
42　见图29：汗八里平面设计示意图。
43　汉代与唐代都城并没有像元大都那样，与上述理想规划保持一致。
44　同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412页。
45　同上。
46　进一步的论述见后面章节。
47　格里菲恩·泰勒（Griffith Taylor）教授认为，今外城（南城）的不规则布局与贯穿城西的东西向长街，“与欧洲中世纪许多城市的总体街道布局是一致的。”他作此论断，或许没有充分了解到该城这一地区发展演变的实际背景。"Environment, Village and 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XXXII, 1924, no. 1, p. 21.同一篇文章亦收于作者的Evolving Civilization, London, 1946，pp. 207-209.及Urban Geography, London, 1949, pp. 26-29。
48　见注30。
49　王壁文的研究依据的是《元一统志》和《析津志》两书中的关于居住“坊”的两个名录。
50　《图经志书》，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8页。
51　《析津志》，引自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9—10页。
52　同上，第54卷，第12页。
53　例如，高粱秆能长到8—12英寸（约20—30厘米），是华北农民常用的燃料。
54　L. H. Dudley Buxto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king," The Geographical Teacher, vol. 13, no.71, part 1, 1925, pp. 45, 47.
55　Lionel William Lyde, The Continent of Asia, 1920, p. 607.
5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伦敦，1936，第113、124—125、131—139页。
57　有关漕粮在中国的重要性及其功用，见注56引冀朝鼎书，第5—7页。
58　见下一章论述。
59　见注16引侯仁之文。
60　明代《病逸漫语》（《辑录汇编》本，第201卷，第4—6页）记录了瓮山脚下的泉水。有关万寿山的情况，见下一章。
61　汗八里兴建时，1266年郭守敬重开金口河，但是并非为了从南方运漕粮，而是为了从西山运输石灰和石头，修建新城里面的皇宫。受浑河泛滥的威胁，金口河于1299年再次断流。见《元史》之《世祖本纪》（至元三年十二月）及《元史》之《郭守敬列传》。另可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畿辅丛书》本，第9卷，第13页。
62　白浮村位于今昌平以南约两英里（3.2公里）处，笔者曾于1935年1月到访那里。村北是一孤山，当地人称凤凰山。凤凰山脚下有一泉，泉边专建一庙，叫做龙泉庙。这定是元朝时的神山泉。“双塔河”这一名称记载于《元史》，现已不存。但今大沙河边仍有一个“双塔镇”，镇的正东有两个小村庄，分别名为“东闸村”和“西闸村”。两村确定无疑得名于自两座河闸，河闸是为将河水向南导入瓮山泊修建的。因此，大沙河只是元代双塔河的现代称谓，其以南的支流小沙河或许就是元代的榆河。见图32。
63　见《元史》之《郭守敬传》、《河渠志》。笔者在《北平金水河考》中作过论述。另见第二章注33引贝勒士奈德文，第383—384页。
64　这一地图是依据《元史·河渠志》及吴仲《通惠河志》（《玄览堂丛书》本）的文献资料重绘的。
65　例如：河闸原为木制，自然不能持久，因此在1311—1327年用砖石重修。据记载，由神山泉向瓮山泊导水的水坝也曾拟于1303年、1307年、1312年、1317年、1327年分别进行修缮。见《元史·河渠志》。
1342年，通惠河下游以南开挖了一条新运河，希望能作为比通惠河更好的一个水源。这个方案最终失败，并放弃了。新运河经由同时启用的金口河从浑河引水。下游的河床仍可在从外城东南角到通州以南的张家湾村一带找到，在下面的地图里由虚线表示。
66　欧阳玄：《圭斋集》，引自《日下旧闻考》，第89卷，第13—16页。
67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三年四月。
68　同上，洪武十三年三月。
69　《明史·成祖本纪》，永乐元年一月、永乐十八年十一月。1403年至1419年，北京城是皇帝的“行在”。
70　同第4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3卷，第2—3页。
71　缩小汗八里城北部的命令由明军统帅徐达所下，他自然会考虑都城的防御措施，因为蒙古人虽已被驱逐出城外，但并没有被消灭，仍对明朝统治构成持续威胁。
72　《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七年十一月，引自《日下旧闻考》，第38卷，第13页。
73　《明宣宗实录》，宣德十年，引自《日下旧闻考》，第89卷，第20—21页。
74　见前一章论述。
75　该图为《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1940年由北平故宫博物院以1：2600的比例重绘。另有一幅非出售的日本版《乾隆京城全图》（附解说、索引），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
76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七月，引自《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及第4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6卷，第9页。
77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32卷，第31—32页。
78　这次重建持续近二十年，是北京城重建中非常重要的时期。详细论述见赵翼：《廿二史记》，第27卷，第15—16页。
79　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上海，1936，第15—17页及地图。
80　新的钟鼓二楼均建成于1420年，见前引于敏中书，第54卷，第13页，另见注30。这一距离是按照现今的城市规划测量得出的。
81　这次扩建的结果是，将通惠河先前流经元皇宫以东的一段圈入了明皇宫内（见《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十月，引自《日下旧闻考》，第20卷，第6—8页）。这是城市重建导致的运河水系的又一次重要变动，这一问题将在后文相应段落加以论述。
82　明朝高官李东阳曾记载，他的祖宅原在元皇城以北，后来却因为皇城北墙移动，变成了位于明皇城北门以内。见《东海集》，引自《日下旧闻考》，第54卷，第26—27页。
83　与此同时，在社稷坛以西，与元皇宫内湖南岸相连的地方，还开挖了一片新湖，这也得益于皇城向南扩建，否则没有空地开挖新湖。而且，正是由于新湖出现，明朝第一次出现了“三海”这个俗称。见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21卷，第14、15页，第23卷，第8、10页。
84　同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17卷，第1页，及第19卷，第1页。
85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1938年，第77—78页。
86　之所以称为“煤山”，是因为据称明朝时人们以为山下埋有煤炭，可在京城遭劫掠时用作燃料。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但这一名称却保留了下来。见李若愚：《酌中志》，《海山仙馆丛书》，第17卷，第6页，及J. Edkins（艾约瑟），Recent Changes at Peking,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1902, pp. 2-3.
87　参考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爵士所描述的埃及选址规划原则：“……埃及寺庙构造精巧并颇具综合性，通向寺庙的道路两边排列着狮身人面像，完全可视为寺庙规划的典范，而非个例。其复合的结构在规律性之上又有了非凡的提高：它体现了轴对称原则；这道将通道、方尖碑、门楼、露天庭院、女像柱庭院、多柱式大厅一分为二的中轴线，无论其设计的目的是否仅为了让阳光照进圣殿，但设计原则已得体现——一条中轴线，两侧为对称排列的建筑物，直通最后的顶点。在这里，设计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在寺庙林立的城市中，人们亦可感受到这种想象力。”（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2nd edition, 1944, pp.30-31）。
88　同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14卷，第1页，及第15卷，第1页。
89　同上，第3卷，第3—4页。实际上，城墙的修建是为抵御蒙古人的不断进犯。
90　有关外城城墙修建的进一步讨论见此处。
91　《三辅黄图》，《丛书集成》本，毕沅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5页。
92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74卷，第2页，及吴长元：《宸垣识略》，1876，第11卷，第1页。清朝时，狩猎场亦作军事操练及年度演练之用。
93　同上引于敏中书，第24卷，第7页。
94　时人称道：“李园不酸，米园不俗。”见引注92吴长元书，第16卷，第22页。有关勺园历史的详细研究资料，见洪煨莲（William Hung）教授：《勺园图录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
95　同前引于敏中书，第85卷，第1页。这个园子最初叫“澄心园”，后于1692年改称静明园。见《大清一统志》，宝善斋本，1901，第1卷，第7页。
96　同上，第26卷，第1—4页。
97　同上，第80—82卷。
98　王先谦：《东华录》，文宗皇帝咸丰十年八月。
99　《明成祖实录》，引自于敏中书，第54卷，第28页。
100　《明宪宗实录》，引自于敏中书，第89卷，第7页。
101　乾隆皇帝《御制万寿山清漪园记》，引自于敏中书，第84卷，第3—4页。
102　乾隆皇帝《御制万寿山清漪园记》，同上。
103　同前引王先谦书，德宗皇帝光绪十四年二月敕令。
104　同导言注11引葛德石书，第165页。
105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元年七月、八月。
106　此事载于《明史·成祖本纪》：
1）1403年，“八月己巳……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
明朝全国分为十五省。直隶省（即“中央政府直辖省”之意）为今南京所在地，包括今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则与今天相同。
2）1404年，永乐三年八月，“丁卯，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有记载显示，次年（1405）同月，从同一省份迁入了同样数量的移民。笔者认为，这样的重复或为错讹，在此不予考虑。
107　同上，搬迁人家的数字应该没有疑问，因为当时在此类事情上，数字的准确性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需要一点解释的是“户”这个词。在中国传统的人口登记中，至少使用过三个单位：户、丁、口。此处用的即是“户”，而传统的中国一户一般包括三代。
108　这里特别提及从山西移民的户数，可能是因为山西在所有省份中移民人数最多，而且应当指出，山西还是距离北京最近的省份。
109　见注106之1）。
110　例如，早在1417年皇城东南就建了十王府（见《明成祖实录》，引自《日下旧闻考》，第43卷，第9页）。十王府以南，有1428年为公主修建的一处宫殿（见《明宣宗实录》，引自《日下旧闻考》）。1511年，一处大米仓库分到高官朱德名下，供其修建私邸（见《明武宗实录》，引自《日下旧闻考》，第52卷，第11页）。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此处不一一列举。
111　《立斋闲录》，引自于敏中书，第44卷，第3页。
112　见《明史》之《英宗本纪》十月及《丁汝夔传》。
113　此建议最先于1472年由蒋贵提出（见《明史·蒋贵传》）；焦链和毛伯温亦于1542年提出了相同建议（见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3卷，第3页）；又有人于1550年第三次提出了此建议（同上）。最终，外城城墙于1553年建成（同上）。最初的想法是环绕北京全城修建外城墙，但未能付诸实践。
114　同前引孙承泽书，第3卷，第3页。
115　同第98引王先谦书，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月诏书。
116　同上，顺治五年（1648）八月诏书。
117　S. W. Williams（S. W.威廉姆斯）于1848年写道：“（北京）北城（即内城）1644年为满人所据，用作兵营、住宅，政府从汉人手中购买房产，供给满族军官。但是，由于这些人不似本地人那样节约俭省，很快便需要将房产变卖，住进较次的住宅里。因此，此时北城大部分又为中国人所租占了。”见The Middle Kingdom, London, 1848, vol I, p. 58.
118　同117引S. W. 威廉姆斯书，第I卷，第55页。
119　同上。
120　Archibald Little, The Far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5, p.34. 这一估计所据来源并未提及。
121　L. Richard, Geographic de l'Empire de Chine, Shanghai, 1905, pp.78-79.
122　夏之时书的英文版由甘沛澍（M. Kennelly）翻译、修订、增订，书名为L. Richard'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 Shanghai, 1908, p. 71.
123　孔赐安（H. O. K'ung）：《中国六大城市人口增长情况》，载《中国经济月报》，上海：工业部外商局，第20卷，1937，第3期，第305页。北平人口众多，主要缘于其政治地位，中华民国是从北平施政，而从满族旧政权到民国的权力移交，是和平进行的，没有波澜。因此，民国初年北平的人口可以看做是沿着晚清时期以后的一个标准曲线增长的。
124　北京郊区的人口在1925年之前没有进行过统计。1925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给出的城市人口总数是1,266,148，比前一年统计的城墙以内人口数量多383,572（见前引孔赐安书）。这样，按1924年到1935年间全市（包括内城和郊区）人口2.36％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减去二十年间郊区的人口增长数，可推算出1905年郊区人口应约为240,000人。
125　Sidney Gamble (甘博), Peking: A Social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Appendix III, p. 412.
126　同上，第95页。
甘博考虑到北京城整体人口密度，有如下论述：“北京面积为194平方里，全城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里4289人（每平方英里33,626人），相当于美国同等面积城市人口密度的两到四倍。美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为的每平方英里8260人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每平方英里15,600人不等。而且不能忽略，北京房屋全部为单层。”（第94页）1911年英国利物浦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4,192人。
127　见脚注113。
128　在明代北京城的这一地区尚不具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见翟宣颖：《北京建置谈荟》，《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8页。
129　此图据甘博地图绘制，见注126引甘博书，第214页。
130　同注122引夏之时书，第71页。
131　马可·波罗称，“（汗八里）每一城门外均有一关厢住宅区”（同注5引马可·波罗书，第412页）。但是马可·波罗提及的城门，只有四座留存至今，即如今内城东边的东直门、朝阳门和西边的西直门、阜成门。
132　《金吾事例》，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
133　格里菲丝·泰勒（Griffith Taylor）教授在其北平研究著作Urban Geography,（p. 28）中特别提到了东郊。
134　元朝时，每年来自全国的漕米总量在300万担至350万担之间，大部分产于长江下游。明清时，正常年份的供应量自1472年起便固定为400百万担（按现代度量制度换算，1担＝100斤；1斤＝0.5公斤）。见第二章注42引钱穆书，第499—501页。
135　侯仁之：《靳辅治河始末》，载《历史年鉴》，第2卷，1937，第3期，北平：燕京大学。
136　《明成祖实录》，永乐五年（1407）五月，引自《日下旧闻考》，第84卷，第28页。
137　《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1471）十月，引自《日下旧闻考》，第89卷，第4—7页。
138　运河重修最初由杨茂于1470年筹备，1471年杨鼎、赵翼跟进，1479年完工。详细情况见《明宪宗实录》，引自于敏中书，第89卷，第4—7页。
139　如今，从玉泉引流的只有一条窄小河渠，流向东南。此河渠仍叫金河。
140　《明宪宗实录》，引自于敏中书。
141　同上。
142　1507年、1512年、1513年均有人试图重开运河，但均未成功。见吴仲：《通惠河志》，《玄览堂丛书》本，第1卷，第7页。
143　《明世宗实录》，引自于敏中书，第89卷，第10—11页。
144　此河后来称为“内河”，是相对于天津和通州之间称为“外河”的大运河河段而言，外河后来更名为里漕河。参见1）《畿辅通志·舆地》之《山川》，第2卷；2）于敏中书，第88卷，第4—5页；3）注95引《大清一统志》，第5卷，第1页。
145　《大清一统志》，第5卷，第1页。明代晚期（1621—1639）时，还有人提议过其他类似工程，实施与否不见记载。见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3卷，第6页。
146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101卷，第2—3页。
147　同上，第84卷，第1页。另见本书此处。
148　当时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对此有明确记载：“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四部备要》本，第129卷，第6页。其巨大财富部分建立在当地巨大生产力上，而后者是通过兴建大型灌溉工程而获得。详细探讨见注56引冀朝鼎书，第75—80页、第87—89页。
149　同第三章注66引冀朝鼎书，第143—146页，《海河流域开发为重点经济区的尝试》一节。
150　同上，第133—139页。
151　同上，第144—145页。
152　海上蒸汽船最初于1872年引进，常年用于漕粮运输。28年后，漕粮缴纳体系完全废除。见第四章注81引郑肇经书，第142—146页。



附录一　北平历史沿革表1

1．此图表主要依据《顺天府志·地理志》之《沿革考》，1886年版，第35卷，第1—19页。
2．对“郡”的解释参见本书此处，广阳郡在原表中没有提到，它被添加在这里主要是根据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丛书集成》本，第1卷，第6—7页

3．314年，蓟城被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就是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占领。见《晋书·载记》，引自《顺天府治》，第35卷，第22页。
4．原表中没有标明。
5．原表中没有标明。

6．根据《五代史》增补，《四部备要》本，第135卷，第2页。
7．938年，该地区名字从“蓟”变成了“蓟北”，“蓟”从此不再使用。但需指出，在唐朝，约730年，另一个地区开始用“蓟”作为地名，就是今天的蓟县，位于北平东北约60英里（约96.6公里）。
8．“府”，是介于省（后叫做路）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




附录二　古城研究文献来源
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各国的学者对北平古城作了大量研究，撰写了许多文章。在详细综述前，有必要对之前学者的研究作一个概括。尽管他们的工作并不完善，但可对现在的研究提供重要帮助。现将最重要的作者及其著作和相关信息罗列如下，作为后续叙述的指南。
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1650（？）。
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文献，共70卷，有许多有关老北京的重要描述。作者生活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但此书的初版时间不确定。
2．于敏中：《日下旧闻考》，1774。
《日下旧闻》的初稿由清朝初年著名学者朱彝尊编纂，十七世纪晚期他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学生的帮助下，朱彝尊收集了至他的时期为止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描述北平及其皇城的中文文献，并根据题材重新分类、排序。之后，以于敏中为主编的一批学者根据朝代顺序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和扩编，又增加了“考”。全书共160卷。其中有大量引文出自现今已佚失的古书。
3．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
和前两本书相比，此书篇幅较小。它主要依据《日下旧闻考》，并增加了作者的个人评论和地图。此书部分由哈辛斯·比却林神父（Father Hyacinth Bitchurin）翻译成俄文，并于1829年经费菲力·德·比尼（Ferry de Pigny）由俄文译为法文（Description de Pèkin avec un Plan de cette Capital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译本是欧洲了解北平的唯一资料来源，很多编者都从此书中引用了有关北平的描述。
4．赵翼，1）辽燕京，2）金广燕京，3）元筑燕京，4）明南北京营建，1795。
以上是作者的《廿二史记》里的四个条目。他的讨论都是基于历代的文献记载。
5．贝勒士奈德（Emil Vassilievich Bretschneider）：《北京及周边考古历史研究》（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1875。
作者为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他1866至1884年在北京生活。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vol. VI, 1875, nos. 3, 5 and 6）。又于1876年由设在上海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重印成册。法文译本由葛林德（V. Collin de Plancy）翻译，1879年出版。除了关于北京城内遗迹的记叙外，此书对已毁的元朝宫殿及不同时期的河流系统作了详细描述。他的研究基于中文文献和田野考察。作者的朋友莫仑道夫（O. F. von Möllendorff）为田野考察提供了帮助，并通过他自己的考察为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正。见O. F. von Möllendorff, "Ancient Peking," Chinese Review, vol. V, July 1876-Jue 1877, pp. 383-386。
6．缪荃孙：《顺天府志》，1884。
此书也是一部以编纂方式著成的重要著作。缪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就北平古城址的研究特别撰写了一段文字（第一卷）。还可参见其作品集《艺风堂文集》，1901。
7．樊国梁（Alphonse Favier），《北京：历史和描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1897。
这是一本巨著，但内容与书名不太相符。此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中国历史和习俗的描述，北平的地方史只在介绍部分有所涉及。1928年，一本类似的书在北平出版，图书作者的名字却是哈伯里希（Hubrecht），书名为《北京城的伟大与恢弘》（Grandem et Suprematic de Peking），基本是上一本书的重印，几乎没有内容的改动。
8．震钧：《天咫偶闻》，1903。
作者是祖居北平的满人。他对这座城市和当代时事有着最直接的感受，笔触生动、简洁。此书共十卷，最后一卷是关于古城址的讨论。1
9．那波利贞（Noha Toshisada）：《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A Study of the Extent of the Cities of Nan-ching and Yen-ching of the Liao and Chin Dynasties），1928。
这是一篇重要文章，作者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最初于1928年以日语发表，作为高濑惺轩60岁寿辰的献礼。刘德明将其译成汉文，发表于《中和月刊》（第2卷，第12期，1941；第3卷，第1期，1942）。那波利贞参考了前面提到的所有作者的作品，以及另外两位日本汉学家的著作。第一位是内藤虎次郎，他在1900年出版的《燕山楚水》中对古城遗迹作了一些评述。另外，日文的《北京志》中也有一章专门研究古城址，该书于1908年由日本“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制。那波利贞认为，这一章是服部宇之吉撰写的。除了参考已出版的著作外，那波利贞还对北平城遗迹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
10．奉宽：《燕京故城考》，1929。
作者也是居住在北平的满人。这篇文章发表于《燕京学报》（第5期，1929，北平：燕京大学），是同类文章中最为全面的。作者也进行了实地考察。
11．普意雅（G. Bouillard）：《北平疆域沿革与城墙的简要说明》（Note succincte sur l'historique du territoire de Peking et sur les diverses enceintes de cette ville），1929。
该文章发表于《远东古物博物馆会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utiquities，斯德哥尔摩）第1期。文章的第一部分是有关当地历史的内容，第二部分专门研究古城址，并用四幅彩图加以展示。作者在民国早期作为铁路工程师受聘于中国政府。他还出版了一本题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Péking et ses Environs）（1922）的书和一本依据实测资料绘制的《北京及周边地图册》（Carte des Environs de Péking, 1:2500，1922—1923）。
12．朱偰：《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1936。
朱偰，北平故宫博物院荣誉顾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北平从元朝至晚清时期的皇家宫殿、园林、庙宇、和陵寝的文章，其论文结集题名为《故都纪念集》。本文描述了辽金时期的城市及宫殿，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第1期，1936）。
13．周肇祥：《辽金京城考》，1941。
该文章发表于《中和月刊》（第2卷，第12期），除了加入少许新证据外，主要是基于奉宽的研究。
14．崇璋：《辽金土城谈》，1941。
该文章也同样发表于《中和月刊》（第2卷，第12期）。主要是依据震钧的研究，并增加了作者的个人观察。
 
以上提到的这些著作和作者当中，前四部和第六部主要是编纂性质的。这些作者在注释和考证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辛苦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全面搜集了散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珍贵史料。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果不借助实地的考察，就无法获得满意的解答。贝勒士奈德是在这方面的先行者，他是开展初步实地调查的第一人。他确认了鹅房营周围的土墙残垣是金中都的遗迹。这是有关金中都原始城址的最可靠的证据，而这些情况是古人记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若是充分利用了当时可以收集到的古代文献，贝勒士奈德是很有可能复原出金中都的整体规划的。可惜，他失败了，缘于他参考的历史文献资料实在太不完善。
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立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一方面掌握了中国学者们编纂的卷帙纷繁的古代文献，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贝勒士奈德实地考察的成果。此外，1884年出版的重要文献《顺天府志》也为他提供了适时的帮助。但可惜他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获得更丰富成果的机会又一次流逝了。但是，无论樊国梁的研究结果多么粗糙，他仍是第一个试图通过一系列地图来展示北平城在不同时期的城址的人。他的研究结果也普遍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2
当樊国梁从贝勒士奈德的实地考察成果中获益匪浅的时候，另一位中国人在完全不了解当代西方学者的成果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摸索着。他就是满族学者震钧。他不仅是中国学者中进行野外观察的先驱，更是第一个试图用地图的形式来展示自己调查结果的人。正如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的那样，野外考察的发现让他欢欣鼓舞。但由于震钧缺少必要的科学训练，研究工作无法达到预期的成效。和贝勒士奈德士的田野调查相比，他的个人观察还远不够系统和完整。因此，他的研究结果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接着是一个长期持续调查的重要阶段。关于这一主题，来自三个国家的三位学者分别完成的三篇一流著作同时出版。第一篇由日本汉学家那波利贞所著，于1928年在东京出版。一年之后，中国学者奉宽和法国工程师普意雅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奉宽的著作在北平出版，普意雅的著作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它们标志着整个研究过程达到顶峰。但是，最让人称奇的是，三人的研究工作是分别进行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还有另外两人在从事完全一样的研究。他们大部分的历史证据来源相同，他们在同一片田野上跋涉，观察着同样的遗迹，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尽管他们研究的结果并不相同，最终的结论还没有得出，但持续不断的努力将这项研究工作推向了高潮。
在过去的十年间，又增加了三篇文章。但它们在各方面都没有取得进一步的贡献，甚至文献的参考也很有限。第一篇文章为朱所写。尽管他已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北平古迹研究的著作，但这篇文章显然是失败的。有人批评他忽视了前人的最重要的著作，这一批评是中肯的。3另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周肇祥和崇璋。前者对奉宽的研究增加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历史数据，后者仍然坚持震钧的旧理论，而没有意识到在过去40年间里这一研究已取得巨大进步。
在此，我制作了三个表格，列举了以上提到的作者的最重要的证据和结论，而无论其正确与否。每个表格只关注某一阶段的一个城市。第一个表格是关于唐朝的城市，另外两个表格是关于辽、金的城市。金朝之后则是元大都，或称汗八里，这部分内容在第七章有详细的阐述。
每个表格按照时间顺序纵向排列作者，横向则列出了每条考证（或结论）。每栏里的数字表示证据（或结论）出自在原著的哪一页。这样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在过去三百年来所有重要证据和结论的累积过程。每个表格都配有一幅地图，用以显示樊国梁、震钧、那波利贞、奉宽、普意雅和朱的研究成果。笔者希望这样可以将描述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格1　唐（618—907）幽州城





图47　唐幽州城



表格2　辽（916—1125）南京城





图48　辽南京城



表格3　金（1115—1234）中都城







图49　金中都城
注释
1　见奉宽的评论，北平：《国民新报·禹贡周刊》，第2期，1946年3月28日。
2　樊国梁著作在北平出版14年之后，一部由C. 马特罗列（C. Madrolle）编纂、名为《北京及其周边》（Pekin et ses Environs）的旅游指南在巴黎发行（Guide Madrolle, no. 12,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11）。这部指南详细描述了北平城的历史，而这在旅游指南中里是不常见的。而且，其中还有一系列表现北平城在不同时期遗址的手绘图。尽管作者没有提到他的资料来源，但很容易看出与樊国梁研究的一致性。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唯一不同之处是有关唐城西城墙的位置推断。樊国梁认为它在今天的法源寺东面，马特罗列则认为在其西面。而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我不打算列出所有参考樊国梁或马特罗列的作品，以下只挑选几例：
梅斯（Maes），《北京天主教简报》，1904。
库寿龄（S. Couling），《中国百科全书》，1917。
甘博（S. D. Gamble），《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
裴丽珠（J. Bredon），《北京纪胜》，1922。
喜仁龙（Osvald Sirén），《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
最近，泰勒教授在他的著作《环境，农村和城市》（"Environment, Village and 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XXXII, March 1942, no. 1, pp. 1-69）中绘制了几张图，以来表明“北京城的演进”。这部著作也部分纳入了他近来的一些作品中，如《我们的文明演进》（Our Evolving Civilization, 1946, pp. 206-209）和《城市地理学》（Urban Geography, 1949, pp. 26-29）。它们也依据出现在《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地图。
3　见刘敦桢的评论，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4期，1937。



附录三　古城遗址
在讨论北平古城遗址之前，很有必要先阐明一下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汉语中，“城”指城墙，也指有城墙所包围的地带，若非有城墙，它就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城。因此，中国城市最基本的特征就应当是环绕其四周的护城墙了。瑞典学者喜仁龙写道：
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它们环绕城市，并把它划分为地段或场院。墙垣比任何其他建筑都更能反映中国居民区的共同基本特征。在中国北方，没有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没有城墙。中文里，“城市”和“城墙”这两个概念都是用“城”这同一个词来表示，因为在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正如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象的一样。一个居民区，无论它多大、多重要，也无论它治理得有多好，只要没有城墙为其确定范围并把它围绕起来，那它就不能算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1
自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华北平原上的居民们便开始建造他们的城——中文意义上的城。2这一点可从中国历史上商朝人使用的“城”字上得到词源学的证明。顾立雅（H. G. Creel）这样描述道：
商朝人提到他们的自己的城市时，最常用的字便是。这个字的上半部分代表一块围起来的场地，下半部分是一个蹲坐的人。上下结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圈起来供人居住的场地”，即一座城市。3
由此可见，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汉语中的“城”字都指一个四周有城墙的居住地。下文讨论中所提到的“城”严格遵循这一含义。



1．关于古蓟城城址的问题4
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道的，在现今的北平城上，抑或是附近，建立的第一座城就是蓟城。严格来说，目前还没有一条史料可以直接指明其所在的确切位置。只有在公元六世纪初的《水经注》中，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相关的记载。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5
明朝（1368—1644）《长安客话》的作者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还认为现在北平西北郊一处残墙即为所谓的蓟丘：“今都城德胜门（北平北城墙的西门）外有土城关，相传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蓟丘旧有楼馆，并废，但门存二土阜。”6
后来，清朝（1644—1911）早期乾隆皇帝命人在这个废墟上立了一块碑，该碑一直保留至今，其上的题词和诗文指明此处原是古蓟城的一座城门。7
西方学者如樊国梁、马特罗列以及普意雅均相信乾隆皇帝碑文所言，并且都在地图上现在北平城的西北角外侧标记一个方块，以表示古蓟城的位置。
然而，稍作思考，上述论断便难以立足，原因很简单：那个被以为是古蓟丘、且有乾隆皇帝所立碑石的城墙遗迹，实为元朝（1260—1368）汗八里的遗迹。8除非有进一步的证据被发现，否则我们绝不能相信古蓟城就在此处。一篇由皇帝御题的碑文不应当影响我们对科学真知的追求。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水经注》原文信息的价值。它清楚地指明：“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既然作者所提到的城是指“今城”，显然它在作者生活的年代依然存在。但是，《日下旧闻考》引用的同一段文字中，“今”字被漏掉了。9《水经》原作成书于公元四世纪，其注文完成于六世纪初。倘若如此，那么蓟城的遗址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六世纪都未曾发生变化。10可惜那个叫做蓟丘的小山丘现已无从考证，古蓟城的确切位置恐怕也湮没无闻了。



2．唐（618—907）幽州城的位置
目前可探寻到最早城址的是唐代的幽州城。前辈学者们为了确定其位置所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证据详见附录二的表1，除此之外，尚未有更多的发现。但要复原幽州城的全貌，这些材料还是不够的。只有表中的第二条材料有助于确定幽州城的位置，它明确说明了现在南城西部的法源寺，亦即悯忠寺，当时位于幽州城的东南隅。11若此说不误，则幽州城的东城墙和南城墙应该就在法源寺附近。但据我所知，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有关幽州城南城墙的证据。
奉宽考证的东城墙的位置确实可信，但是他的错误在于将其向南延伸过长，导致法源寺几乎处在了南北墙中间的位置。这是因为他参照了文天祥《虏廷事实》中的一段描述：“燕山京城东壁，有大寺一区，名悯忠。”12
据附录一：《北平历史沿革表》，燕山城得名于公元1123的北宋时期，南宋爱国志士文天祥在1276年被蒙古人押解到燕山之前，从来没有到过这里。13因此，文天祥所描述的是多年之后的燕山城（即金代的中都城），其东城墙比唐朝时期向南延伸很远。14这就是为何他记录悯忠寺在“燕山京城东壁”，而非“幽州城东南隅”。文天祥所言属实，只是奉宽误引了上面的一段话，与唐代的幽州混淆了。
关于北城墙的位置，今北平城北内发现的两座带有墓志的唐代墓葬十分重要。其中一篇墓志记述其在幽州城东北五里处，另一墓志则记载其位于幽州城正北五里处。如果两座墓相距不远，幽州城北城墙的位置就不难确定。但是，如附录二中表1所述，第一座发现于西安门内（条目4），而第二座墓在中国大学校园内（条目9）。两处墓穴由东北向西南相距2.5里多。15这一明显的差距，使墓志上明确提到的数据失去了价值，进而导致北城墙的位置难以确定。我个人认为，第一方墓志上所记载的数据可能更可靠一些。
至于西城墙，我们非常确定，现在南城西城墙外的天宁寺位于唐代幽州城内。16但这还不足以确定唐幽州城的西界。那波利贞认为，今白云观以西的土城台是唐代幽州城唯一的残迹。17他的观点可能是对的，至少，幽州城的西边界线离他所说的位置不远。那波利贞的观点还须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但至今未有人做过此类工作。
最后，唐代晚期的《元和郡县志》中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引文，说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18。此处所说的蓟城就是幽州城（参见《北平历史沿革表》）。如果这样，那么幽州城就应当是矩形的，而非之前大部分学者们所认为的正方形。不过，此处所记录的实际距离是否可靠也值得怀疑。19
对以上讨论的总结，参见图50。

图50　唐幽州城规划图



3．辽（916—1125）南京城
所有重要的中国学者都认为辽南京城就是唐幽州城（见附录二，表2）。虽然他们对唐幽州城的准确范围意见不一，但这一主张总体说来还是可信的。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辽代对幽州城作过改建，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此时它还只是陪都。直到金朝，它才成为国都，也是到那时这座城市才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建。



4．金（1115—1234）中都城
金都城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东、南、西三面都有扩展，北边则可能保持了原状。
关于东墙的扩建，下面一段引自《金史》的文字别有一番趣味：“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20这是有关辽南京城扩建的确凿史料。
然而，有关金中都南墙扩建的史料证据就不那么确定了。同上引文类似，《金史》中还有如下一段记载：“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上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家本怦后，诏赐钱三百贯，改葬之。”21
基于这条史料记载，赵翼和缪荃孙两人都得出了金中都南墙曾经扩建的结论。22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上述引文就会发现，它既没有提及辽南京城是否向南扩建，也没有明确南苑是否位于金中都城内。那座墓可能是位于辽南京城的南墙之外，后来才被纳入金中都城内。根据“南苑”的名字，也可作同样的假定。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推理，听起来十分合理，但在未找到切实证据之前，我们还不能将其视为确切的事实。至于中都城的西面，目前还没有任何文献证据表明其曾经有过扩展的情况。
当然，对金中都的复原工作并非只是依靠文献记载，最有价值的证据是保留至今的金中都外墙的遗迹。在今天的北平城郊，仍能发现金中都外墙的遗迹。最明显的就是在鹅房营村附近遗留下来的中都城墙的西南角。贝勒士奈德首次记录了这些遗迹，他亲眼目睹的情况如下：
在彰义门西南约八里处发现了一处古城墙遗址，该遗址距离今汉城（即南城）南城墙上的西门右安门大约有八里。从右安门出发向南走两里，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河，河水流过低洼的沼泽化草甸，形成星罗棋布的小水塘。沿河北岸而上若干里，有一处古城墙遗址，高20至30英尺，与河流平行延伸七里有余，且大部分保存完好。在鹅房营村处，该城墙折而向北。这里显然就是古城的西南角。该城墙在与石头路相接之前就消失了……按照流行的说法，这段古城墙属于以前的金中都城的一部分。这一说法与中国学者们认定的金中都位置是一致的。23
这些从鹅房营村向北、向东延伸的古城墙残迹，是有关金中都城址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沿着鹅房营村古城墙向东延伸的投影线，在马家堡村北部发现了同一座城墙的另一小段。24因为它离现在的北平城较近，所以只有一小段保存了下来。这段城墙仅有0.5里长，最早是由那波利贞认定的。25
在今天白云观的北边，还发现了另外两段相邻的古城墙遗迹。26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古城墙，比如，早在1423年，当时的名臣和学者杨士奇在他所写的《郊游纪》中就有如下的描写：
出平则门，望天王寺、白云观，在城西南五六里，将驰赴之。……稍前度石桥，入土城，望白云观可一里。土城者，辽金故城也。其遗址独西北一隅间存，亦间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27
从杨氏的描述看，他也许并不知道这座古城还有其他几段城墙也留存了下来，因此错误地认为他所见到的那部分残垣就是古城墙的西北角。但他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这段古城墙遗址在十五世纪初的面貌。他描述的那段残垣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这段古城墙往西约两里处，有一个叫做会城门的村落。会城门是当时金中都北城墙上的西门的名字。事实上，这个村落就是在古城门遗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当年城门的名字也因此得以保留至今。然而，如此简明的事实，在那波利贞和奉宽之前，从未有人指出过。不过，那波利贞错误地认为金中城的西北角就在黄亭子，并且声称会城门村和黄亭子处在一条东西向的直线上。因此，那波利贞所认为的中都城北城墙比实际的太过偏北，他也完全没有注意到白云观北边的古城墙残垣。28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金中都东城墙的位置，这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北平南城西部早就与中都城的东部重叠，所以中都城的东城墙没有任何残迹保存下来。不过，在如今的南城修建之前的明朝初年，确有一道残破的城墙存在过。幸运的是，有一位名叫刘定之的见证者记录下了这个情况：“梁氏园在今京师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旧城者，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29
虽然那段城墙遗址消失已久，梁氏园的原址现今尚可考证，因为它的名字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通常被叫做梁家园。“家”就是“氏”的口头说法。虽然它已不再是一个园林，但其园林的大体形状尚可辨认。
此外，奉宽确信，虽然金中都的东墙比辽南京的东墙大大向东扩展，但是辽代位于城郊的海王村到金代仍然位于中都城的东墙之外。30根据1770年发现的辽代李内贞墓碑，可以证实海王村的位置就在今琉璃厂街。31这条街的西端点恰好落在穿过梁家园东端的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因此，根据海王村的位置，我们可以断定，梁家园外的那段残垣正是金中都东城墙的遗迹。
依靠上述论证，便可精确地绘制出金中都的规划图。（图51）

图51　金中都城规划图
注释
1　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1924, pp. 1-2.
2　Herrlee Glessner Creel (顾立雅), 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1936, pp. 69-71.
3　同注2引顾立雅书，第71页。
4　古蓟城与今东北部的蓟县不同，今蓟县沿革只能上溯到公元730年。
5　《四部备要》本，第13卷，第21页。
6　引自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167卷，第4页。
7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8卷，第4页。
8　见第七章论述。
9　同上引于敏中书，第107卷，第4页。
10　见第195—196页的论述。
11　见附录二，表1，条目2和表2，条目9、10，及表1和表2后附地图。奉宽的理论认为，唐幽州城在其后年间没有改变，即辽代南京与唐幽州城完全相同，因此他对辽代南京城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幽州。
12　引自奉宽：《燕京故城考》，第887页。
13　见《宋史·文天祥传》。
14　详见后文论述。
15　如果按常理推算，唐代单位制下的1里比现在短，那么此处的差别就更大。
16　见附录二，表1，条目1。
17　见附录二，表1，条目5。
18　引自《郡国志》中李吉甫的《元和（806—821）郡县图志》，1882年版，第3卷，第3页。
19　据前引那波利贞书（第3卷，第8页），唐代幽州城在现在单位制下，东西长为七里又余，南北五又二分之一里。
20　《金史·蔡珪传》。
21　《金史·刘传》。
22　见附录二，表3，条目6。
23　同第二章注33引贝勒士奈德书，第171—172页。
24　见附录二，表3，条目8。
25　见附录二那波利贞书，第3卷，第81—82页。
26　见附录二，表3，条目7。
27　同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64卷，第22—23页。
28　同第四章注87引孙承泽书，第3卷，第93—95页。
29　同上，第4页。
30　见附录二，表3，条目13。
31　见附录二，表2，条目2。



附录四　北平附近的河道变迁
1．早期的河道（六世纪）
公元六世纪的著名地理著作《水经注》最早记载了蓟城周边的河道信息。这些史料弥足珍贵，因为它详尽记载了这些河道与古蓟城的相对位置。诚然，六世纪早期蓟城的准确位置还有待考证，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历史资料和笔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古蓟城与唐幽州城的位置是基本一致的。
《水经注》中提到了三条和蓟城密切相关的河流，即水、洗马沟和高梁河。水是现在浑河的旧称。洗马沟是古时一条小河的名字，现在我们仍在能在南城的西部找到它的河床遗迹。古高梁河尚存一部分河段，但是已经变换了名字；另一些河段则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出于不同原因大量向其他河道引流而消亡。不过，在六世纪初，洗马沟和高梁河都是水的支流，《水经注》也记录了这两条河流与蓟城的相对方位。
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将《水经注》的原文整段加以转述，而仅节录那些对复原这些河流故道至关重要的文字。节录的每一段文字都根据《水经注》原文的叙述顺序加以编号。



A．水（今浑河）
（1）“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
（2）“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
（3）“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
（4）“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
（5）“其水又东入水。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
（6）“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
（7）“《魏土地记》曰：清泉河上承桑干河（今浑河上游河道旧称），东流与潞河（今北运河的旧称）合。水东入渔阳，所在枝分，故俗谚云，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盖以高梁微涓浅薄，裁足津通，凭藉涓流，方成川畎。清泉至潞（即今通州，古时因潞河流经此地而得名‘潞’），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漫难寻故也。”1
 
以上节录的《水经注》内容清楚地表明，如果古蓟城与唐幽州城的地理位置相同，那么六世纪早期的清泉河河道则与今日的浑河河道大相径庭。幸运的是，这一假说被上面的第五条引文证实。这则引文记叙了燕王陵中的伏道直通蓟城的故事，这对目前的研究来说似乎无足轻重，或许可以看做是郦道元写进《水经注》中的一桩轶事，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而且郦道元也坦言，他并不知道这位燕王的名姓。实际上，正是这则记载，为我们揭开古蓟城城址的谜团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附录三关于辽南京和金中都城址的讨论中，笔者曾引用《金史》中的一段话来证明辽南京城的东部曾由海陵王下令扩展。这段引文对这里的讨论也大有裨益：“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大定九年（1173）诏改葬于城外。”
显然，《金史》里的“两燕王墓”与郦道元《水经注》里的“燕王陵”是同一处墓葬。由于不同史料里的记载不尽相同2，关于这两位燕王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一直到十二世纪，才有了确切的证据。这种状况或许是因为郦道元不能确定两位墓主身份，而坦承“竟不知何王陵”的缘故吧。
1173年，当这两座陵墓迁出金中都城时，墓主的身份终于揭晓。棺材上的铭文证明东边的陵墓属于燕灵王刘建，西边的属于燕康王刘嘉。燕灵王刘建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在位）的第八子，刘嘉也必定是属于同族的后人。3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六世纪时蓟城在燕王陵的西北。而根据《金史》的记载，这两座燕王陵墓位于辽南京城的东郊。笔者曾在附录三中提到，辽南京城的东城墙和唐幽州城的东城墙是同一处。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唐幽州城与六世纪早期的蓟城城址相同，而且在现存的史料中，也看不到从六世纪早期到唐朝，该城城址曾发生过变动的记载。虽然，从早期城址在元代之前是否发生过变化尚存疑问，但至少我们有确定的理由相信，六世纪早期及其以前的三百年这段时间里，蓟城城址一直未发生变化。从郦道元引用的若干早至三世纪的文献，可以看出这些河道与郦道元时代的蓟城的相对方位和距离是没有变化的。三世纪的《魏土地记》即是其中的一例。其他的相关文献在后面还要陆续提到。因此，一旦古蓟城的城址可以确定，水以及下面将要讨论的洗马沟、高梁河的河道就可以绘制出来了。



B．洗马沟
（1）“水上承蓟城西之大湖。”
（2）“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
（3）“湖水东流为洗马沟。”
（4）“侧城南门东注。”
（5）“其水又东入水。”4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西湖，长期以来被中国学者误认为是位于今北平城西北约五英里（约8.04公里）的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因为它在明朝时被称作西湖。5根据洗马沟与蓟城的相对位置和方向判断，洗马沟发源的湖泊应该距这座城市不远，而且，它必定在城的西面。现在，在今南城的西郊，有个方圆一里的浅水塘，名为莲花池。雨季时，会有溪水由此向东南流入护城河。6笔者认为，这才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西湖。这个湖泊的消失很可能是因为十世纪时被桑干河的泛滥河道所淹没。7



C．高梁河
（1）“高梁河……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
（2）“东注，迳燕王陵北。”
（3）“又东迳蓟城北。”
（4）“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
（5）“水又东南入水。”
（6）“《魏土地记》曰：……故俗谚云，高梁无上源……盖以高梁微涓浅薄，裁足津通，凭藉涓流，方成川畎。”8
 
根据以上的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幅六世纪初期蓟城周边地区的河道分布图（图52），地图上各条河流旁边的标号与上述引文的序号一一对应。

图52　根据《水经注》复原的六世纪初的水道分布



2．浑河（七世纪早期）
七世纪早期，水或清泉河在《隋书》中被称作桑干河。从那时起，水和清泉河这两个名字就不再使用了。桑干河这个名字一直被保留到今天，只是现在专指河流的上游河段。
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大业七年，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坛，……行宜社礼。”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成书于十一世纪，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内容如下：
大业八年（612），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9
耐人寻味的是，蓟城被当做是与高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基地，而当时的政治中心远在南面的黄河流域。通过沟通若干河流，一条南起黄河北至桑干河的大运河建成了，这在正文第四章已经充分讨论过。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蓟城和桑干河的地理关系。上述两则引文对此虽然没有直接明确的描述，但是根据隋朝社、稷二坛建在蓟城以南桑干河畔的事实，笔者倾向于相信，七世纪早期的桑干河河道与前文所讨论的六世纪初的河道相比，变化不大。并且，在这段时间里，蓟城城址也没有发生过迁移。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显示，在此后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河道也没有发生新的改变。



3．浑河（十世纪后期）
下述引文源自《宋史·宋琪传》。宋琪曾在宋朝任吏部尚书，是幽州（即后来辽代南京城）人。他对幽州周边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989年，当宋太宗准备发动对辽的军事行动时，宋琪上疏曰：
大举精甲，以事讨除，灵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径路所趋，不无险隘……挟山而行，援粮而进，涉涿水，并大房，抵桑干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从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10，是桑干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余里。……其桑干河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大军如至城下，于燕丹陵11东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狭，桑水必溢。可于驻跸寺东引入郊亭淀12，三五日弥漫百余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贼骑来援，已隔水矣。视此孤垒，浃旬必克。
这段文献对于现在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它清楚地说明，桑干河距幽州城很近。根据附录三的分析，这座城和唐幽州城的城址完全一致。
只是，桑干河的流向似乎向北偏移了一些，但其准确位置尚难以确定。不过，我倾向于相信这条河流在经过今天的石景山之后，折向东流，然后绕幽州城的西、南面流淌，最终注入了幽州城东南面的古河道。这一段河道沿用了桑干河的旧称。
贝利·维理斯也找到了这条流经今南城西部的河流的地质学证据。
从汉城（即南城）的西门往西三英里，通往卢沟桥的路上，分布着粗砾石夹杂着细沙，一直延绵至浑河。这些粗砾石很明显是浑河最近几次在平原上摆动时留下的。其间还散布着从其他地区吹来的沙子和尘土堆积而成的沙丘和土堆。13
据我们所知，从金朝中期以后，浑河位于今北平城西南的卢沟桥上游的部分，就再未发生过河道变化。尽管有文献记载曾经发生过洪水，但是最远也从未波及城市近郊。所以我猜想，这些接近城区分布的沙砾，是否是辽代时河水流经城西地区时遗留下来的。
至于南城，我们则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桑干河曾流经此地。宋代官员王曾曾出使辽国，抵达辽国都城。他对此次行程有过详细记载。
自雄州白沟驿14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南即桑干河。15
由于这些记载是曾经亲临此地的人留下的，其可靠性自然毋庸置疑。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众所周知，前文所提到的卢沟河即桑干河的又一名称，而这则文献表明这两条河流同时存在，桑干河流经辽南京城的南郊，而卢沟河的河道则在南京西南六十里外，并且非常接近良乡。而且卢沟河的河道和今日良乡东部的浑河河道基本一致。有可能吗？
唯一的合理解释是：这条河流在十世纪从山地流至平原时分成了两条支流，一条流向东南，被称作桑干河；而另一条直接向南流去，被称作卢沟河。大概由于卢沟河这一分支的河道更为笔直，它的流速便日渐增加。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水流入卢沟河，最终东南分支的河道干枯废弃，桑干河也就随之消失，卢沟河则承接了上游河道带来的所有流水。这次变迁极有可能发生在十二世纪早期，也就是辽金混战朝代更替的多事之秋。这可能就是此次河道变迁未曾被载入史册的原因。
要想全面复原这个时期幽州附近的河道变迁，还需要讨论一下高梁河的问题。979年，宋朝军队和辽代骑兵在高梁河畔打了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史称“高梁河之战”。这次战役发生的具体位置已经很难确定。在宋琪的奏疏中，他曾建议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即桑干河），灌入高梁河”。根据本书第三章的分析，这个建议应该是在三世纪的一次水利工程完工后提出的。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高梁河十世纪时仍在幽州城北部。而且它也流向城东，最终汇入东南部的桑干河，如同它在六世纪早期流入清泉河一样。这在乐史编写的宋朝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有记载：“高梁河，在县东四里，南流合桑干水。桑干水，自西北昌平县界来，南流经府西，又东流经府南，又东南与高梁河合。”16
这里记载的高梁河河道和六世纪早期的高梁河河道相比，唯一的不同在于从河道到城东边的距离。最初它是在城东边十里，现在则是四里。笔者认为《太平寰宇记》中的四里是误记，因为在汉语中“四”和“十”的发音非常地接近。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上述论证，笔者绘制了另一幅地图（图53）。它只是展示了河道的大致方向，因为精确的河道位置已无从考证了。

图53　十二世纪初辽金时期北平周边地区的河道分布



4．浑河（自十二世纪以来）
1153年，金朝重建了中都城之后，我们发现桑干河已经消失了，卢沟河则成为当时中都附近唯一一条南流的河流，与今日浑河的流向大致相同。但是“桑干”这个名字保存下来，常常和卢沟河相混淆。下述文献来自南宋学者范成大，他曾于1170年出使金朝。“卢沟去燕山三十五里……此河宋敏求（另一南宋著名学者）谓之芦菰，即桑干河也。”17
准确地说，这是个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个错误很快被遗忘。不久以后，“桑干”这个名字开始仅被用于位处山峦之中的河道上游，而位于平原上的下游河道，“卢沟”是专用名。“桑干”一词一直被保存到今天，而早在元朝，“浑”便取代“卢沟”，清朝初年又为“浑河”增加了一个官方名字“永定”（寓意永葆安定）。“浑河”和“永定河”这两个名字是可以互换的。
根据范成大的记载，卢沟河距离金中都三十五里。显然，这是都城和范成大渡河地点之间的距离，可惜范成大并未记录他渡河的准确地点。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辽末金初已经出现了一个永久性的渡河地点。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渡河地点是如何产生，在哪里产生的。
最早的可考资料来源于另一位宋朝使臣许亢宗，他曾于1123年出使金朝，根据他的记载：“离城（即良乡）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两岸造浮梁。”18
遗憾的是，这则文献也未指出浮桥究竟建在何处。直到1188年，在卢沟河上修建石桥的决定才由金世宗提出，不过尚未动工，金世宗就在第二年年初病逝了。1189年，金章宗开始修建卢沟桥，一直到1192年才竣工。卢沟桥不仅是北平周边地区的伟大建筑壮举，在地理学上更是意义重大。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对它很有感情。在西方，它以“马可·波罗桥”著称，因为马可·波罗在目睹了这座当时已经历百年风雨的桥梁时，不惜在《马可·波罗行记》中用了整整一个篇章来详尽地描绘它，这是它第一次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9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座桥见证了日本人制造“卢沟桥事变”，蓄意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八年的浴血抗战最终赢得了正义的胜利，这座桥就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纪念着无数勇敢反抗侵略、无悔奉献的人们。然而，卢沟桥的地理重要性不在于其建筑，也不在于其战略地位，而是它在下列事实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它确定了从东北部到南部平原之间往来的交通道路，而且它本身便是历史古道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标志着北平湾的南大门。其次，它使一次次发生摆动的河道被固定了下来。自卢沟桥建成之后，桥以上的上游河道就没再发生过变动。

图54　宋代北平周边地区的河道分布
注释
1　郦道元：《水经注》，《四部备要》本，第13卷，第20—22页。《水经》记载水曾流经蓟城的北边，郦道元认为这是错误的。
2　如，《魏书·地形志》曾记载蓟城地区的燕王陵属于燕昭王和燕惠王。而十二世纪早期的流行观点则认为这两座陵墓属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燕王和太子丹，它们也曾被误认为是燕剌王的陵墓。这些观点可参考王先谦：《合校水经注》，第13卷，第22页。
3　《金史·蔡珪传》。
4　郦道元：《水经注》，第13卷，第21页。
5　见附录二缪荃孙书，第36卷，第16页。
6　见《实测京师四郊地图》，1915。
7　详见下文讨论。
8　郦道元：《水经注》，第13卷，第22页。
9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81卷，第13—14页。
10　此寺庙今已不可考，但桑干河东侧的山的名字依然是卢师。
11　这座陵墓很可能位于今天的石景山，这一点在前文第三章已有讨论。
12　按：元通惠河上有郊亭闸，因郊亭村而得名。《顺直水利委员会地形图》上著录有大小郊亭村，在今外城之东郊，宋之郊亭淀当于此一带求之。
13　同导言注1引贝利·维理斯书，第198页。
14　现在此地被称作白沟镇，位于北平南65英里（约105公里）处。
15　《辽史·地理志》。
16　《太平寰宇记》，红杏山房本，1803，第69卷，第7页。
17　引自附录二缪荃孙书，第36卷，第2页。
1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20卷，承宣第一，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19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2页。



译后记
侯仁之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地理学者，他于1946—1949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1949年完成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英文论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在国内发表过，故学界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64年之后，承蒙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他的这篇英文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得以全文翻译和出版。付梓在即，有关侯仁之这篇论文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内容、研究特色、学术价值，还是很有必要向读者朋友们作一点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1932年，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由于深受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对地理学逐渐发生了兴趣。1936年，25岁的侯仁之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本科毕业论文《靳辅治河始末》，是有关清代治理黄河问题的研究。在随后的硕士学习阶段，侯仁之对地理学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顾颉刚在燕大开设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以及在学期末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活动，对他的影响尤深。1940年，在著名历史学家洪业的指导下，他完成了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研究内容从本科时的黄河问题，转向山东一省的地理研究。按照今天的历史地理学的标准来衡量，侯仁之的硕士论文实际上是一个地区的地理文献汇编，带有强烈的沿革地理色彩。
1946年是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远涉重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深造。他的导师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同时也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 Darby）。达比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解释简单而明晰，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正像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现代时段的地理一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他还认为，研究地理景观必须要有发生学的思想：首先，现代的地理景观仅仅是在现在很薄的一个时间层内，而且也正在变成历史地理；其次，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类的改造。如果地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现代的地理景观，那么就不能单凭现在看到的那些东西，而必须追溯到过去的地理景观。历史地理工作者可以采用横剖面（cross section）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来恢复某一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从而为现代地理景观的特点作出发生学的解释（H. C. Darby, "On 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Transactions and Paper.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53, p. 19）。
《北平历史地理》是侯仁之在达比的指导之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无论是在侯仁之个人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在中国，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在燕大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其英文名称使用了“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名词，但是杂志的主要编辑者对于“历史地理”的内涵并没有多少了解，杂志的名称虽然冠以“历史地理”的字样，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基本上是沿革地理的。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学者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作者功力扎实，研究视角独到，搜集的古今中外文献极其丰富，加之长期积累的实地考察经验，经过翔实论证后得到的研究结论，即使是在64年之后，仍然具有其学术价值。个人认为，《北平历史地理》具有以下一些独到之处，需要读者朋友们在阅读时加以注意，也是今天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青年学者值得借鉴的。
横剖面复原：《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框架，受到达比学术思想的影响，采用连续横剖面复原的框架。全书分为三个大板块，即前面的导言、后面的四个附录，以及中间的八章，其中中间的八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八章基本上是按照时代排列的，从西周一直到明清，每一个时代构成一个横剖面，反映出一个时间阶段内北平城市地理的特点。侯仁之把北平城市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大时期，即从西周至隋唐“边疆之城”时期、辽金“过渡阶段”时期、元明清“王朝都城”时期，准确勾画出北平城政治地位的变化过程。
地形地貌与交通区位分析：重视地形地貌和交通区位的分析，是这篇论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也是作者分析城市的一个重要角度。侯仁之从北平小平原上的地形、地貌特点入手，从南北交通道路格局着眼，指出永定河上以卢沟桥所处位置为代表的古渡口正是通过太行山东麓大道与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山海关大道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这个交通枢纽位置，与北平城原始聚落——蓟城的形成关系极大，但因古永定河夏季常常洪水泛滥，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为避洪患，蓟城没有兴起在古永定河古渡口处，而是出现在距古渡口不远、有“西湖”（即今莲花池）作为水源的“蓟丘”，即今广安门一带，从而对北平城原始聚落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原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否定了外国学者认为北平城之所以在今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是古代巫师占卜的结果的错误观点。
区域文化差异分析：北平城的发生与发展，除了受到地形、地貌这些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外，北平城所处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也有很大影响。北平城靠近北方长城带，历史上是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区，处于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地带。不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与交流，政治、军事势力的此消彼长，促成了北平城从早期的地方城市——蓟城逐渐上升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作者最准确地抓住了这个人文地理特点，对不同时期的区域文化特点进行了总结，揭示出北平城发展过程中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
河湖水系分析：侯仁之在揭示了蓟城起源的地理基础之后，又从河湖水系的角度，对历史上的蓟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址、范围与规划特点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洗马沟”、“西湖”在蓟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元大都城址转移与“高梁河”的关系，以及历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为寻找农业灌溉、漕运水源而采取的水利工程措施等。作者从河湖水系入手，揭示了北平城起源、布局和城址转移的全过程，把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放在河湖水系的“网”上来分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城市历史地理分析方法。
文献分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这一方面是作者对相关研究和史料的搜集格外丰富，另一方面也缘于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广泛的实地考察。早在燕大协助顾颉刚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期间，侯仁之就开始注意到野外考察的重要性，他多次跑到北平西郊一带，实地考察地理情况和古代的引水工程遗迹，并将有关北平名胜古迹的文献材料分门别类，编辑成《故都胜迹辑略》。1943年，侯仁之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北平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题论文——《北平金水河考》，开始试图将文献考证与野外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这个特点在《北平历史地理》中继续得到贯彻，并一直影响到侯仁之以后的其他实证研究工作。
城市形态特点分析：传统的北平城市史研究，主要是考证历代城址、城墙、城门和宫殿，只见局部，缺乏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研究。侯仁之对北平城的研究以城市形态为核心，不仅包括城址、城墙、城门与宫殿，还涉及关厢、园林、街道、坊巷、人口、市场、水道、湖泊等内容。侯仁之关注城市整体的形态与规划特点，通过复原不同时期城市的形态，来揭示出城市的规划思想。其对于元大都、明清北京的规划布局特点和规划思想的研究尤其深刻和独到。侯仁之认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首先依傍积水潭东岸确定了全城的几何中心和南北中轴线，又以积水潭的东西长度确定了大都城的西、东城墙位置。宫城、皇城、大城的正门，以及钟楼、鼓楼等主要建筑，都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明清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使得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更加突出，中国传统国都的设计思想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上达到了顶峰。这些见解，今天来看，还是非常准确而精辟的。
重视地图的表现方式：地图具有强大的空间表现功能，一幅地图胜似千言万语的描述。《北平历史地理》中共有54幅地图，全部为作者亲手所绘。这些精美的插图，不仅增加了论文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论文的科学性与直观性，更方便读者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解。侯仁之重视地图的这个特点，以后逐渐发展到专门采用地图集的方式来表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三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总体来看，《北平历史地理》是一部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的历史地理研究著作，至今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堪称经典之作。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框架，以及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重视地图表现形式、重视文献与考察结合的思想，不仅贯彻到作者自己以后的学术实践中，而且这些思想也值得今天历史地理学界的后学们去阅读、学习和体会。作者有关北平城的具体研究结论，对于今天的城市规划与保护，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翻译和出版这篇论文的价值所在，也是读者们在阅读时需要格外注意的。
 
邓辉　　　　　　　
2013年8月10日于北京大学新地学楼



出版后记
《北平历史地理》成稿于1949年，是侯仁之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完成的博士论文。这是该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面世。
为呈现原著的时代特点、尊重历史原貌，本书按以下原则进行编辑：内容（含注释、附录）均译自原稿，译者所加少量夹注以楷体区分；注释中的中文文献还原为中文出版信息，西文文献则照录原稿中的出版信息，不作翻译；由于受当时研究资料的限制，书中一些历史事件年代与现今通行的历史年表不尽一致，中文版一律未作修改；凡涉及地名、术语等，也均沿用具体历史时期的说法；本书地图均为作者手绘，原图绝大多数无图名，书中图名为译者所加。
 
编者谨识
2013年11月


images/00099.jpg
1 Gl g Yo o5 D

@ 22 Gl hom
| b XE hiinn (ae B

2 Chong G Yicun (0190 000

3 Yidan Mny Kian (470918000

# ity & Yww iriei=

| e ke b

| b e g e

5 J Ro Yiew Clumwsr. Patess, 1256~ )

2 5 @ sk
Hai T

LANA (60 | e nAL book

29 EA (41700 186)

1E9a 1850}
AR (T8 | A TEL b EHa
S ol (L. IR8R— )






images/00098.jpg
FRETS @ HSRITERILS

IS B

BREAHETERE | FLH
RILFARIARL.

2

g

5

3

7

8

il

0|83 496 887

1

12

2

“

REEBRT IR, i AMR=,






images/00069.jpg
© TEFEHE| @ ASMEHAFR @ THEWFLA | @ LFTARMN
LFREE ROWMRGLLEE | WTSEREE| WFRSELE
SR WEE | RE FREERE, S
Jselgs Ak, e i,
1
Al
3
.
5
5 14a
5 1024
9 /81 /85 &35
L]
n
ERES
13
14 %0 &
R, R LA | RERERIEE,
I, 607,






images/00068.jpg
O IRFRHE | @70 FLETHRS

ai#A |® ZRFRREE
EANMNE A OERRNE arm—1
EE—H 2| #RE7, UHBRG  BHERLOS
&1, (M| FIHROMNEN— | ARET, lE
5 + FEE: -] AWEEAMMIT, ETHRENED.
| ER |+ |
2 Fad + 37176 37/°7b
3 |Riew 1 17170 (F) 1176 (FI ‘
4 | BE i
5 | mEtEE 170 () 170 (T) |
8 | BEIH it 1/4a 1/¢a
7|mER |- 13 iF) 18 1F)
slmy |+ ‘
9| BEFA |- 2/62 2/62
10| %3 ¥ 886 BES
1| eEE 52 1) &2 () |
12 | R + 52 51
u mE |+ o 50 |
14 | R iﬁs 6e
HERMRE, | ERETMTR, W
MR,






images/00071.jpg





images/00070.jpg
2 i @ 5 et
*e

Ksoling Ho ST Chin Ko Conal 425






images/00073.jpg





images/00072.jpg
,,,,,,,, Hhan #ag
.—-Mw?h?)ﬁ‘u? ( Nosdhe Gy o Sumen 5 of La-dasy )

LR (A )





images/00075.jpg
I Tomfing Gofi B 5 TimgTim el A @ NanTaan Gatt fisk
2 boc-tai GaE A & —chan Gl B8 57

3 Yibng - chivs Gate LA 1 Uhibng - Chime Gt RE € Ty -pec it ok
4 Aoy Gale EE 3 bade A Gale KB

A Yon-chiso Trocr RAE 8 Liang Hatd B






images/00074.jpg
o ﬁR(téiEQElai&ﬁiaﬁ“szTiI © ERNTMHER L
2, MEEERET Wi SpRIM, B T&UmmELE, &
iR 20 (3] WA FAA T W W, H

B (HEFE), T, AEEEFIONE | SV,
BT

1

2 |3 b—"8a

3 |18 3

4 22/130-148 i ae

5 |10

B | 175 1/Ba=b 1/€e=b

7

5

9 | 3/Es-87

w |80

g

12 |82

13

14
UG ERIBER
IERE A

R, Rl R,
RHR=.






images/00077.jpg





images/00101.jpg
O nsnhEal @ SSNH—8 @ IRwitiy @ SEWE LR
MEEMEN | EASNEY SRR AHRSReN
WESREOH | ASHSLRL  LEMEE | (9ENEE.
BEBRGEE. | FERNEL,

2

3

4

5 [1-m 17

6

¢ 1o 3

3

9 |38 /9394
10 | 888 €35 £35
e £2 (LA

2

7

“

AW Pt WS,
W SRR AR

R BUBMITARE

BE.





images/00076.jpg
] R B | 265 X
(585818 & ‘ﬁmair 265 314)
FERERA, EREAY |319—351)
A7 . iR (352—357), RIREAIR (321—370]
(£9.301—240) a FRBEA. STREAT (351—394)
FEELA, SSATAN 1384—a0e!
TeRbEEA. A (336—5634)
k] 5 FEBEA, FM (535—550)
(49 4405011 FAREEA, L5 (550—577)
TeRBRLA. LR (557 —=81)
- HRBEA 1501 503)
= €| B3R (509—607)
(£81—618)
AABERS (507—610)
| EEAHR (518 T41)
BILEM | BRSERERERE (74.—756)
=
(e18—sea7! AL s
. FIETURA L

(@, 756756, LM, 7he—761)

sk ]

HE A (762—0C6)






images/00100.jpg





cover.jpeg
|
AN, HISTORICAL, mmonmif 3 mmHEzm .

k@ﬁ%






images/00058.jpg
Ty Wit Bk
GRS (co7—et0l. BR
(907—923)
ARBROZA (XFH. 31—913),
ER+EMNSA p— ; S
(£ 300—g79] L i
ERUMNINE, ER (925—936)
ERMHINGE (ea6—a38), FE
(936—94€)
N - BR o 7 5 -
3L (A, 916—1125) iy | LR 1012 FEORAEAT
R (45K C60—1126; A ?
&% 10 A | AU ® PR (1123—1126)
#E | IR (1126—1150)
& (XR, 17512
PE | B (11E0—1218)
| RS (1215—1264)
T BE | B (1264—1267)
(%3t 1206—1260;
1260—13€8; e

(FAR)

P (4R, 1267—1360)






images/00060.jpg
B

. ik SRR (1366—1403)
(WES—"S‘MP o 4B (1403—14201
) 1 (1420-1644)
2 Elri:8 HIE
1% os—ien] = SUTHEER (1644—1911)
dER (1912 1927)
FERE
11912—1949)
by | 4R (19271949






images/00059.jpg
Erpt oL
TR

ppacteimats st

e

Chi  Peiping £F  Tewsin £ NingsinLake 7





images/00062.jpg
BEH
IR
B

il

OF5%, AEFhBRESN
B FeMiEA, AERLF
(581—619k % T F(620—
o

@ Ein, M FERE
B, BETHMMERE
fa, W@ T 2meds
. [HEHBTF,

Via(BIE=% EI1T Bk

31/17at

1/16a | F, MIFF3IE "FE=")

170 (F)
1/5a {F)

T+

3/87 (hiE)
686
52 (F)

51(F)

3/1a, 56/2b
37/17a-b
1/16a (FI

3713

16/15a
V), 8
10/23a-b
/87

a87

52 (F)

51 (F)






images/00061.jpg





images/00064.jpg
© @iAbEAER

@ muTEBARK &

© RETFEUNEESMIT

FRSURBEA| R, BEREMREE| BHEN—MERERD
i, I T, IESE RN .
1

2

3

5

5

i

il

3 |2/64

0 288 (FEE)

"

2

9 € 6

1e

SREAE2, REA

EREE: BEL(H
AL






images/00063.jpg





images/00066.jpg
Vo Choe of he Tong dgmaddy

A% B
e Bttt EEY i o A,

ot s R
e el oy S50

b o RTE 2 e i e AR 3 onk e

P S R S

S WAL e AR

AR 5 b sy B ERE






images/00065.jpg





images/00067.jpg
© ERNERFEIHT
SHIE( BDEE ), TR

© T 16819, HTH
EASERHE)

O RS AEMED
WEHTE, ik

AR MR 4 il ottt deh | RHE— AN TR
frF szt 6 2o Sl
1 [es/1b
2 3718
3 1160 (T)
4
5
65 |16/6:b
7 1
i
9 |2/5612) 2/62 3/88-90
10887 (2008 885887
1 51
12
13(5
1
BRRE & W IR S S0,

R AKRE, EEE
B —APEEER, BER
(THEETRAT.






images/00089.jpg
® RETAIFER, ERSCTSPMRENT1A 2 Ba. FARAITRR,
BEEFCTANGRAMIWHRYAIEMENRFEL, BRETE,
HERILE, EREBRAET SRR IREEE—2, F52F Bk, 4%
ARSI R KA,

1 |89z






images/00088.jpg





images/00091.jpg





images/00090.jpg





images/00093.jpg





images/00092.jpg
il





images/00095.jpg
ey

ol 4.0 0Nk A%k usSwogk & 8 Tlnker 83 T 4 11
K Ch s Chign 8 Sank e 3 T 53





images/00094.jpg





images/00009.jpg
L7 ik e 32

BEZ % WR WY B it

MERFOFRURA L





images/00097.jpg





images/00008.jpg
A





images/00096.jpg
O AT SIRBEBEE LT RE MM | Q &E A SHEBLNFE B R
AERENEERT, HFEMNE| R, bH2SREEIEINE,
152

1 |eo

SRR L, ACHEAHRES,






images/00011.jpg





images/00010.jpg
Peiping 224





images/00013.jpg
Chifl  Luw  Tiosin £  Resent cowrscoftic R Hun A H 4





images/00012.jpg
Nanshig £ LuSHIHIL) f 97 LuShia Tomple /94 KaorkangHo 2 457
YeaTon Toh HEAE Sungck'en Ho =17 AnsuFor 3
LuciowHo A Route propossc by Sung (s R 12






images/00078.jpg





images/00080.jpg
ShihCoogSan & ot ChellsiangChu £ % Chin Kou Canal £ 177





images/00079.jpg
FRESE 1§ SE— AT ) e Bk A

Boistend BB o L breih R

Frag e B Mottty 48

< B e LR

et it AP
Pian RER

S Gy fnns BEA &

ot o S AR (6 EH) ¥ B jeis 3y e

&S n FRATRES





images/00082.jpg
g Kastara lo % %54
LorShi for S Ui ) o (49200 Mo Ko 478

i Chian o 5 Ver Drsse Torb /4 £
Toris of T i of Yen 2% £






images/00081.jpg





images/00084.jpg





images/00083.jpg
AF HF AT
P P P Pir Pekeir
(1368-146) 1#00-149) (1420-1553)






images/00086.jpg
it





images/00085.jpg
A BEE

i Amelied gy

274
S
xgr
i 1

40

= £

o E o ke Tehiete AEAL

i 8 T e
S Whha . s ena
St s Ers g
foen st £ e
Py nkh it
o rHeEy Ea s
e et






images/00087.jpg
[ {
ir@ﬁ

L

£ Bkt T
2 frn Twor 22

Vi S s 770

R R S
5 ke Ghe T (dstusp ot
6

e gy o w11 11

(Eondi contrad soth)

e T
(e B Tt et

b Chgoint e o G ik T
Ldet (r chtg- g ot
of fuian) "
A6 it 2






images/00002.jpg
YVEN (Mu Jung) % (£%)

Lung-ch'enz %, Lulurg 2 Wo-churg 0%
Cli el Lo-yang 41
Chang-an K%






images/00001.jpg





images/00004.jpg





images/00003.jpg
Kiimg -Chor Gt

Patace

Gk Gan

s n Gt £ 577

Ol Lang £ 935 Provessonsl Way Bz
e Tower %1 Usiayang Gate %11





images/00006.jpg





images/00005.jpg
2 3 itid

Jicam L Gate  3hib
Fong—< G RE
=5

Chimg~fory G A
Mriinr —yes 62T AL

Vareg ~chive G Pk
Shik —em Gate Ao

LIS S R

7 tdx?/zhl Goti A
8 Thinng - haizan: bt B4
9 b~ ching oo £
10 bao—hure Gati  BF
u Lo-%i qut Bf

2 Chong-s 62 Bk

A cmiwdaé,jﬁn-mw'

O Prnt pillage P Ay~ hins

A S B A

B & 54





images/00007.jpg





images/00029.jpg
Kac-liang Ho & 257 Canal i Lee Kung %
Westen Lake @] Royal Park Bl 5.8 Lung-chin Bridge £ 84
Stone Bridge k &4






images/00028.jpg





images/00031.jpg
) AKAT TP BRARE RGN S 2 g
S TEMLAR (4 D ARRKE —m ARA

@ Rl TR BB

Pepig P Teosimid  Taedd i
eirgoniff4  Honon €U Viedet 25





images/00030.jpg





images/00033.jpg
Nan Ko
Sha

Kuenei Kow £ &0
i Uighvey £ 105 i 5

aiKwan LE iy Anci






images/00032.jpg





images/00035.jpg
STEIRAY Hi 3 I,

e |BRRERERE |

e el CEB ALK

s | TERRSAR AFE R

i FHAEERAFHR | RACEPLR

AT | AT R FREFHLR
— oy | MEACP R ENT A T

TIE gﬂéi*ﬁﬁégig AR B L,

i TS T Bk

o e o LA T i b AR AR
g |TTAME AR g )
e 47






images/00034.jpg





images/00026.jpg
ol Fo
e
L

s 2 )

S
Saa

i Lt






images/00025.jpg
Fon

B sgen a0
o st %
»

P
M oatiomms ity S

bt BT P iy iy
s g < n g b

* e wE 6 absnd PN R sabh Wpw
w2 bk ke AT X Sk L
« at wag oy ¥ o rened

5 mbetons G Be e W Ve rhda AT

Fiarits hish sareasd e fornhi | i ek Pl oMy ki
epeintle ekl (0, s limisnt il 11, B\t o (3, Coud B

Baides e ot T sl i R o o) B . bl o S s i

e i o .

BB TTALE EHS, FREE. R,

b e e A S U






images/00027.jpg
@ T RIS RIS A BT & PRI AN S AT AT A
Hish Z—WRAMOFE, REAMER)|  OTSELRELL, 48
28, EREFUTIET 181 STFTI, LS

3

4

5

3

7

8

a

‘0 | ag 398

il

2

‘a

“

BREWH2, FEL






images/00018.jpg
Ve Tan iatl

Wor Sk’ Sham (520
p 1%

T LE)

Tac JYen Ak

e

Emporerd falace

2x

Cng o Poluce
£
Num' - Shong falace

2t ey





images/00020.jpg
@ HEEREBN Y, &
ITEARBHIFET. B

© RHETFERNAHNL
W, EERIEREETR,

BERGBF T ERER, TR BuA, # ok
FEFET BN, SERTEZTERE,
WikE
Fih 37/17a 37/ 7h
ST 1/17a-b (F 1/17b (F
BE
TBEFE |10 (F 0 ()
2% 1762 [F) 1/5a (F)
#ER 17AF 18 [ F)
®E 10/13a
B>l 3787 [F) 3/87
£ £96
AR 53 (F)
R 51 (+i 61
9






images/00019.jpg
B

U





images/00022.jpg
CHI # Kao-liarg [lo d #:F Lieng Shan &4
LiLing Dam %4  Che-hsiang Chii % i Hun 7
Furthe: extension £ i & F # iTi&

Approsimate boundary of the irrigated area L3 B3R A 52 K






images/00021.jpg





images/00024.jpg
Gpparsimals Crrilery of 2erky Yo GATHY

Lot sypamiins of Yon RHGRGIE

chi Chiu ytan % Lin i #41 Loufan 4
Vinchung ¥ Shmgks E&  Yiymg 8 Yupel ping 4 bF
Lito i 1 Lisotmg T4 LisoR. G HuGR #1

IR B4 SWall ks NWill ks CHI F





images/00023.jpg
5 Ghichos Gt Both ¢ Ju-iliey b it

‘ ;/w.y—m”?s.:- oA

T Lochoy Gote BE b Geaglida i e Woe ot dek

3 Him- Gate RH ] Bl G AR 4 Py b F4l
7

F Climy o ol &l 8 Gt - 2 Gt I
Al aibasaran ,,.M‘we.? e Goniz of 2 faeg

G b L s





images/00015.jpg
Royal Donin £ 4

LG Kb
A Th

2%

B LA

L&
5.3
15 &
2148
Pire

4%
10.%
16. 4
22.4%
28. 9%

D. iy

SR

1.8
7.8
2.4
29.%

5T






images/00014.jpg
Peiping 12+ T S 2357
i i P &






images/00017.jpg
Bk
oy~





images/00016.jpg
TR






images/00049.jpg
Wi, @abETSR o MSFE R (RA ¥R
SN, & REMEW  BOEGEL TR (GER
SRITEERENER ® 5, AL T (EME )
A MAGE. A TR REwsil =ROERLTLT &M
AR i ALRNES E, ERARS

AT CRRE, &R (EH
I h A L P

1

3

i

5

(]

7

8

2/54-55 A2

10| 896

il

1

1 fl

14

RERUAKES, Bl REURIHNZ=.

fEFK,






images/00048.jpg
Yian lamat

Miing - Chlng Circsl

[






images/00051.jpg
TR AR

T ()| 73000
Emmwi) 91000
& H0H)| 75000
@smuam 30900
i#)|24000

Mz‘( F)| 64900
T4 (&K AR)| 55000
ALﬂ(léibﬁ) 20000
7 (&% H)[37000
e ch (767 )| 25400

REA: (B KM,
1940. % 317—318 @






images/00050.jpg
[:% =, 0 o semis

L7 riginat Bunitig o, D16 Pafestas o Yot Y

2R R At
& i fdind O Notern J;“? Crngiine.
AEER R
Lin-heang % Kai-feng #4f Chang-en %40

Yiin 2] Yen i






images/00052.jpg
F TR — o Sen Lk 7.0 0
A Tung Bricgs <24+ Tug 3
Rre g






images/00055.jpg
i 0]

]
(E9ATTA) 17660 1122)

15|

RS
(AR 122 3T 221) ! R

=

2 pgses
(428 21— 206) | rEn s

B RH

k1] 7 43
G 8 | &= mmsE o

FERE AP LATTHE 202 126)
HEDRE | ATTHT 1261 116)
) TRE#BIL | AT 11637 80)
I BIERERSE (NTTRT 80— 72)
REBEZ (ATTH 72—AT 8]

Ly

(4A7TAT 202 AT E)

ES s

El EESR
(g—24)

BRI (5—a7)
AR (28—220) £l LAMEX (37—95)
MBI AR (96 —220)

=8 FERRRE [220—232), B (220—2e5]
(220—280) TR 1230—265), 343 (220265






images/00057.jpg
Foidmald e
X ‘\‘ AN
) :

Wo FoSee 354
Y1 Chin Shan 7 &
\Wan Show Shan 7 £, Kun Ming Lake 125 41

all #4p
THo ¥ian 448






images/00056.jpg
FARSE T  f meamx

Shen Shan Spring #4 £ Vi Dike £ARM Ching Lung Chino (Blie Dragon Bridee) 4 £1¢
Ching o #57 Vilehiin Shan £ £ Vichiin (Tode Fountsin) £
Wiong Shan Lake %46 Coin Shut Ho #4457





images/00047.jpg
sl ot
Puateat

Nota Caina

Blonks - diegram Wj ,,.{;.:f
Hhe Transoie motniain Perith, eina

Placn and. the mufém fat«« {afn € A Barbewr)

Mongalics Pluean 4 5%  Kalgin ®Fe  Nouh China Ploin ¢+ Peiping #1F





images/00038.jpg
15X





images/00040.jpg
Jasnn]

(saane

i
1

!

i
i

il
H

Fereiazion
i
i

f

3
&

i
i

TeTIIPefsFEeEeERaecsbEaty
Prpatation of Patping Ur2-185)
(19121434 pepulatin e e oy bl
Ao 1935 imeluding ssbirian pr o
1OEI0E RERANA
R et

(aper 4 deng)






images/00039.jpg
Coveaging £% Heingetai 4 Hantar: 445
sing #EE Tl vian kR Loyang 418 FenR. o7
Hesico-vang (Ch'in capical) 0 i A4HE)  Choung-an (Han capital)  E2 (&AL






images/00042.jpg
Mok 5
na
Crisnc Juna £,

« g lu £
« Shuo-fong 715
« Chiennan 41

i #
lons G
TBow ¥

* ban-yang 1
+Hohs 78
+Lingnan 51

e Tl %91
SoumEm Barasraxs &

o Ho-tung T
o Lusgyu %%






images/00041.jpg
O srEtEREs @ IEswrts ® EETHEH O B RER

ISR
AMR=.

RBRRN, THE AMRETIHA TEEAEN

P AL, L.
TR A R AL
b

WNHERKE  mEAEFEL RN W AT
FOIH, EHL, LREENH ATAENI RERER A
HIIMTREAER  JcHA, feEEREnE.  #

ANRE FMA,
1

2

il

6

7

8

9

1c 638

'

12

13 4 0

"z 68






images/00044.jpg
SRR RAROLLAT — s

BRIk il
Y —e- HEFERREAUXADE
- RAREWAAAS

Chifi  Peip Tienssin £33






images/00043.jpg
NN
domcrrten o

e

S

Z7A

e

b






images/00046.jpg
Chi # Lo-yang i Fa Chiang-tu ;4F
Yung Chi i % T ung Chi il i £






images/00045.jpg
8 Jrotming marictn 0Pk
B Fovid fraskili 4 kTl Mol dndenge s 3
X Spaciel marksdi cs H2H 2 pae o b

t Marecli (s W 2 Hopolable 5t R
| lght marhel (4 AT # Mt simE
& Qfffirrm merheks o) 75 5 Pt w0 X
® Towpli masded 4 6 fgar o B

? A o R

Ty condus (from porsemnd fruméises sy e i)

Cagpe Gamil W)





images/00037.jpg
Fu # FuYi x4 4 Chich-shh 45

sLinotung T4 oViiyang &M o Pochai ik
Chao &2 Chi Shu %
Chi 8 Han-tan AFAR Tao #)
Sui-yang i (8 Lo-yang &7 Chang-an £ Cher

Shou 4 Yuen % Ying 2 Pan-yii § &






images/00036.jpg
e,

e st s of ]
e ey of e -, 1 ipa,

it ey

i

. A, i

e
T v

S e oy AR






